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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项有关中国城市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医学社会学实证研究。本书立足于社会学理论框架，以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运用系统的网络分析法对中国城市家庭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精神健康的差异性之源；本书关注家庭关系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对于促进国民健康水平、家庭和谐及社会和谐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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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薇薇，女，1978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目前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医学社会学、家庭社会学。


自序

我对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问题的兴趣，始于2000年研究民国时期四川航空运输问题时。当时为撰写民国时期四川民航发展问题的论文，我特意到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查阅资料。经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王友平先生推荐，我还特意拜访了《四川省志·交通志·民用航空篇》的主要编写人员--西南民用航空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的沈清如先生，沈先生热情地给我指点，还赐我内部资料《中国民航史料通讯》。尽管这篇未刊论文现在看起来十分稚嫩，但它激发了我对研究战时交通史的兴趣，也让我初步体会到学术研究的艰辛。2002年6月我获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同年9月到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进校后不久，导师史全生教授把我加入了他主持的科研课题组。史老师当时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十五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西部开发研究”，我承担其成果中的第五章，正好专门研究抗战时期的西部交通建设问题，2004年初我承担的课题完成。在做课题研究的同时，我也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史老师认为我对大后方交通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加上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所以博士论文就确定为《抗战时期西部交通建设研究》，并于2005年5月顺利通过了答辩。

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就试图全面系统研究战时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资料零散、研究难度大等原因，来不及全面系统研究这一问题。2005年7月我进入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后，经过深入的思考、资料的积累和理论知识的补充，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后方交通及其影响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丰富抗日战争史和近代交通史的研究内容。从2004年至今，本书部分阶段性成果也陆续发表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档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累计十余篇。

对近代中国交通问题，前辈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我要完成这本书稿将更加困难。因此，本书的完成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学术创新，这是笔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笔者在三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在内容上除了系统研究战时大后方交通问题本身外，还全面系统分析了大后方交通对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的各种影响。台湾学者张瑞德的《平汉铁路与华北经济发展（1905-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较早系统研究了铁路对华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该书为笔者的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二是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实际上，交通问题涉及多个学科，除了历史学以外，还包括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以往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战时交通建设的前因后果，而从多学科角度探讨战时交通问题的论著并不多见。三是在史料的搜集上付出了努力。战时大后方交通问题的一手资料包括原始档案资料、地方文献资料、时人的调查报告、官方的经济统计资料等，这些资料零散分布在西部各省区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笔者为搜集资料除了托人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代为复印资料外，还亲自跑遍了主要的相关单位，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图书馆、广西自治区图书馆、广西自治区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等。通过笔者的努力，本书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战时大后方交通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在发展大后方交通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后方交通运输状况如何，大后方交通如何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后方交通究竟多大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发展大后方交通的得失与经验教训有哪些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抗战大后方交通问题的研究，由于内容庞杂、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较多，因此，研究难度不小，尤其是两大问题难度很大：一是战时重要经济统计数据不完整甚至缺乏，很难对一些问题进行量化分析。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关系，关于战时中国的一些重要统计数据残缺不全，包括大后方各省的工业、农业、对外贸易方面的统计资料不完整，因此，很难宏观地对大后方经济发展进行总体的量化分析，而量化分析大后方交通对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更是难上加难。二是在分析交通对经济影响问题时，单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很难把问题完全解释清楚，需要借用一些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历史学注重史料考证和历史归纳，擅长现象描述。相比之下，经济学则更强调应用抽象演绎，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重视计量分析，当前经济学研究中还常常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这两大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难题对学历史出身的笔者来讲，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专著《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经济开发》终于出版面世了，笔者深感欣慰，这是笔者十年来研究战时大后方交通问题的总结。但同时又感不安，因为资料搜集工作仍有不足之处，尤其是港台和海外的相关资料由于客观原因未能搜罗齐全，加之笔者的理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但不管如何，如果本书能够对普通读者产生一丝有益的启示或对学者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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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的源由

一直以来，著名的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教授关于中国精神疾病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无数。而今天来看，这些研究却似乎有其更深远的意义。以一书举例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Depression，Neurasthenia，and Pain in Modern China[1]
 ，此书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初克莱曼教授在湖南医学院长期的田野调查结果，特别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之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诊断以及涉及的各类社会问题进行了剖析，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并不是没有精神疾病，而是将精神疾病进行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歧视和文化歧视，并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污名化”（stigma），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从医生到患者都否认了精神疾病在中国的存在，无论是医学合法性还是道德合法性，而那时的精神疾病则以躯体化（身体疾病）的形式出现，并冠以了“精神衰弱”这样一个边缘但合乎政治形势和文化取向的名称。

此书对探索当今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对精神健康问题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关注的原因找到一丝线索，更对为何精神疾病在中国污名化如此严重的渊源获得一些启示。

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一度认为精神疾病的产生是恶魔缠身所致，治病的唯一办法就是“驱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病患者不是被看作害人的魔鬼，就是被当成低人一等的贱民，同罪犯、乞丐一起被禁闭起来。这不仅使得精神病患者难以康复，也让精神疾病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毫无防范的其他人。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1951年《社会系统》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当今医学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性的概念--“病人角色”，同时也界定了“疾病”：疾病是一种社会偏离行为，“偏离”是在特定社会规范下，无法完成其角色任务和职责的行为。精神疾病被视为疾病中“偏离”特征最为典型的类别，甚至常常与犯罪同时作为社会偏离行为进行比较，例如都要由社会控制机构加以控制，即精神病院和监狱；而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伤害他人的状况也使其与犯罪有一定的相似性[2]
 。所以说，精神疾病从一被发现，其污名化特征就相伴而生。但这种污名化属性与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前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后，就产生了另一个隐性结果--隐藏甚至无视精神疾病的存在。这也是中国长久以来精神疾病未被国家、医务从业人员，以及普通大众重视的关键因素。民众的精神心理问题被断裂成两截，严重的精神病成为羞耻的代名词，心理问题则被认为是一种道德问题而被广泛压抑。

但精神健康问题在中国并不会因为无视或压抑便自行消失，1999年《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宣言》中表明：“（在中国）各类精神疾患和心理行为问题等精神障碍是严重威胁人民身心健康的一类重要疾病。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总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3]
 则于1999年11月11日至13日，在由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主办、多部门参与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上发言指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年指标（DALY）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WHO，1996年资料）。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致残及劳动力丧失的1／5。据1993年抽样调查表明，国内各类精神病的总患病率已由1982年的12．69‰上升到13．47‰（不含神经症）。1991年北京地区调查显示，神经症的患病率为35．18‰。”1993年，卫生部的调查表明，中国有1600万重性精神病人。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精神病学会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发言人之一陈彦方教授[4]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今年举行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披露，估计中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但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而中国人心理问题的范围实际比自杀要宽得多，如失学、下岗、婚姻问题等引起的各种心理问题等，其人数是精神疾病和自杀人数总和的10倍以上。”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09年4月28日发文宣称“中国多达1亿人受精神疾病煎熬”[5]
 。目前中国面临精神疾病的人数具体数字如何，尚无权威调查资料，国内外专家的统一共识是：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及精神健康问题将会持续增加。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6]
 。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2000年，我国开始大规模开展精神卫生日[7]
 宣传活动。中国政府也认识到精神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深远影响，有关部门颁布的几个政策性文件具有代表性。2002年4月，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规划》指出，做好精神健康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对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卫生部等六部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签署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精神卫生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问题和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强调“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卫生新形势下防治、预防和减少种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9月21日，卫生部在《关于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中指出“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是对人的根本关注，国民精神健康和享有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稳定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8]
 。《精神卫生法》也列入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精神卫生法》主要解决的是精神领域里的问题、或者说是疾病，希望通过早期社会干预的方式，加大国家投入力度，能够减缓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压力问题。

当代中国患心理问题的人数持续上升的原因，应置于转型期的中国这一较大社会背景之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和转变给社会带来巨变，人口流动、都市化、紧张的工作环境和独生子女家庭等，都会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生活环境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我国居民疾病率、死因的较大变化。儿童的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品滥用以及自杀等问题明显增多[9]
 。一项对1991-2000年十年间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而这部分归因于人们正面对更多的生活压力，快速的社会变革正使人们的适应能力面临挑战和问题[10]
 。

显然，中国精神卫生问题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多限于病理心理学等学科，多学科共同投入对精神健康问题加以研究和探索尚处于刚刚起步之中。本书立足于社会学理论框架，以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探索精神健康的差异性之源。这一方向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已是十分成熟、著述颇丰。事实上，社会关系与健康、特别是精神健康研究的历史起源恰恰展示了一个多学科参与精神健康研究的优秀范本，正如伯克曼（Berkman）等学者[11]
 所介绍：

“社会关系与健康的研究的理论起源是以兼容并包的形式出现的。最早源自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以及如约翰·鲍比（John Bowlby），一位英国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建构了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而概念的发展则源自于一系列人类学家，包括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Bott），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dll），以及一群从事定量研究的社会学家，如克劳德·费希尔（Claude Fischer），爱德华·劳曼（Edward Laumann），巴瑞·威尔曼（Barry Wellman），彼德·巴斯登（Peter Marsden），等等，他们发展了社会网络的分析，再加上流行病学者约翰·卡塞尔（John Cassel）和柯布（S．Cobb）的研究。各种分支的发展共同奠定了社会关系与健康研究的基础。”

应该说这样一种多角度的融合和碰撞，才使得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的研究硕果累累。例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社会整合性如何影响自杀发生率的研究；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侧重于对环境，特别是幼儿时期的环境，尤其是母婴关系对人们的精神病起源具有关键的作用的研究；心理学家罗伯特·卡恩（Robevt Kahn）和安托露丝（T．C．Antonuia）的“护航理论”（convoy model），关注于穿越一个人整个生命过程、环绕其周围并为其提供支持和形成互惠的社会关系……这些著名的研究成果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却为所有精神健康研究者所共享。但就目前对中国精神卫生研究发表的文献来看，多学科参与精神卫生研究，尚处起步之时，而进入这一领域的社会学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书希望从社会学角度、参照西方研究结果，来尝试性地探讨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问题。

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并相互维系的形式或特征，任何与中心人（ego）具有联系的“他者”（alter）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而这些“他者”的集合便是社会网络，由这些社会网络提供的支持则是社会关系的功能性支持。在林南[12]
 看来，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主要由三个层面组成：个人所处的小区，社会网络和可信任的伴侣。其中与个人最紧密的一层是由可信任的亲密关系组成。本书将探讨的便是社会关系中与中心人最亲密的部分，即亲属关系。

应该说，亲属关系的另一个同义词是“家庭”。家庭，是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时期的基本单元。“家庭”可以被定义为：通过血缘、婚姻或联合方式，经济合作，共同居住，并可能生育孩子的成年人的联合[13]
 。由此可见，亲属关系可以包括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所有人。本书将配偶、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成年子女视为近亲属，将其他亲属关系则视为远亲属。

笔者对于中国城市家庭关系的兴趣，源于2000年对北京市养老问题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其中涉及中国代际关系问题。调查发现，中国传统代际关系与孝文化理念在中国城市养老的实践中发生重要转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子女对老人在经济上和日常照护等方面支持的责任开始弱化；老人对子代精神支持的期望更趋强烈[14]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结论在发表之时，既得到许多学者的鼓励，引发他们的兴趣，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孝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子女对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在养老过程中应依旧保持其关键性的作用和主导性地位，不太可能被社会资源所取代。但有意思的是，2009年笔者再提出这一论点时，许多研究者都给予了肯定，并表示这一结果与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特别是子女精神支持对父母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强调和证实。由此可见，中国城市中，养老关系到家庭关系的变化，正随着社会的深刻变化而悄然改变，这种改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加深远。在本书中，包括代际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都是重要的关注内容，主要涉及：配偶关系、父母关系、成年子女关系，以及兄弟姐妹关系。

二　本书的理论关注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关注

理论层面的关注，本书期望建立社会网络，以及社会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的相关模型，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证其因果关系。本书所追随的研究范本来自于林南等学者[15]
 关于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的结构性分析的研究。正如他们在开篇所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压力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但社会支持的定义却依然纷繁复杂。社会支持被视为结构性特征（如作为小区的一部分、一种社会网络、拥有人际关系），或被视为功能性特征（如有工具性功能和情感性功能）。但研究始终没有解决这些特征是社会支持中相互可以替代的部分，还是社会支持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义混淆的情境之下，林南等人的研究试图对这两种特征加以区分。在他们的研究中，“结构性特征”代表“参与或嵌入小区或社会关系之中”，它体现了“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ness）、“紧密感”（a sense of bonding）和“结合感”（a sense of bi nding）[16]
 。而研究表明它们通过“功能性特征”对人们产生保护作用，从而抵抗压力、有利于精神健康。由此可见，“结构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它们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本书希望跟随这一研究的理论框架，再一次阐明“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社会支持-抑郁症状”三者的关系及因果途径。在本书中，社会关系仅限定于亲属关系，社会网络特征包括特定关系的人数、居住关系、交往频率，社会支持将以被访者的预期支持为操作化指标，区分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

这一理论框架同时还将验证社会网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即“社会网络的支持论”。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之所以产生影响，有两种理论解释[17]
 ：“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 argument）认为侧重于整合性较好或邻里关系较好的小区能为其成员带来幸福感、主观认同感等主观感受；而“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则关注于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和支持，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本书侧重于“支持”是否成为“网络结构”影响精神健康的中介，由此而论证“支持论”的正确与否。

另外，本书还将对社会支持研究中“压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进行验证，即主效模式。在对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研究中，“压力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解释，而“压力理论”有两个模式，即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乔治（George）[18]
 认为，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主要是通过孕育自信心或自控力而对抑郁症状产生作用，而缓冲模式则是社会支持在高压力下对抑郁症状产生缓冲作用。本书将分析的是并非真正发生的、人们预期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main（or additive）effects model］，即人们在未遭受压力时，社会支持也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

在以上所有的理论验证之前，对精神健康在社会人口基础上的分析也是本书的关注点之一。这被一些学者[19]
 视为社会网络／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的“社会地位背景模型”（social statuses context），即运用社会地位去考虑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程度都将随着不同的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婚姻状况而改变。在随后的所有分析中，社会人口因素都将成为控制变项或分组变项，以发现不同群体中社会网络／支持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注是，不同的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本书的关注点在于不同的亲属提供不同的支持。许多研究都表明不同的网络提供不同的支持，而作为具有个人网络核心地位的亲属关系，不同类别之间是否也有支持功能上的分工，这也是本书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点也可能是影响人们精神健康的网络背景因素之一。

（二）现实意义

在现实层面上，本书希望在分析当前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总体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亲属关系（包括亲属的网络特征及亲属支持状况）对精神健康的影响。（1）正如上文所言，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目前在中国还不多见，因此本书希望通过数据分析以及与西方研究结果相对照，获得一些有望推进中国精神健康之社会学研究的结果。（2）本书希望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获得北京市居民个人亲属网络和支持状况结构性特征，例如人们与各类亲属居住、交往的普遍情况，以及他们从亲属中选择支持者（即可获得的支持源）的情况。这些将有利于探索中国城市居民亲属网络的结构性状况。（3）对于亲属支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或仅以不同亲属提供何种支持为研究主旨（并不关注是否影响精神健康），或将中心人的主观被支持感程度作为影响精神健康的因素加以分析（并不关注是谁提供了这些支持），很少有研究既区分不同支持者又区分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类别，即研究“不同支持者提供不同种类的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的差异性”。这一研究结果在中国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前中国亲属所提供的支持与传统相比，是否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谁提供哪些支持更能有益于人们的精神健康，进而通过这一结果还可以对有利于精神健康的城市家庭居住结构加以尝试性探索。

（三）基本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及社会现实考虑，本书最基本的假设是：

H1：亲属网络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直接影响，即两者呈现显著相关性。

H2：亲属支持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直接影响，即两者呈现显著相关性。

H3：亲属网络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间接影响，而亲属支持是其中的中介变项（intervening variable），即两者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亲属所提供的支持传递。

H4：不同的社会人口特征组别下，如年龄分组、性别分组后，网络及支持对人们抑郁症状的影响将会有所区别。

H5：不同的关系类别，即不同成员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及所提供的支持，对人们的抑郁症状的影响有所差别。例如配偶与父母与人们形成的网络关系及支持关系，对人们的抑郁得分有不同的影响。

三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共设九章。第一章，即本章，主要指明本书研究主题的背景，从而引出研究的理论主旨和现实意义。第二章，对精神健康概念及研究范式、社会网络与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进行综述，包括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亲属关系（特别是中国亲属关系）、社会人口因素（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等，以及相应的理论研究。第三章，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包括资料说明、变项的测量、各章检验的假设，以及整体的研究框架等。第四章，分析北京市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基本情况，主要呈现北京市居民抑郁得分的社会人口特征，例如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指标上的分布。第五章，分析北京居民的亲属网络特征及支持网的亲属分布情况，亲属网络类别包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成年子女、远亲属五个类别，亲属网络特征涉及此五类亲属的人数、交往频率、居住状况或距离；亲属支持状况主要探索五类亲属提供的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状况。第六章，针对亲属网络特征与北京市居民抑郁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亲属网络特征-精神健康）。与此同时，本章还进行了社会人口因素的分组分析，以期获得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等条件下，亲属网络特征对人们精神健康状况是否存在差异。第七章，分析亲属支持与北京市居民抑郁得分的相关性（亲属支持-精神健康）。亲属支持首先区分了六种日常情况，分析每种情况下获得不同亲属帮助的居民，其抑郁得分的排序；其后将六种情况之下的帮助归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分析不同亲属提供不同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本章最终希望在了解不同支持对人们精神健康产生不同影响之后，总结当前中国家庭亲属关系的特征。第八章，探索亲属网络是否通过亲属支持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精神健康”），验证社会网、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的作用机制和途径。第九章，总结数据结果、理论验证结果，以及现实意义，并反思本次研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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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回顾

第一节　精神健康的概念及研究范式

一　精神健康的概念：从疾病到健康

（一）精神疾病的概念

对于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另译“心理健康”）的研究，最早始于1843年威廉·斯威泽（William Sweetzer）首先提出的“精神卫生”（mental hygiene）概念。189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创始人之一，艾萨克·雷（Isaac Ray），进一步将“精神卫生”（mental hygiene）定义为一门学科或技能，它能够有助于维持心态平衡以对抗意外事件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抑制或破坏个人能量、生存质量的发展。20世纪初，第一个精神健康临床门诊在美国开设[1]
 。

长期以来，精神健康常常被定义为“无精神障碍”，其主要原因在于，所有针对精神健康的预防、干预和治疗都旨在减少或阻止精神疾病的产生或恶化。因此“精神健康”与“精神疾病”的概念往往密不可分，互为反证。

何谓精神疾病（mental disorder，另译：精神障碍／心理疾病）？界定精神疾病非常复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精神疾病的内涵常常发生变化，如直至1970年早期同性恋曾被视为精神疾病，但现在不然；另一方面，不同的宗教与文化的制约会使精神疾病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至于精神疾病的具体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定义。有学者诉诸广义的定义：与积极的精神健康理想标准显著偏离的状态。但这种可能将任何精神上的受损或失能均当作精神疾病，如离婚、丧子等。有的学者诉诸狭义的范畴：将那些明确而高度违反人们意愿的行为者作为精神疾病患者，而仅仅是心情不好并不能作为精神疾病[2]
 。

在国际精神医学领域，目前对于“精神疾病”最权威的定义来自于由美国精神医学会（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3]
 。这一定义最早完成于《精神障碍统计手册》DSM-Ⅲ，由美国精神医学会的前任主席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博士推动完成，沿用至今。其中将“精神疾病”定义如下：

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是发生于某人的临床上明显的行为或心理症状群或症状类型，伴有当前的痛苦烦恼（distress）（例如，令人痛苦的症状）或功能不良（disability）（即，在某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方面的功能缺损），或者伴有明显较多的发生死亡、痛苦、功能不良，或丧失自由的风险。而且这种症状群或症状类型不是对于某一事件的一种可期望的、文化背景所认可的（心理）反应，例如对所爱者死亡的（心理）反应，不论其原因如何，当前所表现的必然是一个人的行为、心理、生物学的功能不良。但是，无论是行为偏离正常（例如，政治的、宗教的、性的），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不能称为精神障碍，除非这种“偏离”或“冲突”是如前述那样的个人功能不良的一种症状。[4]


结合罗伯特·斯皮策对精神疾病的阐释[5]
 及以上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精神医学的定义下的“精神疾病”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是一种会改变行为的心理状态；（2）个体具有痛苦烦恼的特征；（3）个体具有功能受损（行为、心理、生物学、社会功能）的特征；（4）个体行为或心理与固有的文化相偏离或冲突，且这种偏离或冲突是因为其（行为、心理、生物学、社会功能）功能受损而致；（5）这一状态需要被治疗。

社会学家同样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偏离行为，认为“精神疾病”表现为某些思维过程、感受、行为与人们通常的行为或经验相偏离，且周遭的其他人受之影响，或将其视之为问题并且需要进行干预。首先，由精神疾病产生的思维过程、感受、行为具有令人烦恼或破坏性的特征；其次，这些问题是源自于人的功能失调，他／她的精神与身体的某些方面不能完成其原本的功能。社会学家强调，（1）古怪的、无意义的行为，不为他人所理解。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观察者都处于“他者”（ot her）的角色；（2）病的（sick）和坏的（bad）之间的差别，后者被视为具有利己主义的动机，否则则为前者[6]
 。

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并不侧重于如何定义，他们关注于“精神疾病”或“精神健康”的特征呈现与多维成因。在疾病个体的特征呈现上，社会学视角与医学定义下的“精神疾病”是一致的：个体具有痛苦、功能受损导致心理及行为偏离的特征，且需要进行干预。但在成因上，医学定义仅将之归因于疾病本身导致的功能受损；而社会学视角更加关注“他者”与精神疾病个体关系的维度：（1）疾病个体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个体本身受损）；（2）心理或行为的偏离是源自于功能受损，但也可能是源自于他者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标签化过程；（3）干预需要，可能源自于周遭其他人认为需要进行干预（个体本身可能并无此需要）。严格意义上来说，医学定义关注“个体本身”是否出现偏离，而社会学定义关注“个体本身”是否出现偏离，也关注是否是“他者镜像”制造了所谓的“偏离”。不难看出，前者视野中，偏离若出现被视为客观存在，而后者则认为偏离原因可能存在双重解释，可能是客观存在，抑或是文化与制度的产物（“他者”镜像）。

（二）精神健康的概念

以“精神疾病”来反证“精神健康”，这体现的是“非此即彼”（“非健康则疾病”）的二元论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医学模式转变密切相关。

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模式”（continuous model）主导了精神健康与精神疾病的研究和实践。在这一模式中，精神健康和疾病被视为连续统（continuum）的两极，大多数值都散布在两极之间的地带。精神疾病并不是一个与精神健康完全不同的类别，相反，正常与非正常行为、健康与疾病均处于变化中的维度。健康与疾病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并服从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精神健康与疾病作为连续统的两个端点转变为更多地强调是作为独立的或两元的，从而形成了二元论的模式，即一个人非疾病则健康。在这个观点下，根据症状学分类有精神疾病的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疾病类别。这种离散模式起源于强调基因学、生物学方法的生物医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不同学者依然未达成一致，有人支持前者，有人主张后者，有人则兼容并包[7]
 。

如果我们赞同疾病与健康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边界模糊，这意味着“精神健康”的界定将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以二元论来定义，则只要缺乏疾病症状（医学检测下）的状况，我们都可以界定为“健康”；但如果是连续模式下，既可能存在有疾病症状的人符合“健康”标准的情况（例如现在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生命质量相关健康自评的测量，有研究发现：医学检测下健康水平更低的人，却有更好的健康自评），也可能存在没有疾病的人却并非是真正的“健康”。

另外，精神健康（心理健康）在众多的研究和测量过程中，通常都包含多维内涵：自尊、自我潜能的实现，维持令人满意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不同的学者强调心理幸福的不同层面，例如，有的将心理幸福操作化为自我接受度、与他们积极的关系、自主性、环境的掌控力、生活目标性、个人成长[8]
 。

那么，究竟何谓“精神健康”？目前，最权威和通用的定义源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精神健康是指一种健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潜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作贡献。”这一定义，与世界卫生组织其《组织法》中对“健康”定义的理念相一致：“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强调了精神健康的积极方面[9]
 。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的要求，并非单纯的疾病的免除，而是广泛的要求：精神健康的组成远远多于“精神疾病免除”。这也直接影响了现代精神健康倡导和干预的走向：倡导关注对于更普通人群的精神健康服务，并不仅仅是那些严重的精神疾病群体；更加强调预防、教育、干预和治疗相结合多元模式。

二　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索茨（Thoits）[10]
 对精神健康的不同研究范式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和阐释，他认为，生物学或医学范式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疾病或躯体（或大脑）的受损；心理学范式将精神疾病视为在意识或心智（精神）上的病态或非正常；而社会学范式将精神疾病视为不可抗的环境压力下的崩溃。前两种范式将精神疾病的决定因定位于个人内部（身体或精神），而社会学范式定位于外部，即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

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精神健康”的社会学概念多种多样，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理论视野是：社会结构紧张理论，压力理论，标签理论[11]
 。

第一项理论是社会结构紧张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y），例如，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anomie theory）、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社会结构理论。这类理论核心主张是，社会结构与组织在精神疾病发生与原因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宏观社会和经济紧张（矛盾）会使某些群体处于更高的精神疾病发生风险中。这一理论的两个假设：第一，社会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将一些群体置于经济或社会不利地位中，如少数民族群体、女性、未在婚姻中、老年、贫穷者等；第二，社会经济的不利地位会导致较高风险的情感与心理受损。

尽管结构紧张理论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说明社会制度、文化紧张、关系矛盾、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等都会使人们陷入更高的精神健康危机之中，但结构紧张理论所暗示的解决心理疾病的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却很少能够得到验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应的政策通常需要宏大而昂贵的社会整体项目来实现，需要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法案并提供资金援助，这为这类对策实施的可行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展了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IM，Income Maintenance）实验，5000户低收入家庭进入到实验中，其中一半作为实验组（给予收入保障政策），另一半为控制组。实验是为了研究经济保障对人们就业行为和家庭稳定性的影响，心理紧张的症状（symptom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研究也涉及其中。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心理紧张症状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对于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的稳定收入支持并不能对精神健康提升产生有效作用[12]
 。因此，社会行为的复杂性，往往会给我们的研究预期带来未预期后果，而对于精神健康的干预策略是非常复杂的。

第二项理论是压力理论（stress theory），最初由心理学家Hans Selye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和理查德·拉赫（Richard Rahe）则开始关注社会压力，主要侧重于生活事件的研究。生活事件，是指人们生活的重大转变，且这些转变要求人们大量的行为调整与再定位。行为调整将会给人们的适应或应激带来超负荷，因此导致人们更多地面对躯体疾病、受伤、甚至死亡的威胁。生活事件中负面生活事件与心理问题的强相关更为显著。在压力与应激理论模式中，心理紧张与一些精神疾病被认为是应对和处理负面生活事件失败的结果。压力（stress）被认为是生活事件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和个人实际应付这些事件能力之间的失衡。应激（coping）通常被认为是处理特定状况时对资源的要求。

第三项理论是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其基本观点是：那些被贴上“偏离”标签并被视为“偏离”的人成了“偏离者”。偏离（diviance）是指违反或打破常规。精神疾病症状被视为违反了思想、感受和行为的常规。标签理论则认为，本质上，对某一行为的社会定义和响应的过程实际上形塑了人们在压力下的行为。“贴标签”的过程经常对人们在“压力下的行为”污名化，并排斥这些行为，限制具有这些行为的人们的一些机会，并因此强迫他们进入特定的生活轨迹。这一理论的强硬派认为，对那些被视为有精神疾病的人们的社会定义的过程和隔离实际上强化了这些异常行为，即通过赋予他们精神疾病的病人角色，从而使这些人的病人角色得以自我认同和强化，最终加深了异常行为。而温和派则认为，“贴标签”过程并没有导致疾病，而是对疾病的过程和人们如何长时间地应对自己的状态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派更多地关注污名化（stigma）、歧视和社会排斥等社会现象。

与温和派一脉相承的集体动员理论（collective mobilization），认为社会定义和社会结构或是夸大或是缩小了人格或人性受损的状况。这一观点最为关注的是，社会和政治因素对特定受损个人的影响。通过界定个人为“受损”（impairments），社会生产了“失能”或“残疾”（disabilities）的概念，而在其他方面社会禁止这些人的潜在生产能力。例如，残疾人进步运动就指责社会和政府对残疾人在获得社会准入资格和社会机会上的政策不力，使得残疾人的生产力受到限制，从而加深了残疾人对社会和他人的依赖。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视角阐明和解释了影响精神健康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性原因。社会结构紧张理论揭示了对于特定社会群体，存在着由社会整体建构的且普遍存在的风险。压力理论解释了社会结构式风险如何在个人生活中转变为压力性事件和经验，从而桥接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人实践的关联。压力理论表明，生活事件与紧张在个人生活中累积后，他们摧毁了人们的应对能力与资源从而产生了心理疾病的症状。因而压力理论嵌入于社会结构紧张理论，或是其内在假设。标签理论表明，频发的、严重的、显而易见的症状可以产生损害过程。对于这些症状的社会反应迫使人们接受正式的精神科诊断（医院化），并最终接受精神病人角色认定。

不同学科都开展了丰富的精神健康和疾病研究，但各类学科范式的侧重点存在明显的差异。精神生物学观点长期关注家庭遗传等问题，例如，基因研究说明了基因对精神疾病的易感性和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仅仅是处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情景下，才会发展为疾病。流行病学观点一方面关注于社区精神疾病的模式及验证其成因的因果假设，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推动了生物学变量与社会变量互动效应的研究。而社会学研究则旨在探索这些社会脆弱性因素及其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范式较之于生物学医学范式，更加关注“他者”（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文化、社会关系）与精神疾病个体的关系（正如对“精神疾病”概念进行界定时的学科差异）。

三　精神健康的测量与操作化

（一）精神健康研究的对象

从以往精神健康相关研究来看，研究对象通常可分为两类：一是未曾接受医院治疗的样本；二是曾经接受过治疗的样本。前者是采用调查方式，评价调查样本的精神健康状态；后者调查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假定精神卫生设施的使用情形足以反映一般人口对于精神卫生服务的需要。但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是否与“需要”一致呢？大量对于华人使用精神卫生设施的研究表明：（1）与其他种族相比，以精神疾病为理由而住院的华人为数较少；（2）这些所占比率不大的住院华裔病人，其病情都比白种病人更为严重；（3）华人比白种人更容易以生理症状表达其情绪上的障碍或疾病。因此，华人比其他种族更少地利用精神卫生服务和治疗设施，如若利用，其病情都已非常严重[13]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卫生的“利用”往往低于“需要”，华人尤其如此。既然华人群体对于精神卫生设施的利用情况并不能直接反映其真实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那么针对中国人群开展的精神健康研究，仅仅采用接受过治疗的样本显然远远不够。

事实上，许多研究都证明临床发病率与实际（社区）发病并不相同，其间原因多种多样，例如对医疗设施的可及性差异、对于精神疾病就医行为的文化差异等，因此基于社区人群的抽样调查比临床就诊率更能反映总体人群的精神健康与疾病状况[14]
 。正因如此，针对社区人群的调查也一直是精神健康研究的重要领域。

（二）精神健康测量的指标：以抑郁情绪为例

测量精神健康之前首先需要区分四个概念，一是情绪（mood），即对于可察觉的心理、主要情感或感受的表述；二是症状（symptom），即疾病或困扰的主观证据；三是症候群（syndrome），即共同发生的症状的集合，且可界定某种特定的非正常；四是精神疾病（psychiatric illness），当存在心理不健康的明确证据时则可称之为疾病[15]
 。

对于社区人群精神健康的调查首先要求的就是制定能够满足社区人群，且可以发现精神疾病（问题）症状的测量标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决定性地推导出精神疾病发生情况的“黄金标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精神疾病症状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学关于精神健康的社区调查中，往往采用症候群在某类人群中的流行情况作为测量方式。

由于是针对社区人群开展的调查，因此此类标准的操作应无需精神科或心理学专家来操作（成本过高），其基本要求包括：（1）能够由普通调查员操作和录入。（2）能够包含所有作出初步诊断的问题。（3）诊断标准无需专业医师完成，因而，此标准无论是问答过程还是诊断过程都必须清晰无歧义、规则固定程序化。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采用的是症状列表，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被访者疾病认定的症状库；这些工具通常由一系列关于症状的问题组成，通过评分来作为认定标准[16]
 。

在精神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三类是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重性抑郁症（major depresive disorder）、酒精滥用（alcohol abuse）[17]
 ，这一点在我国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18]
 。许多研究都会将这三类病症的发病情况或流行情况作为特定人群精神健康的测量指标。至于社区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以下以抑郁症状为例，介绍抑郁症状指标的基本维度、测量量表与在我国社区研究的情况。

抑郁症（depression）是精神健康研究中的重要维度。抑郁症通常有以下几类症状：情绪变化，包括感觉悲伤、可怜、孤独；负面的自我评价，如感觉有罪、自我羞耻感等；对于日常事务和性生活均丧失能力，即精力的普遍缺失；睡眠与饮食均存在问题，胃口不好或暴增；无法集中精力；反应迟钝或易激动等[19]
 。通常，研究测量的“抑郁症”可被区分为：（1）抑郁情绪（depressed mood），即有大量的抑郁症状；（2）心理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即依照传统的诊断标准。相对于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家更多地关注抑郁疾病，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研究则主要关注抑郁情绪，或称为“抑郁症候群”（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他们在研究中通常用的测量方法有三种：CES-D法[20]
 ，健康和日常生活的抑郁症量表（Moos，etc．，1983），以及抑郁症自我评价量表[21]
 。这些量表测量法的优点是：各个水平的抑郁症状都得到了测量；适用于社区人群抑郁症候群流行状况的测量；量表产生均为连续变项，这更能适应统计方法[22]
 。

最常用于测量抑郁症状的量表是CES-D（The Centre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Depression scale）[23]
 。有学者曾经对这一量表的特征及它在小区人群中的适用性进行过讨论。量表共有20项指标，每项的回答赋值为0-3分，则此量表未加权的总分值为0-60分。量表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或无用的感受、无助或无望的感觉、缺乏胃口、睡眠障碍，以及运动迟缓等几个部分。被访者被问及在过去一周内他们的感受。20项自我报告的症状进行评估后，较高分数的表示具有较多的抑郁症状。这一量表在对美国的小区研究中，均体现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4]
 。这一方法在引入中国的研究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操作，即形成了适合中国的版本（Chinese version）。林南[25]
 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以天津的1000位居民的抽样数据为基础，分别测试了CES-D的16项、20项、22项、26项指标量表。20项量表为Radloff的CES-D原始量表，其中包括16项正向问题和4项负向问题。林南在与中国精神健康工作者广泛交流后，新添6项问题从而形成26项量表。从20项及26项量表中均删减掉4项负项问题，则分别形成16项量表与22项量表。这些量表的问题均包括心理感觉、身体状况和自我评估三个方面。在一系列心理测量学分析后，包括效度和信度，林南建议22项量表和16项精简量表，对中国人口最为适用。这一量表的中国本土化，还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对于精神问题时的“躯体化”（somatization）表现。克莱曼等学者都发现，中国人倾向于用描述身体状态的语言表达精神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为“躯体化”。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较少愿意或可能表述精神方面的症状。林南对天津的调查表明，尽管中国人往往以身体症状来表述精神问题，但他们也能够回答精神疾病的症状性的问题。开放式的问诊往往使中国人更多地描述身体上的不适，只有准确的、针对精神疾病的症状的、结构性的询问，才能得出有效的症状学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精神问题的“躯体化”表达是文化上的原因而非认知倾向。只要调查适当，他们也能够表达正确的认知性的症状。而CES-D正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1991年林南主持的一项北京地区小区调查，即采用了22项版本的量表法。

随后，利用1991年和2000年对北京市居民的调查资料，一项相似的研究[26]
 在验证CES-D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即22项量表在两项抽样数据中具有较高的信度（1991年：α＝0．93；2000年：α＝0．89）。并且，22项量表的α系数均比16项、20项以及26项量表高。除了对CES-D量表的验证，这项研究还发现，在1991-2000年十年间，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显现下降趋势，而这部分归因于人们正面对更多的生活压力，快速的社会变革正使人们的适应能力面临挑战和问题。这一结论验证了“社会调适论”（social adjustment approach），即精神疾病是个人对于不断增长的和变化中的社会要求无法适应的结果。此研究还否认了“社会解体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perspective），此论点认为，社会改变带来的人口流动，将破坏人际关系，导致社会支持的缺失，从而带来精神健康问题。但研究的结论表明，北京的社会关系状况，在2001年与1991年均保持了较高的亲属关系满意程度，社会关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性功能依然存在。肖凉认为，在改革时期，变革和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强化人们对更加优质的家庭关系的需求，以使人们能够获得溯源去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一项2000年对上海的人口调查发现，调查所得的抑郁症患病率比1993年国内7个地区情感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抑郁症患病率增加了近13倍，说明抑郁症患病率明显上升；同时发现抑郁症状发生的年龄段以36-55岁最多，达到59．7％[27]
 。

另外，对于2000年的调查数据，一些研究也相继完成或正在进行中。陈膺强与李沛良[28]
 证明了CES-D与“快乐程度”量表的显著相关，并分析发现，在香港与北京的资料对比中，香港老年人相对北京老年群体呈现更多的抑郁症状。而本书分析研究所基于的资料，也将是这份2000年的抽样数据（数据背景及本书分析所采用的部分，将在后文“研究设计”中予以介绍）。

第二节　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

一　社会关系与健康研究的历史起源

伯克曼等学者的文章[29]
 对社会关系与健康研究的历史起源作了详尽的阐述。社会关系与健康相关研究的理论起源是以兼容并包的形式出现的。最早源自于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以及如约翰·鲍比，一位英国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建构了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

迪尔凯姆对社会性整合力和凝聚力（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如何影响死亡发生的研究贡献，对以后的研究影响深远。他解释了人们的病理为何是社会机制所造成的[30]
 。在对于自杀起因的研究中，迪尔凯姆将自杀的本质性原因大部分地归结为群体的社会整合程度。约翰·鲍比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31]
 ，婴儿的依恋对象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圈，他们以此为安全基地，而能够接着在更大的环境中探索和前进。对于青年人，约翰·鲍比将婚姻作为安全基地，人们以此为基础去工作和探索其他事物[32]
 。约翰·鲍比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阐明了人们对于安全依附及其所带来的爱、信任的需要，安全和自信的感觉能够使人们在一生中维系持久的、相爱的、安全的人际关系[33]
 。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系列研究均显示，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缺乏预示了许多死亡的原因[34]
 。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好友及亲属的数量，婚姻状况，在宗教与社会团体中的关系等。这些测量都统一地将“嵌入性”或“整合”界定为，从亲密到扩展（from intimate to extended）的卷入性关系。大多研究既包含对“强关系”的测量，也涉及对“弱关系”的测量[35]
 。

关于社会网络的早期研究中，一些健康心理学家主要不再关注于对社会网络结构的阐明，而是转向关注于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例如，社会支持的提供，或者社会关系有害于健康的方面。特别重要的贡献为，卡恩和安托露丝[36]
 提出的“护航理论”（convoy model），这一理论将个人的一生视为：在穿越整个生命的过程，个人的周围是由他人环绕的，这些他人与个人共享经历、历史并能为个人提供支持，并且彼此在一生中互惠。林南和他的同事们所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37]
 对由豪斯（House）[38]
 所提出的支持的几个关键部分进行了界定。

尽管以上的研究都表明，社会关系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网络所提供的支持。但伯克曼等学者[39]
 认为，社会支持并不是网络影响健康的唯一途径。事实上，社会结构和背景是影响社会网络和支持的基础。当前社会网络的研究中，也有许多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研究[40]
 。因此，社会网络实际上是通过许多途径对健康产生影响的。他们用下图（见图2-1）来表明社会网络与健康的研究关系。从宏观社会背景（作为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基础），到社会网络的形成，到使社会网络产生效应的四个途径（社会支持的提供，社会影响，社会参与依附，资源或物质的获得），最后到微观心理或行为过程（直接的心理压力反应；涉及自信、安全感受、自我效能在内的心理状态；有损健康的行为或有益健康的行为；身处疾病感染的网络中）。

[image: img]
图2-1　社会网络影响健康的概念模型图

（Berkman，etc．，2000：847，图1）



二　社会网络与精神健康

19世纪50年代，许多英国人在既定的群体框架下很难理解人们的行为。巴内思[41]
 和博特[42]
 发展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去分析人们的关系，例如工作获得、政治行为或婚姻等，而这一概念跨越了传统关系、阶级等概念的限制。社会网络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结构性视角，而不受群体分类的局限。网络分析关注结构和网络的组成，以及在这些网络中流动的内容和特定资源。社会网络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立足于可测量的假设，这一假设是，网络的社会结构通过形塑那些可以决定机会获得的资源流动，从而较大程度的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和态度。网络理论家们分享了迪尔凯姆和结构功能者们的许多中心假设。核心的相似点为，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安排形塑了人们可获得的资源，并因此也影响甚至建构了人们的行为和情感反应。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发现网络的结构可能并不总是与默认的“社区”（Community）结构相一致，这一默认的结构是以地理或亲缘标准为基础的。因此，威尔曼[43]
 认为：社区的真实本质应该是社会结构，而非空间结构。社会网络法之独特的分析重点在于，强调分析社会网络的结构，描绘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联络图，研究的既是网络中参与的中心人及其关系，又包括在中心人网络中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分析被认为能够更加有效地理解人们的健康或疾病行为，这些行为与支持者或支持信息之间紧密联系[44]
 。Israel[45]
 区别了一系列网络特征：规模或幅度（size or range），密度（density，网络中所有成员相互联系的程度），单向性或互惠性，持久度，同构型或异质性等。在支持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依靠中心人（支持获得者）对他们如何获得支持的自我报告来搜集资料的[46]
 。

（一）社会网络法与精神健康相关的理论解释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有两种理论解释[47]
 ：

（1）“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 argument）。这一观点认为，一个整合性较好或邻里关系较好的社区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为其成员提供舒适感和安全感。在集体的荫护下，对个人健康的各种威胁或破坏都得以最小化。一个好的社区能够减少某些偏离行为，如犯罪等。另一种功能是，它能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人价值感。在一个关系友好的社区里，人们能够感受到需要和被需要，也希望为他人的幸福付出，同样，这也将强化他们本身的幸福感。

（2）“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这一观点关注于人们能够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关系成员中获得的资源。由于人们自身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充足的，可能不足以满足所有的个人需求，因此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一情况特别发生在危机时刻，例如亲人过世、孩子照顾、失业等。另外，人类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交往本身也给人们提供了心理支持。

从第（1）种解释就延伸出关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研究：社区整合或解体的程度是怎么样的；社区成员间关系是怎样的。这些研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区人群，不同的整合程度对应了不同的精神健康程度。第（2）种解释则开启了另外一些研究，即人们是否能够在危机中从他人那里获得或接受帮助，并且这些帮助是否能够减少紧张或压力。

（二）社会网络的定义及测量指标

Michell将社会网络定义为：限定的一组人中的特定的连结群，或者，一个特定个人的关系群。网络的属性的差异可以两组对比来体现：（1）网络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network／social composition）。前者是指与网络中结点（nodes）的分布和他们的联结相关的特点，如规模和密度；后者指网络中人们的社会和个人属性，如收入差异。（2）以结构为基础的网络和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structural／relational focus）。前者指网络中各个结点的相互关系；后者是指中心人与他人的关系。根据这两个维度，结合他们对社会网络和精神健康关系研究的总结，林南和皮克[48]
 将社会网络特征分为四个类别，如表2-1所示：


表2-1　在精神健康文献中社会网络属性的分类学

[image: img]
（Lin and Peek，1999：245，Table 13．1）



林南和克里斯汀·皮克（M．Kristen Peek）对上述各项均有详细的介绍和回顾。在本书中，“网络组成”这一维度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1）“网络规模”（network size），在测量网络与身体和精神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中最为常用，它属于以结构为基础并体现为网络组成特征的变项。社会网络规模是指，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ered）的网络中人的数量。林南和皮克发现，大约有12项研究表明网络规模有利于精神健康，但至少有2项研究结果相反，并有6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相关。例如一项对近来离婚或分居的人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成功应对婚姻破裂事件的人拥有更大的网络规模[49]
 。鲍林（Bowling）和布朗（Browne）[50]
 发现，对于那些高龄人群，较大的网络规模提供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较大的网络有利于他们减少独处的时间和频率。博特（Burt）[51]
 发现，人们对快乐的表达会随个人讨论网规模的增大而增加。

但乔治[52]
 等人发现，对于那些具有抑郁症状的中年或老年人中，拥有较小的网络规模的人抑郁症状更少。这验证了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即，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有利的。海恩斯（Haines）和赫尔博特（Hurlbert）[53]
 发现，那些拥有大的社会网络的女性，增加了暴露于压力之中的风险，这将加重她们的紧张程度。另外，有研究[54]
 发现，不同的婚姻状态下，网络规模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都没有影响。

（2）“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contact），是指在本人与特定网络成员的交往的经常性状况如何。这一变项属于以关系为基础并体现网络组成的变项。通常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有正相关。大约有6项研究表明了两者的正相关，也有6项研究显示为无显著相关，而只有1项研究结果为负相关。交往频率能够影响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而且也能够说明一个人社会整合性的情况（social integration），而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性均有利于精神健康。因此交往频率能够直接影响精神健康，或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性为中介，间接影响精神健康。

（3）角色构成（role composition），是指在网络中特定关系的比例，如亲属、朋友、非亲属等。这些变项属于以关系为基础并体现社会构成的变项。一些研究表明，“亲属-非亲属”在网络中的比例对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尽管正负影响的结果都存在。一些研究证明，在有大量压力的生活情况下，配偶和好朋友的存在对抑郁症有缓冲作用。有研究发现亲属组成对精神健康并没有影响，研究表明，如果与相邻者中关系紧密的人在整个网络中比例高，以及经常接触的人在整个网络中比例高的被访者，较少抑郁症或精神不满。

三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一）社会支持的定义、分类与测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关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反复证明，支持性社会关系与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关，社会支持的概念已深入精神疾病的过程与病理学研究[55]
 。此类研究关注之所以频繁，第一个原因源于社会支持在病因学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两类研究。第二个原因在于，社会支持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社会支持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和情感帮助的作用已被广泛承认，例如帮助人们不再从事以前的行为，在人们的康复过程中重要的支持作用等。第三个原因可能在于，社会支持这一命题能够有助于整合关于社会心理学因素和疾病的各种各样的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为科学家就开始尝试辨别那些影响健康的各种社会心理学因素，但其内容广泛而松散。社会支持的概念却可以对这些发现加以整合：这些发现中许多影响健康的心理学因素最初都是通过破坏人们的社会网络来实现的。例如，大量研究证明那些处于失业、换工作、搬迁、移民、爱人过世中的人们，具有较高的患病率，而所有这些事件都涉及现有社会网络被破坏。人际关系的破坏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鳏寡孤独或离婚者比结婚的人有更高的疾病率；那些宗教成员则被发现有较低的发病率[56]
 。

社会支持的概念在各类文献中讨论广泛并且多种多样[57]
 。林南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这一定义体现了对实证性数据较强的适用性。即，社会支持是主观的或实际的、功能性和（或）情感性支持，它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信任伴侣组成。另外，林南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定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支持是能够获得并可运用的或类别一致的关系。综合性定义说明了社会支持几个重要因素，这和许多研究都是相一致的。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s）。前者是指可观察到的个人得到的支持，这一信息可从其他人中收集，并且不依赖于个人得到的支持。后者是指，对从重要他人那里得到的支持的质量和数量的充足性和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以往研究均表明，主观支持不仅比客观支持与精神健康更相关，而且客观支持往往是通过前者促进心理健康状况的。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还说明，主观情感支持与较好的精神健康直接相关[58]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的主观层面与客观层面并不显著相关[59]
 。在支持研究中，大多数都是依靠中心人（支持获得者）的自我报告来搜集资料的[60]
 。

社会支持的种类。社会支持种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压力缓冲研究中，只有特定的支持在特定的压力下被提供，才有可能产生缓冲效果[61]
 。定义最明晰的两种是，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emotion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是，运用关系为途径以达到某一目标，如找工作、借钱等。情感性支持则是既是运用关系为途径同时也是以此为目标。情感性支持是分享情感，疏导痛苦，对问题或事务达成理解的行为[62]
 。另外，有时第三种支持与其他类别相区别，即“社会陪伴”（social companionship）[63]
 。

上文提到，许多研究发现，主观情感支持与较好的精神健康直接相关[64]
 。而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工具性支持比信息或情感支持对抑郁症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西曼（Seeman）也发现，从家庭和朋友得到的工具性支持越多，冠状动脉疾病越少。这些结果可能表明，服务的提供和经济支持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压力情境，规避抑郁症风险。在一项压力事件对大学生的潜在致病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工具性支持并没有有效的压力缓冲作用，而信息和情感支持是有效的[65]
 。

社会支持资源的三个层面。在林南的定义中，支持资源，或支持者（support resources）由三个层面组成：个人所处的社区，社会网络和可信任的伴侣。首先，最外层并且最通常的一层由较大的社区关系组成，它反映的是与较大社会结构的融合，即“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ness）。如教堂、学校、某一机构等。其次，与个人更紧密的一层由社会网络组成，通过这一网络，人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其他人，并且与这些人的关系提供了“紧密感”（a sense of bonding）。最后，与个人最紧密的一层是由可信任的亲密伴侣组成。这一层关系体现的是“结合感”（a sense of binding），它体现了互惠性和交换原则，以及相互的责任和理解[66]
 。在实证研究中，支持资源的指针通常具体化为一系列以本人为中心的关系，如亲人、朋友、同事等。

社会支持用于通常人群的测量，最简单的就是亲密关系是否存在，皮尔林（Pealin）[67]
 用这个方法测量了美国芝加哥地区18-65岁成年人的压力过程。在一系列纵贯研究中，他们发现配偶、亲属和朋友，一方面对人们的健康有主要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人们的失业有压力缓冲的作用，从而间接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威尔曼在对多伦多市东约克人的亲密关系（提供6位自我感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调查中发现，98％的人们至少有一个，超过一半有5位或更多。

社会支持资源的测量方法。在调查分析中，有四种描绘社会支持的方法[68]
 。一种是“互动法”（interaction approach），这一方法是询问人们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和其他人的联系记录，如回忆过去一周内的所有联系人。这一方法并没有考虑关系的类别，例如将没有支持性质的贸易伙伴也纳入分析，同时涉及的联系人太过广泛而很难对人们的联系人进行标准化。

第二种是角色关系法（role relation approach），这一方法认为人们最初是被特定的人群所影响，这些人群拥有嵌入于特定文化环境的角色关系，并且随之赋予了一系列的预期、权利和义务，例如亲属、朋友、邻居等。但这一方法忽略了其他可能未被定义但依然有支持作用的关系，而且不同的文化和情境下，人们对关系的命名可能会有所差异，例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朋友的区分会有所不同。

第三种是“情感法”（affective approach），例如，让受访者说出谁对他们最重要或具有最亲近的关系，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由人们自己决定关系的重要性，但缺点是人们对于关系评估的标准会有所差异，而且一些重要的关系也可能被忽略。以上这三种方法都采用了“提名法”，但都没有直接关注一种关系的支持内容，并且这些被提名的人，可能也并不是提供支持网中的一分子。因此单纯的“提名法”对于描述支持网络来说，太笼统了。

第四种是“互换法”（exchange approach）这一方法是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social exchange theory）。行为学家经常视人际关系准则为“所得即所值”，因此，被认为回报越多的人，则越能得到支持。从交换理论中，可以得到对人际关系分析的一些启示：例如交换平等能够有利于关系的满意程度，交换与回报将决定关系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关系中的交换或互动之所以是支持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回报，而且因为互惠性交换的时间延续性使得人们相信对方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会提供帮助[69]
 。社会学家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婚姻关系，他们在研究中强调婚姻生活中的相互的角色行为预期[70]
 ，或强调这种互惠是婚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71]
 。因此，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可以预期谁会是自己的支持源，这一理论操作化后，形成了一系列可以测量个人网络的标准。例如人们被问：“你们一般和谁倾诉烦恼？过去三个月谁在家务方面帮助你？”等。这些互动行为被视为社会支持。可以看出，“互换法”将“提名法”和网络中关系的支持内容结合在一起。另外，范·德·普尔（Van der Poel）[72]
 对于“互换法”的研究表明，仅仅一个问题不能充分描述完整的个人支持网，因此他对十个问题进行了检验，这十个问题包括：情感支持方面找谁倾诉--与配偶之间有问题、感觉压抑、面临主要的生活改变；工具性支持方面找谁帮忙--家务问题、感冒时的照顾、借钱、借物、填写表；社交陪伴找谁相伴--一起外出、拜访。最后发现“五问题法”（生活改变、家务、借物、外出、陪伴）能够解释支持网络规模中84％的网络规模的方差变化，并且涵盖支持网中3／4的人口，同时范也认为，这一方法的使用应该在不同地区文化中考虑本土化问题。

另外，采用“互换法”测量社会支持，如果人们被问及的是“如果有困难，会向谁求助”，则这一帮助并不是实际发生的，而是人们可以选择的潜在支持者。事实上，大多数人选择的依据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建立对未来支持的预期[73]
 ，有研究[74]
 也表明，人们通常都可以正确地预期其可能获得的帮助。尽管“互换法”询问的是某一压力情况下的支持，但由于探讨的对象是潜在的而非真正发生的支持，是人们预期的支持，因此，这一方法实际探索的是“主效模式”的作用[75]
 。1986年，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ISSP）对西方7个国家进行社会网络和支持的抽样调查即用了此方法[76]
 。本书对社会支持的测量正是借鉴了“互换法”这一方法。

（二）社会支持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压力理论（social stress theory）

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对情感、精神和自我感受的影响而产生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的减轻相联系[77]
 。研究普遍认为，支持性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压力具有缓冲作用，而社会环境中的压力往往与精神问题相联系，因而，社会支持往往对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78]
 。

许多研究验证了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状有直接影响，即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则抑郁情况越少。在所有年龄段的研究中，这一模式均成立[79]
 。更为重要的发现是，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精神支持能够缓冲压力事件所产生的抑郁和抑郁症状的风险[80]
 。另有研究表明[81]
 ，晚年中社会疏离将增加抑郁症的风险。而一些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有关[82]
 。在心理健康方面，一致的研究结果是，社会支持主观评价的充足性，比支持的客观可获得性更为重要。

社会压力理论经常被视为从社会学角度考察精神健康的有效途径。根据这一理论，压力（stressor or stress）是指“在环境需要和个人应对这些需要之间的失衡状态，而这种状态由个人感知或实际存在”[83]
 。乔治[84]
 认为压力分为三种：（1）生活事件（Life events），是指突然发生的、打乱人们正常行为并威胁人们生活的生活改变。（2）慢性压力（Chronic stress），它是指威胁人们生活的、长期存在的状况。如，工作压力，经济剥夺，人们关系和角色压力。这两种类别与皮尔林[85]
 对压力的分类一致，而乔治还区别了第三种类别。（3）日常烦恼（Daily hassles），是指平常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压力的事件，这些事件压力强度相对较小。许多研究均表明压力与抑郁症显著相关。而且，三种压力对抑郁症的影响有所差别。一些研究发现“慢性压力”和“日常烦恼”比“生活事件”对抑郁症有更强的影响[86]
 。

在压力理论中，社会支持对压力的影响有缓解功能。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减轻压力负面影响的重要资源。两个模式常被用于解释这一关系。一是“主效模式”（main effects model）。这一模式认为，社会支持对健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即使压力不存在时，这些影响也同样存在，即无论人们是否经历压力，社会支持都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病因学的解释：其他人的帮助或本身处于社会组织之中，能够普遍增强人们的自信心、稳定感、对环境的控制感。这些心理学定位能够通过对神经内分泌或免疫体系的功能而影响人们的感病性，促进人们健康的行为；也能够通过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回馈避免可能造成心理疾病的压力事件。社会角色论的解释：Triots认为，角色关系提供一系列身份和自我评价资源，也是控制感和自信心的基础。健康的强化正是因为角色的参与，为人们提供了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从而减少了焦虑和绝望的可能[87]
 。

另一模式为“缓冲模式”（buffering effects model）。这一模式认为社会支持的有利作用只发生在有压力的时候。根据这一模式，社会支持会提供给人们一定的应对特殊情况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在压力-病理的过程中，支持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一是支持可以在压力事件（或预期的压力中）与压力经历的过程中进行干预，二是支持对压力经历和病理学结果之间的干预，这些干预都是通过对压力事件或情境进行再定义、减弱压力影响，或强化人们的应激能力、减弱或阻止人们对压力的应激反应，从而阻隔压力[88]
 。

当然，两种理论模式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乔治[89]
 认为，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孕育自信心或自控力而对抑郁症状产生主效作用，或可以在高压力下对抑郁症状产生缓冲作用；也可以是社会支持的某些方面对精神健康有直接影响，而社会支持的其他方面只在危机中发挥作用。

凯斯勒（Kesseler R．C．）和麦克劳德（J．D．McLeod）[90]
 的一篇文献对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关系各类研究进行了回顾，其中重点关注了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两种作用机制。这里研究者将各项研究中社会支持的测量指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系网成员身份，包括被访者网络的数量、参与组织的数量、与网络或组织成员交往的频率等；第二类是精神支持，包括亲密感、信任感、被尊重感，反映了被爱和被关怀的感觉；第三类是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涉及被访者感觉能否得到实质性支持、信息支持或情感支持。压力主要是指重要的生命事件。整理后的结果发现：（1）主效模式，在8项关于关系网成员身份、并检验没有缓冲机制存在的研究中，有3项有主效机制，另外有一篇关于主效模式的文献综述中[91]
 ，也有大量研究证明，归属于某一网络组织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包括朋友的数量、和朋友外出的频率、教堂活动的参与、俱乐部身份的数量等；对于验证具有缓冲模式的研究（关于精神支持和支持主观可获得性），很难证明其是否存在主效机制，但其中少量研究证明，在压力很低的情况下，支持对精神健康存在边际作用（marginal effect）。（2）缓冲模式，8项检验关系网成员身份的研究中，只有2项研究表明有明显的缓冲机制，并且其中一项研究中，如果控制了成员归属的主观充足感后，缓冲的结果消失；7项检验精神支持的研究中，有5项证明社会支持有缓冲作用；5项检验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的研究中，有4项证明缓冲机制存在。由此可见，以“网络成员身份”为指标的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没有缓冲作用，但是存在主效机制；精神支持和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对精神健康都存在缓冲效应。

（三）社会支持研究的其他视角

在大多数研究都关注于支持获得者如何从支持中获益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关注支持的提供者。克劳斯（Krause）[92]
 的研究发现，支持的提供者也常常能够从提供支持的角色中获益。另外，根据互惠原则，帮助-给予和帮助-接受保持适当的比例可以孕育较好的社会支持满意度和个人生活满足感[93]
 。

支持也并非都能有利于健康，有研究表明，支持的满意感与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关，并非所有的支持都能令人满意，令人不满意的支持比缺乏支持更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94]
 。而且，过分的支持也可能使人们感觉控制力下降、自我恢复能力弱化而产生预料外的消极结果[95]
 。

四　网络、支持与精神健康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区别并不那么泾渭分明，甚至从广义上来看，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被相互作为对方的一个部分或另一特征。威尔曼[96]
 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将支持系统的分析隐含在社会网络的分析之中”。一些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两个部分：（1）结构性特征部分（structural property），这一部分是指社会关系的存在或可获得的潜在的资源，如婚姻、社区、社会网络、存在的人际关系，而网络的规模、密度等也可以纳入其研究范围中；（2）功能性特征部分（functional property），如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97]
 。因而，社会网络也可作为社会支持的结构性特征，而社会支持可视为社会网络的功能性特征。

但并非所有的社会网络都是支持性的：首先，支持网络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无论心理治疗学研究还是社会网络研究本身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东约克人中，有18％的社会网络不提供15种情感、服务、物质、经济、信息帮助的任何一种[98]
 。

有研究者[99]
 将社会网络或支持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概念：“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社会关系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整合或社会疏离（social integration or isolation），通常指关系的存在或数量；二是社会网络，通常指已存在关系的结构，包括密度、同构型、幅度等；三是社会支持，是社会关系的功能性内容。社会关系的数量、结构、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关系数量或存在是必要条件，并且部分地决定了网络结构和质量；网络结构可能也部分地决定了网络内关系的内容和质量。例如，社会关系（婚姻）的存在对健康的影响，或全部或部分地被与婚姻相关的网络结构或功能所解释；反之，网络结构或功能对健康的影响，是由于关系本身存在（婚姻）这一前置因素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图如图2-2所示。

[image: img]
图2-2　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

（引自：James S．House and Kahn Robert，1985：86）



关系的存在或数量及交往频率是相对客观存在、可信度较强并易于获得的资料。这些易于获得且比较客观、可信度较高的数据，经常用于实证研究。这些变项可能被操作化用于社会网络或社会支持的测量，或者也仅仅被界定为关系或人际联系的概念，一些研究甚至也认为关系的存在或数量本身就和健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非通过关系的结构或功能。无论如何，关系的存在、数量、频率都是网络结构和功能性支持的前提条件。例如对婚姻的研究，这一研究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研究--认为未结婚的人们比结婚的人更可能自杀，并且许多截面研究、纵贯研究、回顾性研究显示那些未结婚的人有较高的心理、生理疾病或较低的生命预期，或较高的死亡率。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未婚状态不一定都是有害的。无论横剖研究、纵贯研究、还是回顾性研究、预测研究都发现，朋友或亲属联系的存在和数量和较低生理或心理疾病或死亡率相关。与某些团体或组织的联系也有利于健康状况。

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许多研究表明，网络规模与人们的主观和客观支持水平均呈现正相关关系[100]
 。林南等[101]
 的研究表明，人们每周交往的人数以及亲密关系的人数与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情况均为正相关。在一项对老年人的研究中，西曼等学者[102]
 发现，网络结构，如网络规模，面对面接触的人数，以及邻近居住的关系的人数和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可获得性均相关。两种支持的主观充足感和每个月面对面交往的人数最为相关。对于关系类别，配偶或子女都不是主要的支持资源，而是知己的存在与两种支持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感最为相关；配偶的存在与否也无显著影响。并且，尽管子女的关系和工具性支持最为相关，但亲密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与情感支持的状况更为相关。而没有子女的老人，和亲密朋友与亲人的关系成为影响两种支持主观充足感的重要方面。

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性。由上述可知，“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这两个概念，可以视为一件事物的两个层面，即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层面和功能性层面。而对于这两种社会因素各自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也往往会从另一因素中寻找原因和解释。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理论解释之一就是“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即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些支持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103]
 。可见，社会支持可以被视为社会网络有益于精神健康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社会支持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也常常置于“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研究者们建立了两个关于支持过程（support process）的标准社会学模型[104]
 ，用于分析“结构性背景”（structural contexts）对社会支持过程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1）“社会地位背景模型”（social status context），它是指运用社会地位去考虑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程度都将随着不同的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婚姻状况而改变。（2）“网络背景模型”（network context），它运用网络概念及方法发展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这一模型包括两个操作方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将社会网络界定为一系列“自我-他者”（ego-alter）的关系，这一系列关系均是从“中心人”（focal individual）的视点出发。两种方法都是从“自我”搜集信息，以描述他们的人际环境特征。这两种操作方法，一是社会整合法（social integration strategy），这一方法是对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数量，以及交往频率的考查，所运用的是类网络资料（quasi-network data），即只描述与中心人有联系的关系类别（如家庭、朋友），而并不讨论中心人与特定他人之间的联系或关系。二是网络结构法（network structure strategy），如网络密度、网络同质型、关系持久度等，这一方法的实现只能够依靠网络中“他者”与特定成员之间关系的信息，例如经常使用的“提名法”：被提问者举出网络成员的名字，然后再回答一系列跟进问题，如他们成员的个人特征，与他人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出，“网络背景模型”正是通过将支持置于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对支持的影响加以分析的。

无论是验证“支持论”是否成立的社会网络研究，还是“网络背景”下的社会支持研究，它们最终的研究模型都是一致的，即“社会网络”是否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因素，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网络结构（包括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比例，男性的比例，以及高学历者的比例）对人们感受到的支持的充足性（adequacy）具有直接影响；并且网络结构对抑郁症状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社会支持传递）。[105]
 林南等人[106]
 的研究结果说明，结构性支持（即“社会网络”，包括：社区参与程度，社会网络规模，以及亲密关系是否存在）对功能性支持（即“社会支持”）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结构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对抑郁症状均有直接影响，同时，结构性支持也通过功能性支持对抑郁症状产生间接影响。

第三节　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

一　亲属在个人网络中的位置及特征

亲人，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姻亲关系，都在人们的一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对于亲属在个人网络位置的研究，最早发端于博特[107]
 为代表的网络分析者对个人（或家庭单位）怎样处理以他／她为中心的网络其他成员的关系的研究。正如前文对社会网络研究的起源所介绍，这些研究采用的网络法最初并不关注于亲属或家庭，而是将社区作为超越家庭单位的一系列关系的组合--不预先设定网络成员的居住地点和他们与网络中心成员的关系如何。这一方法使研究者可以分析社区中不同关系种类的特征，而不仅仅将社区作为传统的邻居或亲属的稳固组织。网络研究者从一系列亲密或积极关系开始，并只问这些网络成员是否为亲属，而后延伸至许多问题，比如这些个人特征（性别，阶级），关系特征（交往频率，亲属角色），以及这些网络成员间的关系[108]
 。他们的研究大多关注：组成（如亲属比例，居住远近的比例，同事的比例）；结构（如网络成员中相互有关系的密度）；内容（如网络成员的支持状况）。但在客观上，网络方法为探索亲属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根据成员和比例，了解亲属在个人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亲属是否在个人网络中呈现分散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否是紧密结合并稳固束缚的，或亲属只是变成了一个获得新朋友的便利途径？网络中的亲属之间他们的不同角色是怎样的，亲属和朋友之间是否是经济学家眼中可替换的资源，特别是他们所提供的支持和陪伴在质与量上以及可靠性上有什么区别？亲属关系是如何帮助人们和家庭处理问题的，他们是否提供了一种集体性关系去支持或控制整个亲属群，或他们是否提供了能够自愿并有选择性获取的资源？[109]


大多数研究表明，人们的亲密关系大多由亲属关系组成，亲属也是人们获得帮助和支持的重要来源。亲属体系是家庭的社会化组织，它依靠的是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如父母和孩子之间，祖辈与孙辈之间，岳母与女婿之间等。亲属体系分为姻亲关系和血亲关系。每个人在核心家庭中的角色，加上在扩展亲属中的角色，共同形成了亲属体系，前者如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兄弟姐妹等，后者如（外）祖父母、姨、叔叔、堂兄弟姐妹、女婿或媳妇等。亲属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网络。而许多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处于灾难之中，家庭成员是提供情感及工具性支持的关键提供者[110]
 。关于“亲属在个人支持网中的位置”一类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两个研究成果：

（一）亲属在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性特征

亲属在关系网络的比例：近亲属网为主、朋友关系等为辅、远亲关系较弱的支持网结构。范[111]
 采用“互换法”对1987年20-72岁荷兰人的研究表明，人均支持网络规模是9．9（方差为3．0），网络成员中超过一半是亲属（53％），主要是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等近亲属；远亲较少被提及。进一步，朋友（18％）和邻居（16％）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人，如同事、组织成员、熟人等在个人支持网中占13％。威尔曼[112]
 发现多伦多市东约克人最强的亲密关系通常是至亲：成年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他[113]
 在对一系列研究的回顾后发现，在三种重要关系中，亲属特别是至亲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关系：（1）积极关系（active ties）：因为不断的接触、支持或亲密的感觉而在一个人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14-23人。这些关系给人们提供了人际支持和陪伴。在积极关系中，至少30％为亲属。因此亲属比其他人更多地进入积极关系。不是所有亲属类别都占据一样的比例，大多积极的亲属关系来自于小部分至亲（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包括姻亲结成的关系）。相反，只有很小一部分远亲结为积极关系（叔伯，堂兄弟姐妹，（外）祖父母）。一些研究表明特定的社会特征将带来包含高比例亲属关系的网络：结婚人群获得姻亲关系[114]
 ；女性能更多地从工作、家庭、社区三条路径中获得支持关系[115]
 。（2）亲密关系（intimates）：一般来说，经常接触和有亲密关系的成员之间很少有重合部分[116]
 。许多网络研究将积极关系的25％（4-7人）作为支持性紧密的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中，亲属和朋友比例相等。几项研究已表明，至亲通常是一个网络中社交最紧密的成员。扩展亲属很少是亲密关系。例如他们在多伦多第二次调查中只占所有亲密关系的6％。（3）知己：1-3位推心置腹的人。在1985年General Social Survey中发现，所有家庭成员以外的知己中少于1／2是来自于亲属。总之，大多数可接触的亲属都是个人社会网中的积极成员，用于定义网络的关系越强，则网络成员为亲属的比例越高。大多至亲，一些远亲，是作为积极关系甚至是亲密关系的强关系。至亲是亲密关系甚至是知己。扩展亲属通常为积极关系而非亲密关系，或是弱关系。

居住关系：无论居住较为分散或紧密的研究均发现亲属关系都比朋友关系能更好地维系。一些研究发现，积极关系多为居住较为分散的关系，强的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很少在一个地区，例如多伦多市民亲密关系中的7／8相互不邻近，而1／4则超出了市区范围[117]
 。他们依赖交通工具保持联系，甚至在比较贫穷的拉斯维加斯黑人的亲密关系中也有一半不和他们毗邻，10％在市区以外。对于亲属或是朋友，他们也很少毗邻而居，但大多生活在一个市区内[118]
 。也有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和他们父母经常居住得比较近，并且相互之间有规律地探望，彼此帮助，例如照顾孩子、家务、维修，或相互赠送礼物。在非裔美国人中，祖父母经常担负起照顾和教育孙辈的责任[119]
 。同样，美国大多数老人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居住较近，并经常能看见他们的亲人，卧床不起或久病在床的老人住在家中的比例是住在养老机构中的2倍，60％-80％的瘫痪老人接受的帮助主要来自于家庭[120]
 。

亲属关系比朋友关系能够更好地在远距离中维持。亲属比朋友超过市区范围的比例高。少数民族或低收入状况下的人们比其他人有更多居住相近的亲属。通常的模式是，紧密联络但居住较为分散的小部分至亲，和同样居住分散联络稍少的数量大体一致的朋友，共同组成了一个人社会网的核心部分。远亲关系则多在特殊需要时发挥作用，如家庭聚会或搬家[121]
 。

交往情况：至亲关系的联系都较为紧密，不会随距离而减弱。尽管相距较远的网络成员直接接触的比率低，但亲属关系比朋友关系更少地被远距离减弱。电话交流和面对面交流两种方式通常是相互补充，但是很少有一种关系可以只通过电话交流而没有定期面对面交流就得以维持。在积极关系或亲密关系中，至亲比远亲都有更多的接触。即使至亲的接触比朋友多，但远亲通常联络最少[122]
 。

英国利物浦，有80％的老人至少能一周一次与亲属、子女见面聊天，与北京86％的老人和天津82％的老人比例相差不远[123]
 。

密度：主要由亲属组成的亲密关系网比其他成员更倾向于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亲属通常是积极关系和亲密关系网络中最高密度联结的成员群体，同时，亲属亲密关系网中的成员相互连结度也更高，而若其他成员组成亲密关系网，各个成员之间有可能相互不认识。亲密关系的类别越多，网络密度越低，亲密关系与本人之间相互均视为亲密关系的程度越低，则代表了一种松散多样的主关系网，而非紧密稳固的社区类型。这种没有牢固边界的关系网，为他们去和其他社会圈内的成员建立联结提供了更为协调的基础[124]
 。

（二）不同亲属提供不同的支持

这类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威尔曼[125]
 关于“社区失落”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东约克人的生活并不是在一个独立、稳固、紧密的小区内，而是被划分进入了多元的网络内。这些网络内联结的松散性使结构空间得以解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身份的缺失感，因为人们不再清晰地从属于一个群体。这也是使人们有“城市失落论”感受的原因之一。这一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社会网络开始比地域意义上的社区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力。而在客观上，这一研究的结果还说明了不同亲属关系对人们提供不同的支持。之后，许多研究，包括威尔曼的一系列研究都证明了，不同的亲属关系会提供不同的支持。

就个人网络整体而言，不仅仅是亲属，所有的网络成员均存在不同的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通常来说，所有具有一定作用的网络一般提供情感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以及工作和住房信息提供。大多数网络成员只提供这6种中的0-2种，约60％的成员提供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持、小宗服务和陪伴，只有10％-16％提供大宗服务、经济支持和信息，少于一半的成员提供情感和小宗服务[126]
 。威尔曼发现81％东约克人的紧急帮助来自于他们的亲密网络，60％东约克人的日常事务帮助也来自于亲密网络，但也只限于亲密网的少数成员而非全部成员能够提供这两类帮助，紧急帮助为亲密网的30％，日常帮助为22％。普通的帮助则来自于较为疏远的关系，如同事、邻居、熟人等。

至亲间通常相互帮助，紧密的联系通常能使他们相互了解对方需求，提供有效且给对方负担最小的帮助，如成年子女照顾生病的父母[127]
 。保持友好（amity）这一文化准则使亲属之间提供支持通常不带严格的回报期望，也使大家能够共享资源。这与友情需要互惠来维持的准则不同。几项研究认为，至亲是支持性关系因此他们很重要，并暗示了亲戚朋友在提供支持的质和量上均有区别[128]
 。威尔曼[129]
 的研究比较了20个不同的亲属和非亲属角色在提供情感支持等方面的差别，发现亲属角色有三个清晰的类型：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和远亲。

（1）父母-成年子女。父母和成年子女间的联系是所有积极关系和亲密关系中支持程度最高的，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情感上。这种支持性关系普遍存在，即使是那些不是亲密关系的父母-成年子女之间[130]
 。母亲-女儿之间的关系特别具有支持性，特别当它们建立在对第三代共同的关注和对家庭稳定的共同理念时。第三代的到来使母女间的矛盾很好地转向家务上的合作[131]
 。这些强关系也正是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的基础[132]
 。父母-子女也互为彼此非正式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如买房、旅游或生活照顾[133]
 ，也是比其他网络成员更能给彼此礼物、情感支持、孩子照顾、生病照顾、维系家庭。例如，第二次多伦多研究中发现84％有作用的亲子关系提供了情感支持，39％提供了其他服务，而所有积极关系提供这两项支持的比例分别为62％和16％。父母孩子间相互支持但经常并不喜欢对方，他们往往选择他人作为交往的对象[134]
 ，母女间经常期望从彼此那里获得支持，并认为理所当然，而如果未能得到则会抱怨。父亲和儿子之间，则期望较少，他们之间的紧张也相对较少。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父母而言，女儿作为照顾者更多地承担日常照顾的角色，而儿子通常提供经济支持和决策，这与一直以来，女性终身都是“照顾亲人的人”的角色相一致[135]
 。

（2）兄弟姐妹。兄弟姐妹通常只有一部分是支持性的，他们之间更像朋友而不似亲属，他们能够像朋友一样共同做一事，提供情感支持、大宗服务和家庭内的帮助，但不太可能讨论观点，或在家庭以外帮助彼此。兄弟姐妹在所有提供种类支持的有效关系中占据1／5[136]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很紧密，并且也是在需要时重要的帮助者[137]
 。

（3）远亲。他们只有至亲的一半且可能只提供一种支持，如29％的远亲提供较低程度的情感支持，而至亲则有60％[138]
 。在积极关系的比重低，提供较少的支持，这些都意味着远亲在大多通常的、日常或紧急问题中，是无足轻重的。在移民或找工作的事务中，这些弱关系因为其空间和社会的离散性，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不过，远亲关系在传播信息方面却是联系充分和有力的[139]
 。

（4）朋友（kith）支持与亲属支持的比较。朋友几乎组成了最有效亲密关系的一半，通常也组成了提供除经济以外其他支持关系的50％[140]
 。尽管朋友比父母和成年子女提供支持的量和种类少，但他们可能和兄弟姐妹一样多，并比远亲多。特别对于那些没有有效亲属关系的人，就会有一个或两个朋友像至亲那样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朋友关系通常是自愿、松散的，当朋友不再有帮助性质时，关系通常就会结束，正因如此，许多多伦多人报告，他们通常很小心地向朋友求助，并不是当需求时朋友不给予支持，而是人们在向朋友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感觉没有信心。而在邻居之间，邻近的居住关系使邻居成为彼此日常陪伴，或照顾小孩子等方面的基本资源。总之，朋友和亲属在提供支持方面没有差异。

父母孩子之间交换广泛的支持，远亲则很少是支持性的，即使住在附近。兄弟姐妹是有条件的陪伴和支持关系，和朋友相近。亲属的作用仅仅用网络规模和交往频率是无法预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一般的朋友维持时间的2倍，从而也有更长时间的接触。

二　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

社会道德法则为维持亲属关系提供了体系化的保障。友谊需要不断稳定，邻居关系会因为争吵或搬迁而失去，但亲属关系最为可靠。至亲是可靠的支持提供者，远亲对于适应生活改变是可靠的支持者。亲属不需要期望直接的互惠，只要他们一直保持在网络中。正如洛夫兰（Lyn Lofland）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但正因如此，至亲的可靠支持和联系才更为重要[141]
 。亲属网络和支持的重要性，决定了亲属关系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在健康危机中，亲属更是最重要的支持源，亲属关系比任何关系都更可能在较长地理距离时也得以保持，因此也更加稳定和有效[142]
 。

从已有各类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亲属关系如何影响被访者精神健康，另一类是如果有亲人身患精神疾病，作为亲属的被访者如何受其影响。前者关注亲属关系在人们情绪危机中的缓冲效应，而后者关注精神疾病在病人亲属身上发生的连带效应。

（一）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影响

亲属关系的研究，如前文所述，涌现了如伊丽莎白·博特、巴瑞·威尔曼等对亲属关系研究透彻丰富的大批学者。而对于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往往作为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研究的子议题，大多散见于各类社会支持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完全继承了社会网络议题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影响的研究维度，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属关系的结构维度，亲属关系是否存在、在整体关系网中的比例、与中心人的交往频率等。许多研究表明，在个人关系网中亲属比例较大将会有利于支持感[143]
 ，一份来自纽约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亲属在关系网中结构的比例越大，越会有利于增加社会支持，从而有益于精神健康，年轻人的支持网中比老年人有更高的亲属比例[144]
 。

另一类是亲属关系的功能维度，主要指支持功能。这一维度是以往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影响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项针对老年人（包括黑人与白人）抑郁症的研究表明，配偶与伴侣有巨大的有益作用[145]
 。德雷斯勒（Dressler）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在美国南部黑人小区中，不同的社会关系对抑郁症的影响。社会关系包括亲属网络，亲属支持和非亲属支持。结果表明，更多的来自于非亲属的主观性支持与较高的抑郁症分值相关，来自亲属的主观支持和抑郁症状呈现负相关[146]
 。一项拉丁裔移民的研究发现，他们通常具有较好精神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有较高的亲属网支持，而亲属支持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有益作用[147]
 。在非裔美国低收入母亲中，亲属联络与情感支持有助于母亲的乐观主义情绪的产生，而与亲属关系较差则与母亲的抑郁症状增多显著相关；亲属的建议和咨询帮助及情感支持有利于父母／子女间的代际关系甚至家庭正常秩序。另有研究表明，父母／子女间的交流出现问题将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产生推波助澜[148]
 。对于药物滥用者（18-60岁）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直接照顾（通过“照顾时间”测量）能够帮助他们减少症状[149]
 。对于青少年而言，较少的家庭支持与较高的家庭冲突导致较高的青少年抑郁症状[150]
 。另外，扩展亲属的作用也被关注。例如独居老人较多地依赖扩展亲属，如兄弟姐妹、表亲等，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也有相同发现。由于全球老龄化和居住地流动性增强，现在很少有老人和直系近亲属在一起，有研究发现扩展亲属在此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一项在黑人家庭调查表明，扩展亲属支持评价更高的人群抑郁症状更少，不过与扩展亲属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关系；扩展亲属支持对男性的抑郁症状具有缓冲作用，而对女性效果不明显[151]
 。

但有些研究也发现，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的作用并非对所有人均有效，也并非所有支持网中最有效的类别。一项针对中年人群的纵向研究表明，获得亲属情感支持只与女性的精神健康相关[152]
 ，但对于男性效果并不显著。

一项针对168名抑郁症患者在出院后1-7个月的追踪调查发现，对于出院后担任全职家庭主妇的女性而言，由亲属提供的心理支持更可能导致她们抑郁症状复发；但对于工作中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这种负面作用则不存在。基本原因可能是：在心理学机制上，一方面是由于亲属支持过载可能对此类女性产生负担。对于未康复的抑郁症患者而言，亲属支持能够满足患者的需要，产生正向的效果；但对于康复出院的人群而言，亲属支持过多超出了他们真正的需要，从而产生负担。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支持关系是双向的，当康复患者回到家庭后，他／她在获得亲人的支持同时，就意味着他／她同样有责任向家庭提供相应的支持，这也将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负担。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女性比男性要更多地处于提供支持的角色上，当女性患者返回家庭后，她们面临更多提供帮助的角色，家庭主妇尤其如此[153]
 。

还有一些研究探索了不同亲属关系提供不同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父母而言，女儿通常作为照顾者更多地承担日常照顾的角色，而男性通常提供经济支持和决策。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身兼“照顾亲人的人”的角色。

对于亲属关系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的原因机制与社会网络、支持理论相一致。一方面，在心理层面上，稳定的亲属关系给人们带来的归属感。近亲属提供实际支持，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而非亲属网络可以赋予自尊并实现社会整合过程。另一方面，在作用过程上，亲属关系可以带来有效的压力缓冲作用[154]
 。（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另外，“社会支持的护航模式”也被广泛关注并运用，这一理论源于社会角色和社会支持理论，“护航”一词起源于人类学家大卫·普拉斯（David Plath），指在一个人的周围一直存在由家人与朋友组成的保护层，贯穿其一生，为其保驾护航。因此，护航是指一系列与中心人（自我）相关的重要他人提供的保护。这些保护关系随中心人一生角色和关系的变动而有机变化。保护层可分为从内至外、从亲至疏三圈环绕，最内层关系圈最为亲厚，最为稳定[155]
 。在护航理论看来，人的一生之中，婴儿时是由父母护航，长大后由家人与同伴，成年后由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密家人和朋友陪伴与支持，这对人们意义重大，包括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

（二）精神疾病对亲属的影响

精神健康问题不仅影响本人，同时对家人也有严重影响，因为出现精神健康问题之后，人们往往长时间住在家里，家人是最重要的照顾者，大量研究表明亲人照顾者将会遭受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也很少能得到专业帮助。

桑德斯（Saunders Jana C．）[156]
 对1970-2000年的文献中关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家庭影响进行了回顾，主要对几个问题进行了关注：应激过程，照顾者负担（精神压力），照顾者的适应性，照顾者的抑郁症，社会支持，行为问题，以及家庭功能。

（1）身患精神疾病对亲属的影响研究。此类研究表明，家庭成员身患精神疾患，将给家人带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产生精神压力的比例高于常人2倍以上。许多亲属也会产生精神问题，例如强迫症、焦虑、抑郁、人际敏感等，其中抑郁症极为常见。对于主要的亲属照顾人最重要的问题是，情感问题、工作干扰、日常生活的中断。精神上的压力和日常问题不仅会影响甚至阻碍亲属继续其照顾者的责任，甚至会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行。

（2）亲属应激能力和过程。研究者们发现，家庭中有四类应激反应，分别是问题中心型、情感中心型、认知中心型和躯体中心型。每一类型都对应不同的应激方案，如发展支持与帮助，加入支持群体、强化精神承受力、与他人分享经验与感受、运动、获得信息、改变生活方式等。对于亲属而言，8个应激策略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疾病症状的学习和了解，必要的药物，精神疾病知识，对于处理病人行为的有效建议，参与自助群体，可选择的居住安排，家庭疗法，经济压力的减轻，偶尔离开病人请人帮忙，来自其他亲属与邻居的理解等。有研究发现，年纪大的人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有更有效的应激能力；满意的社会支持关系、配偶的帮助能够有助于应激能力，从而减缓家庭压力。整体上而言，亲属对于家人身患精神疾病这一事件的发生，其应激反应，包括理解程度和相应行为，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与病人的疾病程度、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其他支持的获得有一定关系。

（3）社会支持。对于精神疾患的亲属而言，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其应激和适应的资源。特别是当家庭中出现严重精神疾患时，亲属往往会感受到与以往社会交往关系的疏离，社会支持感缺乏。一般来说，亲属应激过程中寻求支持过程是，首先，寻求其他亲属和好朋友的帮助。其次，寻求那些处于同样处境的人的帮助。同伴互助能够通过会面、提供情感和信息帮助等方式，非常有效地减弱社会交往的疏离感，提高社会支持感。

三　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

（一）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文化

影响中国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文化因素有以下几种，一是和谐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自然和谐相处已成为中国人处理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则，也同时影响到人们的自然健康；二是强调人与人相互依赖和睦相处的态度[157]
 ，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强调人际间相互依赖以及和睦相处，这使得人们的社会化角色和地位得以维系，并且行动的本质也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所决定；三是家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作为基本的支持资源存在的。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尽管家庭被普遍视为生活、个人成长以及社会化的基本单位，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却有所差异[158]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人对“家庭”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不仅将家庭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以及解决各类问题的基本支持来源，并且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应对各类压力的潜在支持来源，从而影响精神健康[159]
 。

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包括：（1）理论上的家长制和父系制，人类学家一般将中国人家庭描述为家长制和父系制[160]
 ，家庭的承袭由父亲传递给儿子。而且，对中国人家庭的实际生活和情感维度的调查则发现，通常妻子和母亲在家庭事务中掌握更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后半生中。儿子习惯性地和母亲更为亲近，孝文化在母子之间更加强调[161]
 。尽管丈夫可能在理论上是一家之主，但在实践中妻子通常在幕后控制了家庭生活。如果再考虑情感方面，女性则在家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2）情感与亲密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鼓励开放的情感表达，即使是夫妻之间。中国人通常反对情感表现，特别是在公众面前。一对夫妻的主要责任是照顾父母和孩子，在情感上放纵则意味着可能会疏忽家庭责任。因此，中国夫妻之间较少表达感情[162]
 。

紧密的母亲-儿子关系。母子关系是家庭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在中国写给孩子的经典孝道故事中，许多都是关于儿子对母亲的孝行为，而在中国戏剧也是如此[163]
 。

疏远的父亲-女儿关系。父女关系一直是以含蓄而又隐藏的微妙形式存在，在传统中，父女情感是不能袒露的[164]
 。

兄弟姐妹之间。由于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特权和偏爱，例如男孩比女孩、年长孩子比年幼孩子拥有更多特权和宠爱，因此尽管中国家庭崇尚和睦，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难免发生冲突，例如在财产继承和对养老的责任时。

正因为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人在面对问题时也往往强烈地依赖家庭或亲戚，而不愿求助于“外人”，因此有学者[165]
 主张，家庭定位的治疗，即将家庭纳入治疗过程并且利用家庭资源解决问题，可能是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疾病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中国人的亲属网络

阮丹青（Ruan Danching）[166]
 等学者对1986年与1993年的中国天津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研究中关系网络的基本问题是：“在以往6个月中，你和谁讨论重要事务？”关系类别被分为四类：亲属关系、工作单位中的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其他关系。1986年数据表明在个人的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最为重要。1993年数据表明，亲属提到的情况有所下降，同时，每一位亲属关系被提及的情况都有所下降--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以及其他亲属。调查发现现在的天津居民有更多的朋友关系。一份1993年天津的资料还表明，中国人的近亲属更多地承担的是工具性支持的角色，而中国人的情感要求更多地是求助于非亲属，例如朋友。随后这一天津资料在与西方8个国家做了对比后，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人的亲属关系更加专一于工具性支持，这被视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合，即强调年龄、性别与代际的差序，从而使中国家庭的情感性功能一直保持相对弱势[167]
 。

亲属关系在中国人际网中的位置似乎并不像西方研究中所显示得那样核心，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国亲属关系在中国家庭文化中被确立为承担更加专门的支持功能，例如侧重于工具性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研究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特别是城市家庭的支持功能相对于传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一个解释可能仅仅是超越家庭的工作关系开始比过去更加重要、更加易于建立。有学者指出，自1949年后，中国政府为中国家庭营造了一个矛盾的环境。一方面，父系权威和权力被削弱，家族农业和商业的经济链被破坏；另一方面，它创造了大型的、多代同堂或邻近的家庭模式的人口学和物质条件。例如，政府限制居住和职业流动使得家庭成员的多代都毗邻而居，并且市场化的服务体系缺乏，使得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和帮助不可替代。然而在经济改革以后，劳动力的可流动性和增长的各种机会已弱化了家庭得以维持的最后条件。事实上，市场经济提供了更好的资源和服务，这些能够减少人们对亲属以及工作单位的依赖。工作单位利益供给和帮助的减弱也弱化了亲属帮助的能力。例如原来父母利用单位供给的房屋，提供给成年子女，而如今许多单位已停止了这种供给；市场上更多的商品房为年轻人提供了获得房屋的机会，这也使得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拉远。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亲属间更少的互动，一些研究表明，亲属间依然有频繁的交往。尽管大多数人更倾向核心户的居住模式，但他们的居住安排往往依赖的是住房条件，或老年父母的年龄和健康状况[168]
 。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亲属关系依然是中国人最为关键的支持资源，特别是近亲属。李沛良等学者[169]
 对2000年北京及香港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亲属关系是所有支持网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近亲属中，无论获得何种支持类别，配偶或伴侣是受访者提及最多的人，随后依次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可见，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丈夫-妻子关系，是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核心关系。扩展亲属对人们的支持没有明显作用。而非亲属关系中最基本的类别，如朋友、邻居和同事，在提供各种支持种类方面的重要性，均不如近亲属，却强于扩展亲属。另一类支持类别，即专业社会机构，则无论在北京还是香港均无明显重要性。

（三）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以老年人群为例

在对“中国人（华人）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和回顾时，笔者发现，截止本书出版前，针对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非常匮乏，只能在散落于某些特定人群的研究中有所发现，其中大多聚集于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因此本节将对中国老年人群的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

对于中国老年人而言，家人长期被视为整个支持体系中的中流砥柱，家庭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原始最初级、但持续时间最长且最可靠的保障体系。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中国的传统孝文化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照顾老人是家庭特别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孝顺父母、赡养老人是被社会颂扬的美德。亲子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体系中已进入了道德规约的领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的家庭结构关系中，子女赡养父母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它是一种“反哺模式”。中国传统中老人生养儿女，儿女照顾老人的伦理，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均衡互惠和代际递进的原则，它成为维系家庭经济共同体延续的纽带。同时，中国的“孝”与代际关系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等一系列理念，“传统家庭结构的等级制、严格的父权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170]
 更在实践层面使代际交换中赡养内容得以实施和遵守，费孝通先生所指的“礼治秩序”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社会规约力[171]
 。二是，在今天的中国，由子女承担起赡养责任更进一步拥有了合法性保障--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根据其自身特点和需要，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殊权益，例如他们有得到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等；《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赡养费的权利；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家庭赡养给予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和保障[172]
 。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保障不仅在于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有形财产，而且在于子女如果不赡养老人所面临的法律制约。三是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尚未不健全，来自于家人的支持意义因此尤其重大[173]
 。亲属支持对老年精神健康的研究大致侧重以下几类：

支持来源方面，配偶与子女支持显著有利于老人的精神健康。一份对生活无法自理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显示，依赖其配偶占48％，依赖其子女的占40％。另一项对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显示，生活安排对老年情绪健康有重要的影响，独居老人幸福感较低，而与配偶或（和）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幸福感较强[174]
 ，与子女们更强的情感联系也能提高幸福感[175]
 。另外也有研究表明，扩展亲属或许并不是常规性的支持，但他们也可能是危机时有效的支持源[176]
 。

子女数量。孩子多少代表了老年人获得支持的潜在资源的多少，中国俗语有云“多子多福”。有研究表明对于网络规模，通常认为规模越大，则老年人可获得的支持就越多[177]
 。卡德威尔（Caldwell）的财富流动理论（Wealth Flow Theory）从实用角度提供了子女数量和老年人安全感之间的理论解释，他认为当人们比较富裕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孩子，如果家庭模式是按照年老者的希望而组织起来时，它就会更加刺激家庭中孩子数目增加。切尔林（Cherlin）[178]
 在对老年人和家庭的文献进行回顾的时候发现，和老年人共同居住的孩子的数目是这位老者人际关系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对于孩子是否越多，就代表精神状态越好或生活满意度更好，从各类研究来看，其结果是模棱两可的。有研究发现，对于中国的老年人而言，无论他们是否从孩子那里获得经济帮助，孩子越多的人就会感觉越快乐[179]
 。但也有研究显示的结果相反，孩子数量对于精神状态并没有显著影响[180]
 ，对于这一研究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网络规模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冲突，豪斯[181]
 等人的研究就发现，小规模并且紧密的关系对心理健康有利；也有研究发现[182]
 ，关系的数量对香港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并没有影响，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自我感觉亲密的关系的数量。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家庭可能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同样也会有损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83]
 。

子女性别。在中国传统上，对于老人而言，儿子特别重要，儿子特别是长子通常被视为赡养父母最重要的人。这在父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相类似[184]
 。但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女儿开始成为老年人越来越重要的支持者[185]
 。传统型居住安排，即仅与一位儿子共同居住相比，与女儿共同居住的老人有更高水平的情绪健康[186]
 。而有研究发现，是有儿子还是女儿这一因素对老人的精神状态评分并没有显著的区别[187]
 。

居住关系。对于和至少一位成年子女一起生活是否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同样也存在矛盾的研究结果。裴晓梅等学者发现，和结婚儿子共同居住，无论关系如何，都是一种获得支持的象征，因此就会产生更好的心理感受[188]
 。

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和成年子女在居住位置上越接近通常被认为越有利于支持的获得，同时也预示代际间的亲密程度和互动程度，因而通常也认为获得更多支持的父母精神状态越好[189]
 。也有研究发现至少与一个孩子同住的老人精神状态评分优于没有同住的老人，并且“共同居住”这一因素对精神状态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共同居住所带来的功能性帮助而实现的，特别是更有利于子女向老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情感帮助。在一项对5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发现[190]
 ，和孩子住在同一街道的人比和孩子同住一室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更低。

支持种类。对于老年人而言，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研究通常都发现，情感支持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191]
 。而工具性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其调查结果则不相一致。有研究发现实质性帮助能够减轻抑郁症状[192]
 ，而一些研究则发现这一影响并不显著[193]
 。工具性支持的作用不明显的原因，有两种可能[194]
 ：一种是“支持动员”机制（support mobilization mechanism），认为工具性支持是作为对健康状况的反应，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工具性支持的作用变得模糊不清；另一种可能是接受帮助使一个人感觉自我的控制能力下降，从而增加了抑郁心理。克劳斯[195]
 等人对武汉市老年人的研究发现，支持预期能够减少经济压力带来的抑郁水平，而实际得到的支持并不能。因为支持预期让人们有安全感，使他们相信在遇到困难时随时可以得到帮助，但实际中得到的支持却使人们感觉负债。另有研究发现，在特定压力的情况下，老年人在获得一些支持的同时又会失去一些支持，[196]
 例如在经济压力下，老年人在获得别人经济帮助的时候，在精神帮助上的获得就会减少，而这又不利于精神健康，这和他们在1991年对美国老年人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另外一些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研究也证明了与美国研究结果的相似。其原因可能是，经济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羞耻的、尴尬的、不被希望地对别人的依赖，因此，在这种压力下，即使获得了支持同样不利于精神健康。对于中国，经济困难带来的情感支持减少从而增加抑郁症状的原因，还可能是，经济困难的家庭往往伴随着住房短缺、居住拥挤的问题，因而伴随而来的是共同居住的争吵以及和邻居的争执，这将影响社会关系的质量。

关系满意度。也有研究发现，对老人精神状态影响最深的是老人对子女的满意程度，以及他们是否能对子女提供功能性帮助。[197]
 无论是子代的网络属性（子女是否共同居住）还是功能性支持属性（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对老人精神状态评分的有利影响，都完全是通过老人对子女的满意程度来实现的。老人对子女提供日常帮助，如照看孩子等，也对老人的精神健康有益。

社会体制与老年经济保障。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政府对于保证老年人的经济安全有重要的作用[198]
 。对于中国城市老年人，中国政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例如公共退休基金，它涵盖了在城市中所有现代化工业体系、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国家所属的文化和教育单位下的退休从业人员（50岁或60岁以上，退休年龄取决了职业类别和年龄的不同）。而这一退休基金真正实现了从国家中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代际间财富的传递[199]
 。在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老年人还继续享受一定程度的免费服务[200]
 。一项对中国12个省市的调查表明，在城市中73％的老年人领取退休金，而有83％的老年人获得政府经济帮助（包括低收入保障等），而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为60％。这些经济上和医疗方面的国家保障，为人们在年老时提供了经济安全[201]
 。

可以看出，与其他变迁中的社会一样，中国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的代际关系也正在经历着改变。在笔者2000年对北京市老年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对于他们来说，（1）经济支持不再仅仅由子女承担；（2）单位和社会机构成为一些老人获取支持的重要体制性资源；（3）对于生病老人的日常照护责任由子代向“护工”等其他资源转交；（4）老人对子代精神支持的期望更趋强烈；（5）子代给予老人的情感关怀却可能由于功能性支持的减少而趋向弱化。代际关系是否弱化，应置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去思考：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障的发展以及老年人经济力量的增强使孩子对于父母必须承担的压力得以减少；另外，传统农业社会中父母对权力、土地等资源掌握的下降甚至丧失，工业化使政府开始分担家庭的权力，也减少了父母控制孩子的权力，带来了父母和孩子都开始有独立的趋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今天的父母比过去希望更少地为孩子牺牲，但他们要求孩子为他们尽的责任也比他们自己的父母要求得更少，67％的人相信无论孩子的父母为孩子做了什么，孩子对父母都没有责任。”[202]
 变迁的社会酝酿了代际理念和行动方式的矛盾和模糊，同时这种含混的景象也体现在关于老年人在整体社会中地位的界定上。现代化理论通常认为，“引起社会由乡村和农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向工业体制进化的诸过程，也同时导致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和对老年人敬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朝着更加不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生”；可一些研究也表明，随着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工业社会的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高于非工业社会老人的地位[203]
 。

另外，香港地区华人老年群体研究，对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也给予了关注。香港的相关研究同样发现，亲属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一份香港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孙辈的支持显著有利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特别是情感支持。当代香港老年人依然较多地受益于家庭传统文化，并且家庭支持对他们生活满意度、克服独居的孤独感都影响显著，这也是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密切相关[204]
 。另一份跟踪研究也表明，获得较多家庭资源的老人在三年后其抑郁症状更少[205]
 。社会支持缺乏一直被视为老年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206]
 。在一项关于老年人社会网络与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发现，香港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多元网络（Diverse networks），被调查老人中占26％，这一网络中近亲属、扩展亲属、非亲属各占1／3，他们有较大的网络规模，频繁的交往，较高的网络支持，积极的社交参与；（2）朋友为主网络类型（Friend-focused networks），占25％，这类也有较高的支持交换；（3）家庭为主的网络类型（Family-focused networks），占15％，与亲属紧密联系，与家庭间有较高的支持交换，以这一类型为主的老人，他们的关系类型90％以上都是亲属关系；（4）扩展家庭为主的网络类型（Distant family networks），占18％，这类与扩展亲属交往比较多，有较少的近亲属关系，但扩展亲属关系与朋友数量趋近；（5）限制型网络类型（restricted network type），这类网络规模较小，交往也少，社会支持与交换也少。结果表明，多元网络类型和家庭为主的有利于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限制性网络类型中的老人幸福感最低。远亲属家庭网络类型的老人幸福感和积极情绪仅略低于直系近亲属家庭网络类型，与朋友网类型老人相当；远亲属网的支持提供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直系近亲属和朋友都比较匮乏的老人而言[207]
 。

当今香港老年人经历了较高的精神压力和自杀率。香港男性今年抑郁症发生率为29．9％，女性为41．1％，有研究表明香港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差于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拉斯维加斯的老年人[208]
 。香港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上升的社会动因之一，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家庭模式的改变。在香港高度城市化的环境下，家庭系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包括家庭规模减小、已婚子女搬离父母独自生活等，中国香港家庭结构逐渐变小，平均家庭人口数从1971年的4．5降至2007年的3．0[209]
 。这些生活安排影响了老年人获得家庭支持，更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健康。甚至有研究发现在校学生以及大众传媒对老年人的尊重感也在降低，倾向于将其视为对社会没有贡献但却要求更多社会关注和照顾的群体。无疑，当代的香港老年人大多依然秉持了中国传统养老的理念与希望，一直将家人视为自己最主要的照顾者。但目前来看，家人对老年人的支持和照顾多来自在于责任，而非爱，这就产生了一个“照顾困境”（caring delemma），即赡养责任与及早摆脱的矛盾。与西方社会的老年人网络更侧重自愿与情感不同，东方则侧重与网络成员间的角色责任，包括中国社会中孝的责任[210]
 。因此，尽管亲属支持对老人非常重要，但依然日益减少[211]
 。

华人研究中大多表明，家庭资源对于老年人精神健康作用更为重要，这与西方研究并不一致，西方研究表明，朋友网络比家庭网络对老年心理幸福感受的作用更为重要。例如，在英国的一项社区研究中，抑郁症和孤独感大多被发现在那些朋友支持感受不满意的人群中，而与亲属支持感受并不相关。在一项关于丧偶老人的研究中也发现，朋友网络比家庭网络提供了更好的支持[212]
 。另有研究发现，社区居住的老年人通常有四种主要支持网定位：家人主体网、朋友主体网、邻居主体网，以及团体活动伙伴（教会或俱乐部等）主体网。家人主体网主要由近亲属组成：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在美国，网络关系多元化的老人的抑郁评分最低，朋友主体网的老人其次，家庭主体网的老人抑郁评分高于前两者[213]
 ，可见多元网络与家庭网络类型最有利于人们的幸福感和积极情绪。华人社会群体与西方人群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来自于文化传承。亲人是最重要的支持提供者，这是华人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分享并身体力行这一文化惯习已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重要部分。对于华人群体的老年人而言，相对于获得更少的朋友支持，更少的家庭支持将更会使他们感受精神压力和痛苦[214]
 。其基本原理与斯托夫（S．Stouffer）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或墨顿提出“参照群体”理论相一致，即人们对自我与生活的评价，通常是根据与其他和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人或群体境遇相比较而产生的心理感受，当获得较高家庭支持成为华人群体老年人的常态时，那些家庭支持评价较低的老年人就会在“相对剥夺感”中产生较差的情绪甚至精神疾病。

第四节　社会人口特征与精神健康的相关研究

社会人口特征也往往被研究者视为影响精神健康的社会结构背景之

work Typ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Older Adults．”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4，No．6（Nov 2009）：713-722．一。有研究者[215]
 分析“结构性背景”（structural contexts）对社会支持过程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时，其中分析模型之一为：“社会地位背景模型”（social statuses context），它是指运用社会地位去考虑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程度都将随着不同的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婚姻状况而改变。

（一）年龄

对于年龄与精神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例如1991年全美人口中有12．6％为65岁及以上人口，而到2050年预计可达到1／5；另一个原因在于，不同的精神疾病可能高发于特定的年龄群[216]
 。对于年龄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以往美国的一些研究显示了矛盾或不一致的结果。纽曼（Newmann）等人[217]
 曾系统地总结了这类研究（共18项）的结果，他的研究表明：这类研究所得出的年龄与抑郁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模式：其一，年龄和抑郁之间存在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抑郁分数下降；其二，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抑郁得分先明显下降，到中年前期或后期下降到最低程度，然后开始有所回升，在65-70岁时，明显回升，即年龄和抑郁之间呈U型的曲线关系。另一份对27项研究进行回顾的报告表明，在比较退休老年人口与其他年龄组人群时，8份研究显示其他年龄组人群在心理上更加压抑，而6份表明老年人更加压抑，还有13份研究显示在两个群体中并无差别[218]
 。这种不一致的结果使得Feinson称之为：抑郁症状在老年中的“科学秘密”（scientific myth）。

米罗斯基和罗斯的研究采用CES-D量表测定抑郁症状，其研究证明的结果是，随着年龄增大，抑郁症状呈现U型分布。抑郁症状在中年时期程度最底，大约在45岁达到低谷，而在年轻时和老年时较高，最高点处于高龄人口中，而抑郁症状在60岁以后开始上升，在80岁或者更高时达到最高[219]
 ，即中年是一生中程度最轻的阶段；老年和年轻时都显示出较高的抑郁水平。在年轻时抑郁症状较低和在老年时较高反映了，人们在婚姻、工作和经济状况的生命周期情况，即中年在这几方面都趋于好转。他们认为，这一“年龄-抑郁”轨迹的原因包括5个方面，即年龄增长将伴随着更加成熟、体质下降、特定生命阶段、处于某一代中，以及表现相异的生存能力。年龄也与心理健康的外部条件密切相关，如经济状况、雇佣状态、婚姻、子女、教育以及身体健康水平。而那些处于中年的人们，收入达到顶峰，子女长大成人，婚姻趋于稳定，工作比较平稳，年轻时需要面对的紧张与冲突大大减少，而老年需要面对的问题尚未出现。这些都使得中年人有更好的精神健康。而老年群体面对退休、丧偶、经济困难等生活问题，同时身体健康日趋下降和个人对生活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也是重要原因。

弗雷里克斯（Frerichs）等人[220]
 的研究表明，18-24岁的美国人抑郁程度最高，而随后年龄段的人群均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米罗斯基和罗斯[221]
 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经济困难因素对抑郁症状和年龄相关程度的影响，他们对两个相反的假设进行了测定。假设一认为由于经济困难而生的抑郁症状会随年龄增大而下降，因为年龄越大，会更加成熟并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假设二则认为相反，因为年龄增大会使人们拥有更少克服困难的机会。结果表明，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由于经济困难产生的抑郁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而不是增加。但是没有家庭收入或者身患残疾，或者有管理方式慢性疾病的人们会随着年龄的增大，更多地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产生抑郁症状[222]
 。

中国人口抑郁得分与年龄的相关情况也有一系列研究，其结果多验证了，抑郁得分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反比关系。一项对北京地区的研究表明[223]
 ，无助与无望感、抑郁情感和CES-D总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一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此研究结果给予了解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其抑郁体验有所不同。该研究认为，客观的抑郁（症）与个体对抑郁本身的主观体验是两个概念。一个人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与他的抑郁体验有着根本的不同。CES-D量表是一种自陈量表，它所测得的抑郁得分反映了个体对自身抑郁状况的主观体验，并不表示个体真实的抑郁状况。而抑郁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其原因首先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症状的心理敏感性是不同的。青年人对负性刺激的反应更为强烈，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经历了各样的事件，承受了各种痛苦，因此逐渐对那些负性刺激的反应阈值升高，能够很平静地对待。其次，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可能青年人对某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而老年人则对另一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研究表明：患抑郁症的青年人更多地表现为罪恶感、自我贬低或自杀冲动等。而与此相对的，患抑郁症的老年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冷漠、精力不济、或动力缺乏，并伴有不同的躯体症状。另一项对中国北京和天津55-75岁人口的抑郁情绪（采用CES-D量表）及相关因素的研究表明，抑郁情绪随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55-59岁年龄组的抑郁总分显著高于60岁以上的年龄组，生活满意感和社会支持感是预测抑郁情绪产生的直接因素[224]
 。

（二）性别

尽管对于精神疾病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可能分别在某类疾病上比例更高，但关于抑郁状况的性别差异在精神健康的社区研究中，一直是最为古老和有力的发现，许多研究均表明，在抑郁症状的平均水平或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女性明显高于男性[225]
 ，有研究回顾了从1945-1970年间的所有文献后，得出结论，在美国社区人口到患病人口中，抑郁症的性别比从1．6∶1-2∶1，女性均高于男性。中国一项2000年对上海的人口调查发现，男女抑郁症患病率比例为1∶1．89，女性高于男性[226]
 。另外一项对安徽省属四所大学的大学生抑郁症状调查发现，大学生中女性抑郁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227]
 。

抑郁得分的性别差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米罗斯基[228]
 的研究以CESD（7项）为抑郁症状测量指标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女性的抑郁症状在各个年龄段均高于男性，并且验证了“年龄增长假设”（The age increment hypothesis）--认为在性别之间，抑郁症状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至少到退休，或者会终生如此；以及“变化差异性假设”（The differential change hypothesis）--在中青年时期，女性的抑郁症趋势下降得比男性慢，以至于性别差异也随着时间而增大；有研究同样发现，比较有子女和没有子女的群体之间抑郁得分的性别差异，有子女的男性抑郁得分比没有子女的男性有所下降，而女性下降的趋势则不明显，可见，男性的抑郁水平随着年龄通常会呈现更明显的下降趋势。[229]


对于精神健康性别差异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230]
 ：一是人为因素，即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承认抑郁问题。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对健康问题更加关注，并且比男性更愿意在健康问题上寻求帮助；而男性则相对不愿意承认自己存在健康问题或承认自己有疾病。二是生物学上的性别生理差异，以及不同性别在幼年发育期的社会心理学差异。三是社会学原因，主要包括：

1．生活压力事件。许多研究表明，女性较男性经历更多的生活压力事件（例如生育等）是她们具有较高抑郁症状的重要原因[231]
 。

2．女性对抑郁症状的易感性强于男性。（1）在面临相似的生命压力事件时，男性多以开放式的愤怒或敌意加以表达，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则通常会被教授控制情绪，因此女性更可能以自我批判或否定的态度对愤怒或冲突加以内化处理，而非外化，这一过程就是抑郁性反应的过程[232]
 。因此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易于显露出抑郁症状，女性比男性更易于在困难时产生自我羞愧、无助和无望的感觉，或某些抑郁症状的主诉特征[233]
 。对这一假设的验证，有研究表明男女对于压力事件的易感性存在差异，女性的易感性更多体现在人际问题或压力，而男性的易感性多在于工作压力中[234]
 。也有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一假设。纽曼[235]
 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遭遇丧偶（变项为婚姻状态）、社会疏离（变项为是否独居）、经济困难以及慢性疾病，但女性在抑郁症状上与男性并没有显著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研究的关注点均为慢性压力事件（Chronic stress），而非突发性压力事件（Life events）。而一项香港的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会表达”在华人社会中更为突出：男性为了维持优势地位，被期待应表现坚强，而不可轻易诉苦；女性则应软弱温柔，因而女性表达苦痛更具有道德合法性。这在新加坡华人研究中也有相似发现[236]
 。（2）在自我尊严与人际关系上，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依赖于他人对自我进行定位和评价，过多依赖于他人导致了一种不安全感，这同样也是社会化过程产生的问题，即在孩童时期，女性给予的指导较男性少，因此她们更可能产生对他人的依赖而较少自我的独立感。这同时也导致了对自我的否定和批判，这可能使她们更易感于抑郁症状（Rosenfield，Sarah，1980：33-42）。（3）性别间的权力差异也使女性更易感于抑郁症状。女性更多地被教授“感到无助”和对当前不利情境“感到无力控制”，即缺少控制力--“权力”（power），这种“习得的无助感（learned-helplessness）”也是女性易感于抑郁症状的重要原因之一[237]
 。

3．婚姻中的角色责任差异[238]
 。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被许多研究证明是在婚姻后最为明显[239]
 。有研究发现精神健康上的性别差异随着男女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差异性增大而增大，他讨论了工作状态和婚姻状态下性别角色的差异：整体上而言，单身男女的抑郁得分较高，而结婚后男女的抑郁得分普遍降低；但对于同样有职业的已婚男女而言，他们若都较少地承担家庭角色那么他们在精神健康上的性别差异较小，未婚且有职业的男女的精神健康差异则几乎没有（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240]
 ；当孩子出生后，家庭中的男女的性别角色差异性最大，其中女性角色责任增大高于男性，因此他们的角色差异增大，而他们的抑郁状况的差异也增大。可见相对于女性，男性更能从“家庭-工作”的双重角色中获益，从而具有较低的心理紧张。

男性比女性能够更多地受益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在于：一是大多数女性更多地被限制于家庭主妇的角色，而男性则可能从工作和家庭中找到满足感；二是女性的主要功能性行为--抚育子女和收拾屋子通常是充满艰难并与女性的教育程度无关，例如有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受益于工作，女性很少对于自己抚育子女的成效感觉满意[241]
 ；三是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往往缺乏社会交往；四是即使是工作中的女性，她们因为角色责任负荷大于男性，导致抑郁情况更严重，而那些照顾孩子压力消解或能得到丈夫帮助的女性，其抑郁程度则与男性无差别[242]
 。女性无论是否处于工作中，都会对家庭抱有更大的责任感，这种角色负荷过重的结果是女性抑郁程度较高[243]
 。

4．社会经济地位因素[244]
 。有研究表明夫妻间收入较少方经常经历更多的抑郁症状，而女性通常是收入较少一方[245]
 。同时，女性也往往在工作中自主性和复杂度较低，这不利于女性的工作满足感[246]
 。米罗斯基[247]
 的研究则认为之所以中年人比低龄人在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大，婚姻和雇佣规律的性别差异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unequal socioeconomic status）是其主要原因。在雇佣方面，就传统劳动力分工来看，年轻时男女有相似的全职或半职就业状况，但到中年时期，女性的非全职就业率远远高于男性；在婚姻方面，女性在经历婚姻周期的关键点的年龄都较男性小，无论是结婚高峰、离婚高峰女性平均年龄都小于男性，而女性却有更长的生命预期，因此寡居产生率更高，并且时间更长。

另外，有研究表明女性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是减少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其中女性中较高的主观支持水平是源于和网络成员更多的接触并且于拥有更多的亲密朋友、情感交流和同情心。然而，女性也有更多的与网络成员负面的互动，以及比男性对婚姻矛盾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深。而负面的互动和矛盾并不能说明男女在抑郁症方面的差异。对于女性，支持健康的帮助功能可能被有害的冲突性环境的影响中和[248]
 。

（三）教育

教育水平通常被视为社会经济地位（SES：social economic status）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是社会地位影响健康最为重要的方面。它形塑了人们的知识和行为，例如减少了危害健康的行为，决定了人们能够获得的工作类别，并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如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多地从事低收入有风险的工作，从而也更多地可能经历心理问题。教育和收入对健康的影响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社会支持的两个因素来解释。低教育水平与低收入相联系，而且低收入者在处理经济时也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缺乏技能、信息、控制生活的自信心，甚至教育水平高并有能力的朋友。低收入、贫困以及能够获得的支持较少，也增强了疾病对家庭以及家庭各成员的影响[249]
 。总体来看，所有研究均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疾病存在负相关，即地位低的人群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更高。两者的因果关系，存在两种解释模式：社会选择模式和社会成因模式（这与婚姻家庭状况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的解释模式一致）。前者认为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们在教育获得和工作地位实现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因此更易于进入社会经济地位的低层。而社会成因模式强调，不同社会阶级成员的经历或经验会影响他们是否会有精神疾病或精神压抑的可能性。这两种模式可能同时产生作用，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健康相互关系的分析也就较为复杂[250]
 。一项对中国北京和天津老年人口的研究表明，男性被试者受教育水平与抑郁情绪没有显著相关，而女性被试者受教育水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251]
 。

（四）婚姻状况

结婚的人有相对较低的精神健康问题，这是流行病学调查中最为一致的发现[252]
 。许多研究发现，相对于已婚者，非婚者有更高程度的抑郁症状、焦虑，以及其他心理疾病，而结婚人群呈现出更好的精神面貌[253]
 。鳏寡者也比配偶健在的人更多抑郁症以及更高的死亡率。尽管一些研究发现，那些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更不易保持婚姻生活，但婚姻对健康的保护性功能能够说明两者中更多的相关性。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性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婚姻能够提供所有形式的社会支持，特别是情感支持。结婚者更可能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获得支持和理解，他们能够找到信任的人去倾诉。二是结婚的人比非婚者有更高的家庭收入。有研究表明，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甚至无论处于何年龄段、种族、雇佣状态，以及教育，处于婚姻均体现出的经济上的益处，而良好的经济状态下，对健康以及精神健康均有巨大影响[254]
 。婚姻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婚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老人比其他人精神状态或生活幸福度更好[255]
 。一项对中国北京和天津老年人口的研究表明，婚姻满意感和健康状况通过影响生活满意感和社会支持感对抑郁情绪产生间接作用[256]
 。

因而，对于结婚者通常显现更好的精神健康这一研究共识，大致有三种理论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社会成因论，指已婚人群比其他人群更少地受到压力事件的侵害，而生活压力事件往往是增加精神健康问题的诱因。例如许多日常生活压力都需要一定的性别分工，夫妻双方各自承担自己分内的职责远远强于由一个人来承担。第二种解释是社会选择论，即精神上存在功能性问题的人更可能不结婚或离婚，例如精神病患者，是这一情况的极端。第三种解释是结婚的人对来自于生活压力的情感伤害有更强的弹性机制（emotional resilience），这种弹性机制的获得一方面得益于结婚的人们有较强的自我认同和受尊敬的感觉，以及较强对自我感觉的事务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得益于“亲密关系”，有调查对人们的亲密程度进行比较，发现结婚群体与配偶的亲密程度，高于未处于婚姻中的人们与其最亲密关系之间（如亲人或情人）的亲密程度，而亲密关系恰恰是人们获得情感弹性机制的主要社会原因，因为社会关系帮助人们强化自我的价值感和控制感[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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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构与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设计

本书的数据来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为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与北京社会网络与健康比较研究”调查项目中的一部分。李沛良教授为项目负责人，参与者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陈膺强教授、彭玉生博士、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赖蕴宽博士、阮丹青博士。北京的抽样调查和入户调查的工作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刘德寰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郝大海负责。

北京地区的抽样过程采用多段整群（cluster）抽样，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简称PPS）从北京市城区120个街道中抽取12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根据同样的PPS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4个居民委员会；再次，从被抽取的48个居委会中用简单随机抽样（不重复）方法获得1677个住宅地址；最后，从每个被选中的地址中按照随机抽取一个家庭户，并在选定被访户中，按照修订的基什网格（Kish Grid）法选择符合资格的被访者。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04人。除年龄之外，样本和城市居民总体的性别、教育等指标上的分布都接近总体的分布。样本代表性基本满足要求[1]
 。

本节将对项目中与本书研究主题相关的部分进行介绍，并且对主要概念和测量指标进行操作化界定。

一　研究设计

调查问卷由项目负责人和调查参与者共同设计。为了检验调查问卷的效度和可操作性，在北京城市地区实施正式调查之前，于香港地区进行了两次测试。该项目的两个原始目标是：（1）社会网络的结构和过程如何在影响心理健康方面发挥作用。（2）社会网络及其相关和心理健康后果如何受到微观社会经济因素（如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地位）和宏观社会与经济环境（如文化传统、工作组织及小区）的形塑和限制。

与本研究相关的调查问卷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被访者个人背景资料：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

2．亲属网络结构：包括近亲属网络--与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的居住关系、交往频率；扩展亲属网络--与其他扩展亲属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有联系，包括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叔伯姨姑舅、堂（表）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干爹（妈）、孙或外孙等。

3．亲属支持：包括被访者在六类情况下，预期谁将是支持者。六类情况下的支持可分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情感支持（expressive support）。

4．心理抑郁症状（depression symptom）：22项“流行病调查中心忧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简称CES-D）。

二　主要分析指标的操作性测量

本书中的“亲属”包括：近亲属--配偶、父亲、母亲、成年子女、兄弟姐妹，以及扩展亲属。在分析中，“近亲属”中的5类关系，有时根据研究需要合并为“近亲属”一项指标进入回归分析，有时则分开成为独立指针进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自变项：亲属网络结构

（1）人们是否拥有各类近亲属。

配偶：原始问卷分为未婚、已婚、分居／离婚和丧偶4个类别。在回归分析中，将最后两类合并，归为3个类别：从未结婚、正常婚姻状态、非正常婚姻状态。后将此三类分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项（是为1，否为0），最后以“从未结婚”作为参照变项，将“正常婚姻状态”、“非正常婚姻状态”两个类别进入回归分析。

父母：原始问卷包括“父亲是否健在”和“母亲是否健在”（健在为1，过世为0）两个问题。在回归分析中，将两个问题相加，得到新变项“父母是否健在”，0为“父母均过世”，1为“父母中有一方在世”，2为“父母都在世”；后将此三类分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项（是为1，否为0），最后以“父母均过世”作为参照变项，将“父母中有一方在世”、“父母都在世”两个类别进入回归分析。

兄弟姐妹：兄弟数量＋姐妹数量。

成年子女：儿子数量＋女儿数量。

（2）近亲属网络规模（size of family network）。由近亲属成员数目总和构成。“近亲属网规模”＝配偶（“正常婚姻状态”为1，其他为0）＋父亲（“健在”为1）＋母亲（“健在”为1）＋兄弟姐妹数目＋成年子女数目。

以下两项只针对最亲近的近亲属网络：本书只调查最亲密的家人与被访者之间的网络关系，而非所有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亲、母亲，接触最多的一位兄弟姐妹，接触最多的一位成年子女。

（3）居住关系。原始问卷涉及的亲属关系包括：父亲、母亲、最亲近之兄弟姐妹，最亲近之成年子女。每一类都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是否共同居住”，另一个是“如果不共同居住，居住距离是多远”。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本书采用了不同的赋值。

父母：

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原始问卷分为“父亲”与“母亲”两个问题，是为1，否为0。在回归分析中，将两个问题相加，得到新变项“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1为“与父母共同居住”，2为“与父母一方共同居住”，3为“与父母均不共同居住”。在进入回归方程前，将三个类别转变为二分变项，“与父母共同居住”一项将作为参照变项，其他两项进入回归分析。

不与父母同住的居民与父母的相距距离。原始问卷分为“与父亲的居住距离”，“与母亲的居住距离”。在分析中，仅将“与母亲的居住距离”代表“与父母共同的居住距离”作为分析变项（原因在后文中将阐述），变项赋值为：小于15分钟；①15至不到30分钟；②30分钟至不到1小时；③1至不到2小时；④2至不到3小时；⑤3至不到4小时；⑥4至不到5小时；⑦5小时及以上。此变项将直接进入回归方程。

兄弟姐妹：

与兄弟姐妹的居住情况。对兄弟姐妹的居住情况不作“共同居住”和“居住距离”分别分析，而是两个变项相加，从而得到，变项赋值为：①共同居住；②小于15分钟；③15至不到30分钟；④30分钟至不到1小时；⑤1小时至不到2小时；⑥2至不到3小时；⑦3至不到4小时；⑧4至不到5小时；⑨5小时及以上。此变项将直接进入回归方程。

成年子女：

选择儿子和选择女儿作为最亲近成年子女，两组人群抑郁得分是否存在差异。变项赋值：0选择女儿，1选择儿子。此变项将直接进入回归方程。

是否与最亲近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1为“是”，0为“否”。

不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36岁以上居民与最亲近成年子女的相距距离。变项赋值为：小于15分钟；①15至不到30分钟；②30分钟至不到1小时；③1至不到2小时；④2至不到3小时；⑤3至不到4小时；⑥4至不到5小时；⑦5小时及以上。此变项将直接进入回归方程。

（4）交往频率。本项中，配偶将不进入分析范围。因此，根据不同亲属，本项分为：与父母的交往频率（由“与母亲的交往频率”作为分析变项，原因后文中阐述）、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交往频率选项赋值均为：②每天，②每周几次，③每周一次，④每月一两次，⑤每年几次，⑥每年一两次或更少。

（5）与扩展亲属的交往。与扩展亲属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有联系，1为“有”，0为“没有”。扩展亲属包括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叔伯姨姑舅、堂（表）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干爹（妈）、孙或外孙等。对于“与祖辈是否有交往”，本书只分析50岁以下的居民情况，对于“与孙辈是否有交往”，本书只分析50岁及以上居民的情况。

2．自变项：亲属支持

调查中，被访者被询问在6种生活潜在压力情况下，所预期的支持来源，选项为多类角色关系类别（role relation categories）。所涉及的6种情况产生6个问题，分别询问被访居民如果有下列各项需要或问题时，会首先找谁来帮忙或谈谈：①家中有工作自己办不来，②生病卧床，需要他人帮忙，③需要借一笔钱，④心情沮丧，需要倾诉，⑤面临重要抉择，想与别人商量，⑥外出购物或消遣，想找人陪伴。六项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前三项测量工具性支持（家务、生病照顾、借钱），后三项代表情感性支持（情感帮助、意见征求、外出陪伴）。

6个问题的选项均包括27类关系，经重新归类后分：①“配偶或同居伙伴”、②“父母”、③“儿女”、④“兄弟姐妹”、⑤“扩展亲属”（原有6项合并组成，包括：孙儿／女，配偶之父母，女婿，媳妇，自己的其他亲戚，配偶的其他亲戚）⑥“好友／邻居”、⑦其他（包括普通朋友、单位、同学、同事、种类组织、付钱请人等）。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亲属支持，因此作为预期支持者，前五类关系将是主要的研究内容。

（1）预期支持来源对抑郁得分影响之比较

此研究主要是比较至亲四类关系：配偶、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这四项预期支持源对人们抑郁得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操作过程是将6个问题中，选项的7个关系合并为5个：“配偶或同居伙伴”、“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近亲属以外的支持源”。此定类变项可转为二分变项，例如，选择“父母”的赋值为“1”，其他选择则赋值“0”，其他类推，共产生4个二分变项，“近亲属以外的支持源”作为参照变项，不进入回归模型，然后将“是否选择父母作为支持来源”等4个二分变项进入回归分析，从而可以分析在6种生活压力的每一种情况下，不同的预期支持源对居民的抑郁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可根据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和排序。

（2）支持类别

工具性支持。指标由前三个问题（家务、生病照顾、借钱）中各类关系被视为支持来源的总次数构成。操作化过程为：将前三个问题中各个关系类别是否被选择的二分赋值相加（这在预期支持来源的分析中已转换为二分变项），例如，前三个问题中，选择“父母”的赋值为“1”，其他选择则赋值为“0”，再将前三个问题的结果相加得出的总和则为“预期父母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的总数”。其他关系类别的赋值依此类推。由此可以得到的4个指标代表人们预期4种关系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总数：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本文将首先考察这4个变项与社会人口变项的相关性。而后将这4个指标分别转换为二分变项，支持总数等于“0”的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其产生的四个新变项代表的含义分别是“预期配偶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预期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预期兄弟姐妹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预期子女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此四个变项分别进入回归模型，以考察各个关系类别是否作为预期的工具性支持来源，与人们的抑郁得分的相关性。

情感性支持。指标由后三个问题（情感帮助、意见征求、外出陪伴）中不同支持者的支持总数构成。操作过程除将相加问题改为后三项外，其他一致。由此可以得到的4个指标代表人们预期4种关系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总数：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本书也将首先考察这4个变项与社会人口变项的相关性。而后将这4个指标分别转换为二分变项，最后同样得到“预期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是否提供情感性支持”共4个变项，此4个变项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以考察各个关系类别是否作为预期的情感性支持来源，与人们的抑郁得分的相关性。

（3）近亲属与扩展亲属。将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的总数相加，得到变项：“近亲属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的总次数”；将他们提供的情感性支持的总数相加，得到变项“近亲属提供的情感性支持的总次数”。扩展亲属是初始选项的单独类别，因此可将前三个问题中，扩展亲属提供的支持总数相加得到变项“扩展亲属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后三个问题中，扩展亲属提供的支持总数相加得到变项“扩展亲属提供的情感性支持”。

3．控制变项：社会人口指标

（1）年龄：为被访者在调查进行时的实际年龄。年龄大多分为两类进入回归分析：0为小于50岁年龄组，1为50及以上年龄组（具体的分类原因将在后文中阐述）。

（2）性别：在回归分析中编码为虚拟变项，男性为1，女性为0。

（3）教育水平：原始分类为--未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共9个类别。在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一般将其中三个类别合并，采用七个类别教育水平：①未受过正式教育、②小学、③初中、④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⑤大专、⑥大学本科、⑦研究生及以上。

4．依变项：心理抑郁症状

正如前文介绍，本书将采用的是经由林南进行了本土化检验、评估抑郁症状的量表，即中国版CES-D（22项）。这一量表分别测量小区人口中流行的忧郁症状，例如觉得心烦、胃口不佳、精神不集中、心情沮丧、感到害怕、自觉失败、睡得不好、感到孤独、觉得苦闷、做事不起劲、感到悲伤、觉得别人不喜欢自己、觉得别人不信任自己、和自觉对别人起疑心等。量表中每个P有4个可能答案，评分是3＝经常，2＝有时，1＝很少，0＝从不，所以总分是由0分至66分，分数愈高表示情绪困扰愈严重。此量表显示了高信度（reliability），alpha系数为0．89。将其数据与“生活满意程度”和“自我效能评估”两个变项的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相关系数值分别是-0．46或-0．35，都是负向相关，且统计显著度都小于0．001，体现了较强的效度（validity）。

5．分组变项

（1）社会人口变项

年龄。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其亲属网络、亲属支持以及抑郁症状均可能有所区别，相关程度和相互影响也均可能有所不同。在中国，最低退休年龄划定在50岁，因而本书在50岁以上的人群和不满50岁的人群间，在抑郁心理上应该存在一定差异。本书拟分为两个年龄组别进行讨论：“18-49岁年龄组”和“50岁及以上”。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年轻人和中年人之间的差异，本书在一些分析中还采用了三个年龄组的分组法：“18-34岁”为1，“35-49岁”为2，“50岁及以上”为3。

性别。亲属支持、亲属网络和抑郁症状在性别中有差异，已经有许多研究关注和证明。因此，本书也将区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进行分组讨论。

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原始分类包括9个类别，在分组分析时，将合并为高、低教育水平两个类别。“低教育水平组”包括：未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高教育水平组”包括：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对教育水平与社会网络结构的条件关系进行分析时，也是采用这两个级别的分析。

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在对“配偶”的分析中分为三个类别：从未结婚、正常婚姻状态、非正常婚姻状态。由于对于老年人而言，是否有老伴相伴，会影响成年子女对其的重要性，没有老伴的老年人，成年子女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因此本书对婚姻状况进行分组讨论主要是比较，拥有配偶的老年人较之其他老年人，成年子女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婚姻状况的分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正常婚姻状态、其他（合并从未结婚和非正常婚姻状态），从而分析分别处于这两类婚姻状态下的老年人，成年子女与其的居住状况、交往频率、是否提供种类支持与其抑郁得分的相关性。

本书所涉及的变项如表3-1所示。


表3-1　本书所涉及的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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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框架及研究模型

一　研究框架

本书基本的研究主题是，探讨亲属网络结构与亲属支持对人们的抑郁得分的影响。笔者认为，亲属网络的结构性因素应该对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但同时，亲属网络的影响，有一部分应是通过亲属所提供的功能性支持的作用，从而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与此同时，区分不同的支持者资源，如父亲、母亲、配偶等，亲属网络和亲属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会有所区别，即某些亲属关系会比其他类别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基本的研究框架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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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本书的研究架构图



二　研究问题及关注

本书基本的研究假设已经在第一章中提及，根据这些假设，本书具体研究的问题及关注点有以下一些方面：

1．社会人口变项与抑郁得分的研究关注

根据以往我国对年龄与抑郁情感的研究结果，无助与无望感、抑郁情感和CES-D总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2]
 ；许多研究结果均表明，在抑郁症状的平均水平上，女性高于男性[3]
 ；教育是社会地位影响健康最为重要的方面，低教育水平与低收入相联系，因此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更高[4]
 。根据以上关于社会人口特征与精神健康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将研究分析不同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的群体，他们的抑郁得分是否有所差异。

2．关于亲属网络结构的研究关注

配偶关系。结婚的人有相对较好的精神健康，这是流行病学调查中最为一致的发现[5]
 。另外在不同的社会人口条件下，人们的婚姻状况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可能会有所差别。相对于年龄较低的人群，老年人群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因此正常婚姻可能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更为重要。女性人群除了是弱势群体外，她们在感情上更脆弱、更敏感，同时也更可能在压力面前易受侵害，因此，婚姻对她们可能也更加重要。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可能更保守、更遵守传统，并且也可能经济状况更差，因此他们也可能对婚姻的依靠更强。因此，关于配偶关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本书将分析是否处于正常婚姻下（即有配偶）的人们，抑郁得分低于从未结婚的人们和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不同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不同婚姻状况的人们，抑郁得分是否存在差异。

父母关系。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刚刚步入社会，在经济、生活和工作上都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尚未成家立业，他们与父母共同居住、或居住较近、交往较多，均可以减少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压力，这同样也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对于中年人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工作生活压力较大，特别在养育第三代的压力上，因此与父母同住、或与父母居住较近、交往较多，均可以获得有利的家务帮助者，从而有利于精神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如果需要和父母同住，必需承担起照顾高龄父母的全部责任，过大的压力可能不利于他们的精神健康。本书希望研究不同年龄群体下，他们与父母的居住、交往情况对抑郁得分是否有所影响。

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往往被视为相似于朋友一样的关系，而又加之有亲情的因素，因此兄弟姐妹多的居民，或者与兄弟姐妹居住较近、或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比较高的居民，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有利于心理健康。在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中，年龄越低的人，可能因为社会资源比较少，因而可能更重视兄弟姐妹的支持；同样，女性因为在情感上和日常生活上也可能比男性更多地希望得到兄弟姐妹的帮助；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水平低的人，可利用的资源可能更有限，并且更重视家族成员的互助，因此比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多地受兄弟姐妹关系的影响，包括居住距离和交往频率。因此，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情况对抑郁得分的影响也将成为本书的关注之一。

成年子女。“孝”文化一直是中国代际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正因如此，成年子女是中国老年父母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老年父母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精神健康。另外，由于儿子和女儿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一直存在差异，他们对家庭的作用也一直有所不同。在中国传统中，儿子比女儿更为重要，他们在家族延续上传宗接代，在对父母的赡养上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子孙满堂”、“多子多福”，也通常更多地指男性子孙；而女儿则通常被认为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她们通常在父母家中承担较少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对于年龄低于50岁的人，本身还不需要成年子女太多的照顾，而高于50岁的人，则随着年龄增长更需要成年子女的支持和帮助。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已经从工作中退休，在一定程度上从以往的复杂人际网络中淡出，配偶和子女成为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交往对象，在不同的婚姻状态下，他们与成年子女的交往可能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会有所差异。因此本书希望了解子女的数目、居住关系与交往情况对人们的抑郁得分是否有所影响，另外，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下，人们与子女的关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将给予关注。

3．关于亲属支持的研究关注

有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状有直接影响，即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抑郁情况则越少[6]
 。范·德·普尔[7]
 研究发现，人们的网络成员中超过一半是亲属（53％），主要是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等近亲属，远亲较少被提及。德雷斯勒[8]
 的研究发现，来自亲属的主观支持和抑郁症状呈现负相关。至亲是人们支持网最重要的部分，提供了大部分的支持，并且也是可以给人以“结合感”的亲密关系[9]
 ，因此来自于至亲的支持应该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10]
 。在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家庭的重要地位，来自至亲的支持将更有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本书研究的是人们对日常压力下的预期支持，因此是主观支持；预期支持源的研究主要限定于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四类近亲属，他们属于人们最为亲近的亲人，另外对扩展亲属也有所涉及。具体的研究关注包括：

区分6种压力情况下（家务帮助、生病照顾、经济援助、情感倾诉、意见帮助、外出陪伴），近亲属的支持情况与抑郁得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来自不同亲属的支持，可能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影响不同，抑郁得分有所差异。由于配偶是最亲密的伴侣，人们最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本书希望以配偶支持作为参照，比较不同预期支持源下，人们的抑郁得分如何排序。

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与抑郁得分。工具性支持包括经济帮助、家务帮助、生病照顾；情感性支持包括情感倾诉、意见征求、外出陪伴。本书希望研究哪类亲属关系对人们的哪种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更加有益。并且本书还将特别关注在对于较高年龄组人群，以及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群，子女的支持是否显著有益于他们的精神健康。

4．关于亲属网络、亲属支持对精神健康影响途径的研究关注

（1）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

许多研究表明，网络规模与人们的主观和客观支持水平均呈现正相关关系[11]
 ，由此可见，社会网络特征与社会支持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交往情况可能也与能够获得的支持情况相关，例如林南[12]
 的研究表明，人们每周交往的人数与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情况均为正相关。而亲属是人际关系中最为亲密的群体，因此亲属网络与亲属支持情况可能存在相关性。本书将研究分析人们与亲属的网络关系是否与亲属所提供的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2）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理论解释之一就是“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即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些支持能够有益于精神健康[13]
 。而一些研究也证明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因素而产生[14]
 。这一研究首先要求人们的亲属网络与其抑郁得分有显著相关，再考察社会支持是否是这两者相关的中介因素，由此本节的研究人群将集中于第五章中研究证明两者显著相关的人群。本书将研究分析，与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成年子女）的居住距离以及交往频率对人们抑郁得分的影响过程中，亲属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是否作为其影响过程的中介因素，例如，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或交往越多的人们，抑郁得分越低，这一影响是否有一部分是由于父母能够提供支持而产生的。

三　分析方法与统计模型

1．基本分析方法

大多数对于社会网络或支持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研究，即自变项（社会网络或支持）是在调查中而非实验中所测量。因此，不同的研究设计不同的数量控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两个变项之间的互相联系，如果由第三个变项所引起时，那么它就是虚假关系（spurious），例如社会支持的减少和健康问题的增多，可能都是由于年龄或贫穷导致的。一个避免虚假关系的方法就是进行控制性实验。但实验在对社会支持的研究领域中不多，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人为制造的“支持”被认为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制造“支持”本身也是很困难的[15]
 。

通常研究的标准过程，都是在相关性分析中，对一系列可能的混淆变项（confounding variable）进行控制后，再分析网络或支持与健康的关系。即在回归进入分析中，控制变项先进入方程，而后再进入的是社会支持或网络的测量变项[16]
 。在这一类研究中，社会地位等控制变项也被认为与社会支持变项可能产生互动效果，因此还需要对一些控制变项进行分层后，再对社会网络或支持进行分析[17]
 。

本章主要以变项为心理抑郁症状得分（CES-D），为定距变项（interval variable），因此本书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统计模型如下：

y＝β0
 ＋β1
 x1
 ＋β2
 x2
 ＋β3
 x3
 ＋…＋βk
 x k


在具体分析中，一般将自变项分为几组（block），而后采用全部进入（enter）的方式将所有变项引入回归分析。通常第一步先引入控制变项，第二步引入正在分析的自变项。由于本书重点考察的是，在控制社会人口变项后，代表网络结构和支持的各个自变项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度，而非检测整个模型。因此，在第二步回归之后，得到的各个自变项的T值及显著度是本书报告的主要部分。而对于评测整个模型的R2
 ，通常在比较两个模型的解释力差异时会有所介绍。

2．分组分析

社会人口因素。根据以往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对抑郁症状有较强影响。因此，本书还对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并根据原假设需要进一步进行条件分析（conditional analysis）。

婚姻状况。由于婚姻状态的不同，使人们对社会网络的依赖会有所差异，例如老年人，如果没有配偶相伴，则可能比那些有配偶的人，更加依赖人际网络，例如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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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京成年居民精神健康状况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北京成年居民社会人口特征与精神健康概况

一　北京成年居民抑郁症状测量概况

对于北京市人口精神健康状况的测量，本书以“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为指标，所采用的是中国版本CES-D（22项）量表。这一量表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测量学分析后（包括效度和信度），被认为是适用于中国人口的调查研究[1]
 。本研究的资料也表明，这一量表具有较强的信度（Alpha＝0．89），如表4-1所示。在CES-D量表中，共包括22项问题，每项有4个答案，采用0-3四级记分，对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抑郁感受的频度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


表4-1　中国版本22项CES-D量表的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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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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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见表4-2），在总体1004个样本中，抑郁心理状况的有效样本数为948，数据分析显示，北京市人口的抑郁症状得分最低为0，最高为56，均值为15．10，标准偏差为10．66。其中54．9％的居民抑郁得分低于或等于均值15．1，而有45％的居民抑郁得分高于均值水平。


表4-2　北京市人口的抑郁症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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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良和赖蕴宽曾对这一资料与1991年一项北京地区的调查[2]
 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在1991年样本中，CES-D量表的均值是8．56，标准偏差是10．10。至于2000年样本，正如上文数据结果所示，均值是15．10，标准偏差是10．66。可以看出，“两个样本的标准偏差（即内部差异）情况近似，但2000年样本均值是1991年样本均值的1．8倍，相差的统计显著度小于0．001。也就是说，在这十年间北京居民的心理卫生显著下滑”[3]
 。

另外，本研究所基于的2000年北京居民抑郁症状的调查资料，将其与香港地区居民抑郁症状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北京市居民抑郁得分均值低于香港居民（均值为18．13）[4]
 。对于老年群体，陈膺强和李沛良[5]
 发现香港老年人相对北京老年群体呈现更多的抑郁症状。

二　调查显示的北京成年居民社会人口特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4-3），北京市18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8岁。若以两个年龄组分类，则分别为：50岁以下人口占57．7％，5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率为42．3％。性别分布为46．5％为男性，女性占53．5％；“教育”在从“未受过正式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的7个类别中，北京市居民的教育水平位于“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层的人口较其他类别多，并且居民中超过70％的人处于这一教育水平或更低的程度。对于婚姻状况的统计显示，北京市居民中有9．8％的市民从未结婚，有83．4％的人口目前有配偶，离婚或分居人口占1．5％，分居离婚或丧偶者比率为5．4％。可以看出，有正常婚姻并与配偶同住的人口是北京市居民的主要婚姻特征。


表4-3　本次调查所显示的北京市居民社会人口特征（N＝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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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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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神健康状况与社会人口特征的相关分析

1．整体情况

资料分析表明（见表4-4），年龄与市民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相关性（λ＝0．077，Pearsonχ2
 ＝148．741，p＜0．001，两端检验），其中18-34岁以及35-49岁的两个年龄组的抑郁得分均值都略高于17分，而50岁及以上年龄群居民的抑郁得分则仅为12．3分，明显较低，可见，老龄群体抑郁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年龄群体。性别因素与北京市居民的抑郁得分显示无显著相关性（λ＝0．034，Pearsonχ2
 ＝44．594，p＞0．05，两端检验），但其中女性和男性抑郁得分的均值分别为16．1和14．9，可以看出，女性抑郁水平略高于男性。婚姻状况与抑郁得分之间无显著相关性（λ＝0．004，Pearsonχ2
 ＝143．993，p＞0．05，两端检验），但从均值来看，从未结婚的居民显示了更高的抑郁水平；教育程度与抑郁水平间亦无显著相关（λ＝0．038，Pearsonχ2
 ＝336．164，p＞0．05，两端检验）。


表4-4　抑郁得分的社会人口特征及两者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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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抑郁得分的年龄差异

从上文可以看出，整体上北京市居民抑郁得分与年龄呈现反比的趋势，但是否还存在其他特征，本研究又做了进一步的分组研究。首先将样本按年龄分为6组，分别是，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其各年龄组比率如表4-5所示。


表4-5　6个年龄组各组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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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化为二分变项后进入回归模型，分析各组的抑郁得分是否存在

差异。结果表明（见表4-6），若以18-29岁年龄组为参照组时，第二组、第三组与其没有显著差异，而50岁（p＜0．005）、60岁（p＜0．000）以及70岁（p＜0．000）及以上年龄组与其均有显著差异（回归系数分别是：B＝-3．605，B＝-4．656，B＝-5．558），可见，从50岁开始，人们的抑郁得分相比18-29岁群体有显著下降。


表4-6　比较6个年龄组下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a：参照组为18-29岁人群。



由于前三组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将三组合并后，再形成4个年龄组：18-49岁，50-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在转化为二分变项后再次进入回归模型，探索各组对抑郁得分的差异性，此时将70岁及以上作为参照组时，由表4-7可以发现，第1组与参照组有明显差异（第1组p＜0．001），但第2、3组没有明显差异（p＞0．5），由此，可将第2、3、4组合并，最终形成2个年龄组：18-49岁，50岁及以上。由此验证了本文根据中国城市退休年龄而做的年龄与精神状况关系的假设，即50岁将成为人们精神状况发生变化的一个界线。


表4-7　比较4个年龄组下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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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参照组为年龄在70岁及以上的人群。



由这一分组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在后面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项进行的分析中，“年龄”将作为二分变项（0＝低于50岁人口组，1＝年龄在50岁及以上人口组）的形式进入分析模型，分组完成后，由表4-8可见，各年龄组的人数比率分别为：18-49岁人口为57．7％，5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为42．3％。


表4-8　比较2个年龄组的人数百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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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龄分组下抑郁水平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经过年龄分组后发现，抑郁得分的性别差异性在18-34岁年龄组居民中最为显著（Eta＝0．19，F＝6．327，P＜0．05）（见表4-9），其中女性抑郁得分均值为18．8，明显高于男性（均值为15分）。另外两年龄组抑郁得分的性别差异不明显，但数据表明，35-49岁年龄组的男性抑郁得分略高于女性，而50岁及以上年龄组居民中，男性抑郁得分均值显示略低于女性。


表4-9　不同年龄组下，抑郁水平的性别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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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性别间抑郁水平差异随年龄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在此将年龄细分为六个组（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探索各个男女抑郁得分随年龄变化的特征。

资料结果表明（见表4-10及图4-1），北京市居民精神健康伴随年龄的性别差异状况，可概括如下：

[image: img]
图4-1　不同年龄组下，北京居民抑郁得分均值的性别差异



对于女性居民：低于50岁的人群，抑郁得分均值随着年龄上升而降低，高于50岁的女性则呈现随年龄增长而抑郁得分微弱反弹趋势；抑郁得分均值的最低值为12．7，处于50-59岁之间，最高值为18．75，处于18-29岁年轻期间。对于男性居民：30-49岁时期的抑郁水平高于最年轻时期（18-29岁），从40岁开始男性的抑郁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快速降低趋势；抑郁得分均值最低值为9．4，处于70岁以上时期，最高值为17．2，处于30-39岁之间。

比较男女之间的抑郁水平，女性的抑郁水平最高点高于男性，最低点同样高于男性，但在40-59岁之间，女性的抑郁水平低于男性；女性在18-29岁达到抑郁水平最高点，男性则晚于女性，在30-39岁达到最大；女性在50-59岁达到抑郁水平最低，而男性则在高龄时期70岁以上达到最低；女性在50岁退休年龄开始时，抑郁症状有所上升，而此时男性保持下降趋势；30-59岁之间的男女抑郁得分均值差都没有超过1分，而19-29岁以及60岁以后的均值差则都超过了2分，特别是18-29岁和70岁以上两个时期均值差超过了4分，可见年轻时期和老龄时期的性别抑郁水平差距大于中年时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随年龄呈现的性别差异有以下几个特征：

女性抑郁得分整体均值高于男性，但在中年跨向老年的过渡时期（40-59岁），女性抑郁得分均值低于男性；

抑郁得分的性别落差在最为年轻（30岁以前）和较老时期（60岁以后）较大，且女性抑郁水平高于男性；在中年时期（30-60岁）落差较小，且抑郁水平女性低于男性；

无论男女，精神健康水平最好的时期均为老年时期；精神健康水平最差的时期女性为年轻时期，男性则为中年时期。

这一结果与米罗斯基[6]
 对美国居民的研究发现存在差异，此研究发现女性抑郁得分的最低值高于男性的抑郁得分最低值，也即从最差的精神健康状态下，男性的抑郁得分依然低于女性；最低的抑郁得分均值的年龄，女性比男性更为年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比女性抑郁得分均值下降得更快，直至抑郁得分再次上升；性别的抑郁得分均值落差在50-69岁时最大；而在70-79岁时差距有所减小。


表4-10　不同性别下，各年龄组人群的抑郁得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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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龄、性别分组下抑郁水平的教育程度差异

年龄分组（见表4-11）。各年龄组下，教育程度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差异性也不明显。仅从比较均值来看，18-34岁年龄组居民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群体来说，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大，较低和较高教育水平组抑郁得分均值分别为20．5和16．49，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抑郁得分均值低4分，显示了较低抑郁水平。35岁以上的居民教育程度对精神健康水平的影响不大，中年及老年两个年龄段中高低教育群体的抑郁得分差均不高于1分。由此可见，教育程度对年轻人精神健康影响相对更大。


表4-11　不同年龄组下，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抑郁水平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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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组。从资料来看（见表4-12），女性的抑郁状况受教育程度影响更为显著（λ＝0．070，Pearsonχ2
 ＝64．813，p＜0．05（两端检验）），可见，教育水平高的女性显示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水平相对较低的女性。而男性的抑郁得分受教育程度影响并不明显。


表4-12　性别分组后，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抑郁水平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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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释与讨论

本书数据表明，北京市人口中，女性抑郁程度略高于男性，这与国外研究的普遍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整体上，女性在精神健康方面略差于男性。但在年龄分组后，发现：一是男女抑郁得分均值差异在最为年轻（30岁以前）和较老时期（60岁以后）较大，而中间年龄段较小；二是35-60岁男性的抑郁得分均值略高于女性，这一年龄群女性精神健康状况显示略好于男性。这两点发现与西方研究发现有所不同，西方许多研究表明，性别抑郁得分的差异最大时期是在结婚后，特别是在有幼年子女阶段，并且女性无论在任何年龄段抑郁程度都高于男性[7]
 。

本研究与国外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

（1）中西方家庭女性角色地位的差异。西方研究多认为女性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是家庭角色，并且将家庭责任，包括打理家庭事务和抚养子女作为最重要的角色内容，因此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可能由于角色定位狭窄、并且缺乏社会融入性而使她们抑郁程度较高；而对于那些工作中的女性又因为角色负荷过重，以及在工作中女性地位相对较差而导致较多抑郁症状[8]
 。西方研究多表明，女性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家庭中，都会以男性作为主要的依赖者，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控制生活的满意程度，从而导致精神健康状况相对较差[9]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与西方有所差异。许多研究都表明，女性无论在家庭地位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女性特别是城市女性在法律保障下普遍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使她们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了各类社会权利，社会地位普遍提高。一项对1991年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城市女性收入是丈夫收入的80％；在城市家庭收入的管理上、支配权上、消费权，均以夫妻共同权力决定为主，这表明家庭收入管理方式趋向民主化，夫妻管理权日趋平等，两性间不平等缩小，女性首先实现了经济独立、而后保障了自身在家庭中的各项权力，在家庭中地位较高[10]
 。另有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认为女性地位优越感略高于认为男性地位的比例，同时有57．8％的城镇女性认为自己在家庭中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地位。一项对北京城市女性地位的调查表明，妻子收入是丈夫收入的87％。教育程度上，40岁以前的中青年夫妻间综合值最接近，40-50岁夫妻间比值下降8个百分点，而50岁及以上的比值继续下降11．6个百分点，说明出生年代越早的女性，与丈夫教育程度的差距越大。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承担较多，但在家庭决策、性别影响力方面，女性所处的地位均超过了男性[11]
 。一项对3000多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调查显示，民主平等是中国夫妻互动的主要模式，婚姻当事人对夫妻平等的满意度最高；从夫妻的权力地位看，双方平权的比例最高达53％。尽管家务劳动仍由妻子承担较多，但82％的被访女性首肯家务分工很公平和较公平，抱怨很不公平的不到3％。另外，1998年城市妻子的年收入是丈夫的75％-78％[12]
 。

以上各类研究说明了对于目前我国城市女性：①女性与丈夫的经济差距较小，经济独立性较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较低，这为女性获得地位和权力上的平等奠定了经济基础；②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女性与丈夫实现了平权和民主，在某些家庭或某些事务的决定权上女性地位还高于丈夫；③女性对于自己的家庭地位满意度较高。由此可见，女性无论在角色地位的实践中还是对于自身角色地位的主观满意度评价中，均显示了积极有益的趋势，这必然有利于女性的精神健康。

（2）进入中年后，北京市男性抑郁程度上升明显，而女性抑郁程度下降缓慢。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30岁以前男性抑郁得分均值为14．6，而30-39岁男性升至17．2，提高了近3分；而30岁以前女性抑郁得分为18．8，30-39岁女性为17．9，下降了不到1分。可见男性30岁以后在抑郁得分上升过高，也是女性抑郁状况略好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30岁以后男性抑郁程度上升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既可能来自工作压力，又可能源于家庭角色压力。女性在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相对而言，是男性家庭地位较传统有所下降所致，这种下降的趋势必然是建立在剥夺男性某些传统家庭权力基础上的。性别角色理论中的权力命题认为，在传统程度较低的家庭性别角色中，男性拥有的是相对较少的权力，表现为控制力的缺失、被敬重感下降，从而导致了无望感以及与抑郁相关的悲观情绪。低传统家庭意味着女性在权力上的相对获得，从而也获得了独立感、控制感和正面的自我尊严感[13]
 。而中国城市的家庭中女性就业率较高的情况更符合低传统型家庭的特征。

事实上，西方研究中也有相似的发现。一项研究根据已婚女性有无职业，比较其本人及其丈夫的抑郁程度，这里有职业的女性被视为低传统型女性，而无职业的女性被视为传统型女性。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低传统型家庭中，男性比女性的抑郁得分更高。这一结果验证了性别角色理论的权力命题，也与本书调查结果一致。另外，该研究还表明，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更多地归因于男性抑郁得分的变化强于女性，在职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的抑郁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传统家庭与低传统家庭中的男性之间，其抑郁得分差异显著。可见，性别角色更多地是以影响男性抑郁得分，从而影响抑郁状况的性别差异的[14]
 。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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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京居民的亲属网络及支持状况分析

第一节　北京成年居民亲属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　婚姻

1．北京居民的基本婚姻状况

本次研究中，婚姻状况分为三种情况：（1）未结婚；（2）目前处于婚姻状态中；（3）离异、分居或丧偶的非正常婚姻状态。在此次对北京市居民的抽样中，有效样本规模为1004人，从未结婚的人口占9．8％，为98人；处于正常婚姻中的人口占83．4％，共837人；而处于非正常婚姻中的人口为6．9％，仅有69人。可见，在北京市的城市总体人口中，绝大多数人口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而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居民比例较少。

2．婚姻状况与社会人口变项的相关分析

（1）性别。表5-1显示了性别与婚姻状况的条件关系，女性中从未结婚的人不到10％，正常婚姻状况的居民为81．2％，而非正常婚姻状态的比例为10％，男性居民三种婚姻状态的比例依次为：10．9％，85．9％，3．2％，除了非正常婚姻状态明显低于女性，其他两种比例显示略高。


表5-1　北京市居民婚姻状况与性别概况（N＝1004）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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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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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假设，本研究对5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组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表5-2），性别与婚姻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正值（Pearsonχ2
 ＝18．161，p＜0．001），男性处于非正常婚姻状况中的比例为5．4％，而女性比例为19．1％。可见，在老年人口中，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可能处于离婚、分居、丧偶的非正常婚姻中，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丧偶这一状况应占据了大部分比例。


表5-2　5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组中，性别与婚姻之间的相关分析（N＝424）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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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水平。表5-3显示，较高教育水平的居民中有15．2％为从未结婚人群，而教育水平低的人群中只有2％从未结婚，正常婚姻或非正常婚姻人口比例，均在低教育水平人群较高。数据表明，任何年龄组、无论男女，不管任何教育水平，三种婚姻状态中，均以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居民最高，达到80％以上。


表5-3　教育水平与婚姻状况的条件关系表（N＝1003）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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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两个层次，与是否处于正常婚姻状态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5-4），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可能性更大（Eta＝0．094，Pearsonχ2
 ＝8．861，p＜0．05），而教育程度高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可能从未结婚（Eta＝0．219，Pearsonχ2
 ＝48．096，p＜0．001）。


表5-4　教育程度与是否正常婚姻状态的相关分析（N＝1003）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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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母

1．父母在世情况

样本数据表明，在北京市人口中，父母双亡比例为40．7％，父母都在世比例为34．3％，而父母中只有一方在世比例则为25％。从父母在世情况与年龄的条件关系表（见表5-5）可以看出，父母都在世的居民比例，在18-34岁年龄组中最高，为82．1％，而年龄更大的另外两个年龄组分别为44．4％和4．2％。父母都过世的居民在50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最多，达到78．8％，而另外两个年龄稍低的组别中，比例分别为：1．1％和18．3％。资料结果表明，父母在世情况与年龄具有相关性（λ＝0．414，Pearsonχ2
 ＝552．326，p＜0．001），因此，低年龄组的居民，父母都在世的比例要高于高年龄组的居民；而年龄越大的居民，父母过世的可能性越大。


表5-5　父母在世情况与年龄的条件关系表（N＝1002）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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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父母的居住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在本次调查中，排除父母均过世及拒绝回答的情况，总共有593个样本进入数据分析过程。与父母都共同居住的比例大约16．4％，与父母均不共同居住的比例为72．5％。

那些没有共同居住的北京市居民，他们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在15分钟之内的人口居多，比例分别为88％和74％，同时与父母居住距离的众数也都为0。但整体的平均居住距离在0．5-1小时之间（与母亲与父亲居住距离的均值分别为2．34和2．28），并且更为临近30分钟。

表5-6显示，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情况与年龄因素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λ＝0．147，Pearsonχ2
 ＝154．49，p＜0．001两端检验），青年人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占44．9％，而中年人与老年人中分别只有4．9％和1．1％。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年龄在35岁以上的人群，都已结婚并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因此与原来的血缘家庭分离。另外，性别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可以看出，女性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较男性低，而女性居民与父母不共同居住的比例为77．3％，比男性高近10％，可见男性与父母居住更多，这一点延续了中国的传统。


表5-6　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情况与年龄、性别的条件关系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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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父母的交往频率

北京市居民在与父母亲的交往中，交往频率都是以“每周几次”最多（众数都为2），并且每周都与父母有交往的占有效样本的74．8％（母亲）和76．3％（父亲）。

资料分析表明（见表5-7），父亲与母亲的交往频率高度相关（λ＝0．957，Pearsonχ2
 ＝1041．570，p＜0．001，两端检验），与母亲每天都有交往的居民，通常与父亲每天都有交往，而与母亲的交往情况和与父亲的交往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本书只用“与母亲交往频率”作为“与父母交往频率”的分析变项。


表5-7　与父亲和母亲交往频率的条件关系表（N＝234）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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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兄弟姐妹

1．概况

样本显示，北京市人均拥有2-3个兄弟姐妹，最多达12个。

表5-8显示了数据分析结果，兄弟姐妹数量和年龄增长呈现正相关（Eta＝0．338，Pearsonχ2
 ＝180．369，p＜0．001）。年龄较大的居民，比年龄较小的居民拥有更多的兄弟姐妹。青年人中，有35．8％人没有兄弟姐妹，这一比例均高于中年人群组与老年人群组的情况。青年人群组中最多拥有6个兄弟姐妹，中年人群组最多拥有的兄弟姐妹数为8个，而老年组中最多达到了12个。年龄越大的北京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兄弟姐妹，一方面在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对较晚出生的人群影响较大，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只有一个孩子或较少数量的孩子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普遍现象，这造成了青年人兄弟姐妹数量的下降，而较老人群没有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素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子孙满堂代表了家族的兴旺，因此，老年居民中更可能拥有较多的兄弟姐妹。


表5-8　兄弟姐妹数量与年龄的条件关系表（N＝1002）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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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最亲近兄弟姐妹的居住关系与交往频率

对于最亲近的兄弟姐妹，选择姐妹的（52．8％）比选择兄弟的（47．2％）居民略高，与最亲近的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比例为5．4％。表5-9显示，居民与最亲近之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在1-2小时之内的较多（众数为3），而平均居住距离更临近1小时路程（均值为2．84）。


表5-9　与最亲近兄弟姐妹居住距离的概况

[image: img]
注：＊表示这里对距离测量的赋值为：（0）小于15分钟；（1）15至不到30分钟；（2）30分钟至不到1小时；（3）1至不到2小时；（4）2至不到3小时；（5）3至不到4小时；（6）4至不到5小时；（7）5小时及以上。



数据表明（见表5-10），兄弟姐妹居住情况与人们的年龄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λ＝0．146，Pearsonχ2
 ＝214．289，p＜0．001，两端检验），年轻人中，与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比例最高，为25．5％，而老年人，共同居住的比例最低，仅为0．9％，老年人中与兄弟姐妹相距5个小时以上路程的比例最高，达到30％。


表5-10　与兄弟姐妹居住情况与年龄的条件关系表（N＝820）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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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触最多的一位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以“每月一两次”居多（众数为4）。

四　成年子女

1．概况

样本显示，北京市民子女数量平均为1个，最多为7个。

表5-11显示，在对年龄分组后，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与成年子女数量均显著相关（Eta＝0．742，Pearsonχ2
 ＝723．779，p＜0．001，两端检验），成年子女数为0的可能，随年龄增大而减小；年龄大的居民更可能拥有更多的子女，而年龄较低的居民，可能拥有较少的成年子女数量。例如，青年人中几乎都没有成年子女，比例达到98．3％；而5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只有3．5％的人没有成年子女，其他老人则拥有1-7个成年子女；中年人群体中，即使有成年子女，也大多只有一个。这些现象的发生，其中原因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年轻人可能还未结婚或孩子尚未成年；中年人依然拥有较少的成年子女，则是因为，在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居民中，选择不要孩子或较晚生孩子的居民比例有所上升，这使得中年群体拥有成年子女的可能明显下降，他们中一些人的孩子还未成年；对于老一代中国人而言，多子多福是传统观念，所以他们更可能养育更多的孩子。


表5-11　年龄、教育水平与成年子女数量的条件关系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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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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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与成年子女数量同样显示一定的相关性（Eta＝0．398，Pearsonχ2
 ＝175．725 p＜0．001，两端检验）。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拥有更多的孩子，而教育水平高的则相反。受教育水平低的居民中，没有成年子女的比例为24．6％，拥有1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则为75．4％，而教育水平高的居民中，没有成年子女的比例高达61．5％。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高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较晚结婚，这一方面源于他们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更加独立和追求自由，因此他们生育子女的时间也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晚，所以他们更可能拥有的是尚未成年的孩子；另一个原因在于，教育程度高的居民，会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可能选择不要孩子。

2．与成年子女的居住关系

在有效被访者中，有57．9％选择儿子是最亲近的子女，42．1％的居民选择了女儿，并且与这位最亲近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居民比例为68．5％。居民与最亲近的成年子女之间的距离，在15分钟以内的比例最大，而平均居住距离则是不到30分钟的路程。

3．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

与接触最多的一位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以“每天都有交往”居多（众数为1），达到42％，接近一半；而每周都有联系的人数则达到有效样本中的86．4％。

五　远亲属网络

结果表明（见表5-12），50岁以下的成年人与祖辈在过去一个月内保持联系的，仅有11．7％；而50岁以上居民，与孙辈保持联系的占63％，可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尚未成年的孙或外孙。其他近亲属中，有超过一半（53．8％）的人与配偶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这可能源于配偶与兄弟姐妹保持联系。其他是配偶的父母（39．3％），最后是叔伯姨姑舅，只有22．9％。


表5-12　在过去1个月中，人们是否与远亲有联系的概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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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京成年居民对亲属支持源之选择

一　概况

分析表明（见表5-13），在需要家务帮忙时，配偶作为支持源的比例最高，占28．9％；其次为子女，占20．1％，选择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分别占4．1％和5．3％。这些亲属关系组成近亲属网络，北京市居民选择近亲属帮助家务困难的，共占58．3％，选择扩展亲属的居民比例为3．8％。好友支持的比例超过父母和兄弟姐妹，达9．9％。


表5-13　六种支持类型中，不同支持源的选择百分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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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病需要照顾时，53．2％的居民选择配偶作为支持源；其次选择子女，占20．3％，选择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分别占7．9％和2．7％。北京市居民在生病时求助于近亲属的，共占84．1％，选择扩展亲属的居民比例为2％。

在需要经济帮助时，人们选择兄弟姐妹和选择子女作为支持源的比例均超过17％；随后为求助于父母，占15．5％；配偶在经济支持上比例较低，只有3．4％。54．2％的居民会向近亲属寻求帮助，向扩展亲属求助的居民比例为9．6％。另外向好友求助显示了较高的比例，为15．7％。

人们在心情沮丧时，最多的是向配偶求助，占32．9％，向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寻求情感慰藉的比例均不高，分别为2．6％、5．6％、5．9％，向近亲属求助的居民总比例为47．1％，向扩展亲属求助的比例则只有1．2％。好友是人们仅次于配偶的求助对象，占31．2％。

人们在求助意见帮助时，寻求配偶提供建议或意见的居民比例最高，达48．6％，其次为父母和子女，分别是12．1％和11．4％，兄弟姐妹占6．4％。人们向近亲属寻求意见帮助的比例总共占78．5％，而扩展亲属只占1．4％。

人们在寻找外出陪伴的帮助时，39．7％的居民会选择配偶，选择子女的占9．1％，选择父母与兄弟姐妹的分别为1．0％和2．0％。人们选择近亲属陪伴外出的比例为51．8％，选择扩展亲属的为1．8％。好朋友也是人们外出的重要陪伴者，其被选择比例为21．8％，仅次于配偶。

二　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

数据表明（见表5-14、表5-15），对于工具性支持，向配偶求助的人口比例近60％，向子女求助的比例为35．1％，80％左右的人不会向父母和兄弟姐妹求助。对于情感性支持的求助，66．3％的居民会向配偶求助，向子女求助的比例为22．2％，近90％的人不会向兄弟姐妹和父母求助。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组成近亲属网络，人们会向近亲属网络求助工具性支持的比例高达92．8％，求助情感性支持的比例达88．2％。对远亲属的求助比例非常低，86．4％的居民不会向远亲属求助工具性支持，而95．7％的居民不会将远亲属作为提供情感性帮助的来源。


表5-14　不同近亲属作为预期工具性支持源的百分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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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5　不同近亲属作为预期情感性支持源的百分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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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口因素与选择求助对象的相关分析。

年龄。对于工具性支持，向配偶（见表5-16）、父母（见表5-17）、子女（见表5-18）的求助情况，都显示与年龄有显著相关：低年龄组人群比高年龄组更多地向配偶（Eta＝0．211，Pearsonχ2
 ＝44．225，p＜0．001，两端检验）、父母求助（Eta＝0．335，Pearsonχ2
 ＝134．101，p＜0．001，两端检验），而高年龄组人群则比年龄较低的人更多地向子女（Eta＝0．267，Pearsonχ2
 ＝85．929，p＜0．001，两端检验）求助；向兄弟姐妹求助的情况与年龄没有显著相关（见表5-19）。对于情感支持，向子女（见表5-20）的求助情况与年龄有相关性（Eta＝0．257，Pearsonχ2
 ＝72．277，p＜0．001，两端检验），年龄大的人更可能向子女求助；向父母（见表5-21）求助的情况也与年龄显著相关（Eta＝0．267，Pearsonχ2
 ＝85．929，p＜0．001，两端检验），超过50岁的人群几乎不向父母寻求情感帮助（98．1％）。

性别。性别因素的影响较小，只在工具支持中，与求助配偶（见表5-16）的情况相关（Eta＝0．115，Pearsonχ2
 ＝67．946，p＜0．001，两端检验），尽管男女居民中，不求助配偶的比例都多于40％，但在那些求助配偶的居民中，男性比女性求助于配偶更多的工具性事务。在情感支持中，性别与求助子女（见表5-20）的情况相关（Eta＝0．182，Pearsonχ2
 ＝32．622，p＜0．001，两端检验），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求助于子女。

教育程度。由于在上一章对于社会网络的分析中，只有父母网络与人们的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本章也只检测求助父母的情况与人们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工具性支持（见表5-17），两者有显著相关（Eta＝0．025，Pearsonχ2
 ＝65．252，p＜0．001，两端检验），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有93．1％的比例不求助于父母，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不求助于父母的比例为72．8％，即有近1／3的人群会向父母求援。对于情感性支持（见表5-21），两者也有显著相关（Eta＝0．197，Pearsonχ2
 ＝41．164，p＜0．001，两端检验），教育程度低的人有94．7％不会向父母寻求情感性帮助，而教育程度高的人不向父母寻求情感性帮助的为80．4％，因此有近1／5的人群会向父母求援。


表5-16　人们求助配偶工具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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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人们求助父母工具性支持的年龄差异、性别及教育程度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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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8　人们求助成年子女工具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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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　人们求助兄弟姐妹工具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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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　人们求助子女情感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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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人们求助父母情感性支持的年龄差异、性别及教育程度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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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人们求助配偶情感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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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以上拥有成年子女的居民，他们拥有配偶与否，与求助子女情况的相关分析。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见表5-24）还是情感性支持（见表5-25），人们对成年子女的求助情况均与婚姻状态相关。对于工具性支持，没有配偶相伴的居民，将成年子女作为求助对象的比例为66．2％，其中三种工具性支持均向子女求助的居民比例占24．7％；而有配偶相伴的居民中，有41．2％的人将成年子女作为求助对象，并且其中三种工具性支持均求助于子女的仅有5．1％。对于情感支持，没有配偶的居民，有55．1％的人会向子女求助，而有配偶的居民，只有23．5％的居民会求助于子女。由此可见，人们是否将子女作为支持者，与人们的婚姻状态紧密联系，那些不处于正常婚姻中的人们，更可能向成年子女求助。


表5-23　人们求助兄弟姐妹情感性支持的年龄差异及性别差异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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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36岁以上居民，求助子女工具性支持与婚姻状况的相关分析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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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36岁以上居民，求助子女情感性支持与婚姻状况的相关分析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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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解释与讨论

北京成年居民亲属网络结构特征

（1）绝大多数人口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之中。（2）大约1／3的居民，其父母均在世，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居民中，有约2／3的人口都未与父母共同居住，但这部分居民中与父母居住距离平均在1小时路程之内；超过2／3的居民每周都与其父母有不同方式的交往。（3）至于兄弟姐妹，北京成年居民人均有2-3位兄弟姐妹，年龄较大的居民比年龄较小的更可能拥有更多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比例非常低，人们与其最亲近之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多在1-2小时路程之间，而与最亲近兄弟姐妹交往频率以“每月一两次”最为常见。（4）北京成年居民的成年子女平均数量为1个，选择儿子为最亲近子女的居民人数略高于选择女儿的人数，近1／3成年居民与最亲近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由此可见，夫妻关系是绝大多数人们具备的亲属关系，与父母共同居住的虽然是少数，但大部分人选择了与父母居住在较短的距离之内，且大部分人经常与父母交往，反之，成年子女也是人们亲近的亲属关系。而相较之下，与兄弟姐妹无论是在居住距离与交往上都略为疏远。

北京成年居民预期支持网的亲属关系分布

（1）配偶是人们在日常压力下最重要的支持提供者，除了经济帮助外，其他5项日常压力情况下，人们选择向配偶求助的比例在所有关系类别中最高；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配偶都是人们首选的支持者。（2）子女在人们日常求助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家务、生病照顾和外出陪伴上，子女作为预期支持源的比例在近亲属中仅次于配偶关系；同样，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子女都是人们仅次于配偶的求助对象，其中对于年龄较高、女性及没有配偶相伴的人群来说，他们更可能向子女求助。（3）低年龄群体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将父母作为预期支持资源之一，既包括工具性的也涉及情感性求助。（4）求助兄弟姐妹的比例，只在经济压力时与求助子女比例相似，而对于其他压力，都较少地被视为求助对象。（5）近亲属网是人们的首要预期支持网，除感情沮丧压力时为接近50％的人口比例外，其他压力情况下的求助均有一半人口会将近亲属作为首要支持源，其中生病照顾和意见征求压力下，求助近亲属均在80％左右；扩展亲属作为预期支持源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当低。（6）值得关注的是，朋友作为预期支持源在家务帮助、经济支持、感情帮助、外出陪伴几种情况下都显示了较高的比例，特别在感情帮助和外出陪伴两种情况下是仅次于配偶的求助对象。

从以上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居民的支持网特点可概括如下：

亲属支持网的分布。日常生活压力下人们所预期的支持网，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人们的主要支持网。对于北京市居民而言，他们的支持网也主要是由配偶、父母、子女为主体的近亲属网构成，兄弟姐妹占据较少的比例，但却可以提供经济帮助；远亲关系较少提及，另外朋友在人们的支持网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不同亲属提供不同的支持。配偶和子女对人们几乎是生活所有方面重要的支持源（经济压力除外），父母对人们来说是工具性支持上重要的支持源，但在情感方面人们则不倾向于向父母求助，兄弟姐妹的关系则相对比较淡漠。

由此可见，北京市城市居民的支持网络形成了“近亲属网为主、朋友关系等为辅、远亲关系较弱的支持网结构”，正如文献回顾中所讲，这也正是国外许多研究中发现的人们支持网的结构分布。这一结构分布体现了人类社会将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而亲属关系作为最重要社会关系的特点。


第六章　亲属网络与精神健康

第一节　亲属网络结构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一　婚姻关系

在婚姻关系的分析中，研究以“从未结婚人群”作为参照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6-1），在正常婚姻状态的人们与从未结婚人群之间，抑郁症状具有明显差异（B＝-2．335，p＜0．05），从未结婚的人们抑郁得分高于处于正常婚姻状态的人们；而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的人们与其他组没有显著差异。


表6-1　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下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从未结婚人群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社会人口变项之后（见表6-2中模型2），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组之间在抑郁得分没有表现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在上文中所验证的婚姻状况与抑郁得分之间的相关，可能是由于社会人口变项是两者因果关系的前置变项。例如，前文中数据结果表明，年龄对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在成年人中，年龄越低，抑郁得分越高；同时，年龄低人群更可能处于从未结婚状态，因此，从未结婚的人们抑郁得分高于处于正常婚姻状态的人们。但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婚姻状况与抑郁得分不再显著相关。


表6-2　控制社会人口变项比较不同婚姻状况下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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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岁至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从未结婚人群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另外，分析结果表明（见表6-3），婚姻状况与社会人口各变项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没有显著性。


表6-3　婚姻状况与社会人口变项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岁至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从未结婚人群组”。

c：7个教育程度级别。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父母

1．父母在世与否与精神健康的相关分析

父母在世与抑郁得分。表6-4中模型1显示，父母都健在或只有一方健在的人们精神健康情况反而比父母过世的人们差（相关系数分别是：3．315和3．079，p＜0．001）；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之后，两者不再显著相关（见模型3）。而正如本书在前面所分析过的，年龄与抑郁得分、父母在世情况之间均有显著相关性：年龄越小，抑郁得分越高，而同时青年也更可能父母都在世；年龄越大，抑郁得分越低，而同时年龄越大，父母越可能为均过世。因此，父母在世情况与抑郁得分之间的变化关系可能是：父母都在世的居民反而抑郁得分越高，但这实际上是可能由于“年龄”这一变项的作用产生的。因此，“年龄”是“父母在世情况”与“抑郁得分”两个变项之间的前置变项。也正因如此，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之后，父母在世情况与抑郁得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显著消失。


表6-4　比较父母是否在世情况下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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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岁至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父母都去世。

括号内为标准误。



父母在世情况与社会人口变项的互动效果分析。考虑到不同的年龄组中，父母在世情况对精神状况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因此下面我们进行年龄组的分组讨论。从表6-5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哪个年龄组的人们，父母在世情况对他们的抑郁得分影响均不显著。


表6-5　年龄分组后，比较父母在世情况下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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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父母都去世。

括号内为标准误。



2．同父母居住关系与精神健康

（1）是否共同居住

表6-6中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后，分析结果表明，人们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与他们的抑郁得分没有显著相关。同时模型2表明，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与社会人口因素，对抑郁得分互动效果不显著。


表6-6　父母共同居住与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因素与“共同居住”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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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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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括号内为标准误。



（2）居住距离

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从表6-7可以看出，父亲与母亲的居住距离呈现高度相关性（λ＝0．967，Pearsonχ2
 ＝1600．856，p＜0．001，两端检验），无论在任何居住距离类别中，与父亲和母亲居住距离一致的均达到了90％以上，甚至100％。因此，本书对父母居住距离的分析，将母亲一方的数据代表“父母居住距离”进入回归分析。


表6-7　与父亲居住距离及与母亲居住距离的条件百分表（N＝237）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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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比较不同父母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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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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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8中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相关性不显著（B＝0．341，p＞0．1）。

父母居住距离、社会人口因素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表6-9及表6-10显示了在对年龄、性别分组后，分析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数据结果表明，对于各年龄组人群、无论是男性、女性居民，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父母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对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们来说（见表6-11），与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呈现正相关（B＝0．675，p＜0．05），因此，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与父母距离越近，则抑郁得分越低，而与父母相距越远，则越不利于精神健康。其原因可能在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他们面对更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如果与父母相距较近，更有利于获得父母的安慰和帮助，既在精神上，同时还在日常生活上，例如日常家务、对于有第三代的家庭，父母更是重要的照顾孙代的好帮手。这将大大减轻人们的压力，从而有利于精神健康。


表6-9　年龄分组后，与父母不同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50岁以上年龄组有效样本数为16，因此在本研究中不进行分析。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10　性别分组后，与父母不同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11　教育水平分组后，与父母不同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3．同父母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

与父母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见表6-12），结果显示与父母的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不显著。


表6-12　比较与父母交往频率差异与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与父母交往频率、社会人口因素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在年龄分组后（见表6-13），对于18-49岁年龄组的居民来说，与父母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B＝0．998，p＜0．1），即与父母交往越频繁，抑郁得分越少，而与父母交往的周期越长，抑郁得分显示越高。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见表6-14），抑郁得分与父母交往频率间，相关性均不显著。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中（见表6-15），高教育水平的人，与父母交往越频繁的人抑郁得分越低，而交往少的人，抑郁分值越高（B＝1．309，p＜0．05）。


表6-13　年龄分组下，比较与父母不同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14　性别分组后，比较与父母不同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15　教育水平分组后，比较与父母不同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兄弟姐妹

1．兄弟姐妹数量与精神健康

兄弟姐妹数量与精神健康的相关分析。兄弟姐妹数量与抑郁得分。数据分析显示（见表6-16中模型2），兄弟姐妹的数量对人们的抑郁得分相关性不显著。


表6-16　兄弟姐妹数量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2．兄弟姐妹居住关系与精神健康

与兄弟姐妹居住情况与抑郁得分。人们与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与其抑郁得分的相关关系（见表6-17中模型1）呈现负相关（B＝-0．452，p＜0．01）。但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抑郁得分与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的相关显著性消失（模型3）。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年龄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呈正相关，而年龄同时与抑郁得分呈现负相关，因此在变化关系上，抑郁得分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也呈负相关变化，即年龄大的人，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比年龄小的人更远，而他们的抑郁分值也比年龄小的人更低。可见，年龄是抑郁得分、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之间关系的前置变项。而抑郁得分与兄弟姐妹居住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可能非常微弱。


表6-17　比较不同兄弟姐妹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与兄弟姐妹居住情况、社会人口因素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分析。资料结果表明，无论年龄差异（见表6-18）、性别差异（见表6-19），与兄弟姐妹的居住情况对抑郁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6-18　年龄分组后，比较不同兄弟姐妹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19　性别分组后，比较不同兄弟姐妹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50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3．与最亲近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

兄弟姐妹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兄弟姐妹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数据表明（见表6-20中模型2），与最亲近的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对人们的抑郁得分存在显著影响（B＝0．727，p＜0．05），交往越频繁的居民，抑郁得分越低，而交往较少的居民，抑郁得分越高。


表6-20　与最亲近兄弟姐妹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社会人口变项对抑郁得分的互动效果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处于不同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中的居民，他们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情况对其抑郁得分具有不同的影响。见表6-21显示，50岁以下的人们，他们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显著影响其抑郁得分（B＝1．377，p＜0．01），交往越多的人，抑郁得分则越低；而对50岁及以上的人们而言，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表6-22显示，女性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相对于男性更重要，她们与兄弟姐妹交往越频繁（B＝0．832，p＜0．05），其抑郁得分则越低；这种影响显著性在男性居民中并不存在。教育水平不同的人们，对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也有不同的影响，表6-23显示，教育水平高的居民（B＝1．150，p＜0．01），他们与兄弟姐妹交往得越多，抑郁得分越低，而交往越少，抑郁得分越高；对于教育水平低的居民，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并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抑郁得分。由此可见，对于50岁以下、女性、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来说，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能显著地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而对于5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男性、教育水平低的人来说，这种影响相对微弱。


表6-21　年龄分组下，兄弟姐妹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22　性别分组后，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23　教育水平分组后，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　成年子女

1．成年子女人数与精神健康

成年子女数量与抑郁得分。表6-24中模型1显示了成年子女数目与抑郁得分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女儿数目具有显著相关性，即数目越多，则抑郁得分越低。在控制社会人口变项后，分析结果表明，儿女数量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


表6-24　成年子女数目对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但在对比模型2到模型3，前后R2
 的变化（0．049到0．052），尽管变项很微弱，但可以看出儿女数量在加入模型后，对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依然有增加的部分。同时，年龄变项对抑郁得分的影响有所减少，相关系数由-4．782减少至-4．396。可见，年龄因素是儿女数量和抑郁得分之间、部分关系的前置变项，正如在前文对年龄与儿女数量的相关分析所表明的，年龄与儿女数量成正比，年龄同时与抑郁得分成反比，因此儿女数量与抑郁得分亦呈现反比的变化关系。

2．与成年子女的居住关系与精神健康

（1）是否共同居住

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是否同住与抑郁得分。数据结果表明（见表6-25中模型2），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居民，与那些不共同居住的居民之间，抑郁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在对年龄（见表6-26）性别（见表6-27）分组见后，与成年子女是否同住，对抑郁得分的影响亦不显著。


表6-25　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是否同住，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50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26　年龄分组后，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是否同住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27　性别分组后，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是否同住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50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2）居住距离

最亲近之成年子女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数据结果表明（见表6-28中模型2），子女的居住距离对人们的抑郁得分影响不显著。年龄分组后，50岁以下的有效样本数仅为7个，因此本书仅分析50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的情况。结果表明，对于50岁及以上人口，子女居住距离对其抑郁得分没有显著影响（见表6-29），男性和女性居民组中，也都没有发现显著相关（见表6-30）。


表6-28　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的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50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29　年龄分组后，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0　性别分组后，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居住距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50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3．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与精神健康

人们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之间，相关性不显著（见表6-31中模型2）。在对年龄（见表6-32）、性别（见表6-33）分组后，这种相关性依然不显著。


表6-31　和最亲近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2　年龄分组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3　性别分组后，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但对于那些没有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他们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数据表明（见表6-34），处于从未结婚、分居离婚、丧偶情况下的人群，他们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越少，则抑郁得分越高；而对于与子女交往频繁的人们，他们的抑郁分值相对较低（B＝4．228，p＜0．05）。


表6-34　不同婚姻状态下，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包括从未结婚、离婚、分居、丧偶等情况。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　其他近亲属网络、远亲属网络与精神健康

近亲属网络规模，是指所有上述近亲属人数的总和，包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统计表明，在控制社会人口因素后，近亲人数总量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不显著（见表6-35中模型2）。


表6-35　近亲属网络规模对抑郁得分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数据分析表明，居民们与所有远亲的交往情况与人们的抑郁得分没有显著相关（表6-36至表6-41）。


表6-36　50岁以下居民与外祖父母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7　50岁及以上居民与孙辈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8　居民与叔伯姨姑舅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39　居民与堂（表）兄弟姐妹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40　居民与配偶的兄弟姐妹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41　居民与配偶父母是否联系，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二节　解释与讨论

一　婚姻关系：配偶

从上文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北京市居民而言，婚姻状况对他们的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明显。这其中原因是复杂的，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本项研究而言，由于本次调查是针对北京市全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见表6-42），从未结婚人口共98人，其中有83人属于18-29岁年龄组，而这一年龄的人刚刚进入成年阶段，因而尚未结婚属于正常社会现象，对他们来说，还没有进入婚姻不应该成为影响他们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而30岁及以上从未结婚的有效样本数量仅为15人，因此可能由于样本量过小，而无法研究他们的精神状况是否与其他处于婚姻状态下的人们有显著差异。


表6-42　年龄与婚姻状况的条件关系表

[image: img]


第二，婚姻历史对精神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离婚等不利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会随时间减少：婚姻瓦解时间的流逝以及再婚都能够减轻婚姻瓦解带来的压力以及负面影响。再婚可以扭转伴随婚姻瓦解的社会疏离增加的问题[1]
 ，也可以改变经济困境[2]
 。罗斯[3]
 还发现，丧偶带来的抑郁症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因此，婚姻状况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可能要更多地看他们离婚有多久以及是否再婚。而在本次研究中，表6-43和表6-44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有离异或丧偶情况的居民只有17人（其中离婚／分居10人，配偶过世7人），因此可能会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样本过少而使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另外，目前处于婚姻状态下的，并不排除曾经有离婚史，而曾经离婚目前处于结婚中的人并不一定比没有结婚的人们有更好的精神健康。尽管再婚会带来一些有利之处，但也有调查显示，多次婚姻会恶化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4]
 。


表6-43　过去一年内，有无分居／离婚／失恋频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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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4　过去一年内，有无配偶去世频次表

[image: img]


第三，文化观念的传承和变迁。对于中国老年人而言，他们较多地遵循和延续传统观念，主张家庭完整才能兴旺，因此不排除有些人即使婚姻质量不高依然维持婚姻的状况，这在中国中年及以上人口中最为常见。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见表6-45），离婚率也是非常低的，1004个人中，只有15个人是处于离异或分居状态。


表6-45　样本中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百分表

[image: img]


对于年轻人和一部分中年人来说，出生、成长或创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开始更多地追求自由、独立，以及个人幸福，在经济上也更加充裕，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离异或保持独身并不一定会恶化他们的精神健康。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能有些相似。一份从1972-1986年对1500位成年美国人婚姻与幸福感的调查发现[5]
 ，对于传统家庭社会学家们所持的“处于婚姻中的人们表现更多的快乐”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处于婚姻中的人们快乐感明显下降，特别表现在，从未结婚的男性的快乐感上升，和结婚中的女性快乐感降低。其中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婚姻和非婚之间的差异在逐渐消失，例如，非婚性行为不再受歧视，而离婚也更加容易。婚姻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人们提供安全感、经济保障等[6]
 。另外人们也更加“个人主义”和较少地依赖于各类社会群体，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独立和快乐主义。一份最近的调查[7]
 对人们主观社会幸福度（social well-being）和婚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结婚的人和非婚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单身者（离婚的人，丧偶者以及从未结婚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本身的社会网络比结婚的人少，因此在“婚姻能够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网络”这一点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并不成立。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弱化了婚姻的重要性。一项调查表明，对于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化福利体系为那些不在婚姻内的人们提供了制度保证，从而使婚姻对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不再那么重要[8]
 。对于中国城市居民，包括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为人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支持。例如一项对中国12个省市的调查表明，在城市中73％的老年人领取退休金，有83％的老年人获得政府经济帮助（包括低收入保障等），而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为60％。这些经济上和医疗方面的国家保障，为人们在年老时提供了经济安全[9]
 。因此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婚姻对人们支持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这同时也将弱化婚姻状态对人们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在以往对婚姻的研究中，婚姻对人们精神健康的有利之处，是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强化社会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这些都说明，婚姻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整合程度，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社会整合程度都将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但现在婚姻体现社会整合程度的力度可能有所下降，中国城市中，大多数夫妻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们很少有人完全依赖家庭而生存，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和朋友网络，这些不会因为婚姻状态的改变而有所变化。社会保障的体制化，使人们有能力在经济上不以配偶为依赖，即使独身或离婚，可能对他们的控制感和自信心的伤害也比过去社会中的人们要小。目前的社会对离婚或独身抱有了更大的理解和宽容，过去对这类行为的“污名化”在今天大大减弱，由此带来的社会疏离感也随之减少。因此，今天的人们也不再以婚姻为中介融入社会，人们对婚姻的依赖相对减小，而婚姻对人们包括精神健康在内的影响也随之减少。

二　亲缘关系：父母、兄弟姐妹、成年子女

1．分析结果概述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亲缘关系对人们的精神健康的影响主要包括：

父母：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们，与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呈现正相关：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与父母距离越近，抑郁得分越低，而相距越远，越不利于精神健康。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中，高教育水平的人，与父母交往越频繁的人抑郁得分越低，而交往少的人，抑郁分值越高。

兄弟姐妹：与最亲近的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对人们的抑郁得分存在显著影响：交往越频繁的居民，抑郁得分越低，而交往较少的居民，抑郁得分越高。对于18-49岁人群、女性、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来说，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能显著地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而对于5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男性、教育水平低的人来说，这种影响相对微弱。

成年子女：对于那些没有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人们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处于从未结婚、或分居离婚、或丧偶情况下的人群，他们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越少，则抑郁得分越高；而对于与子女交往频繁的人们，他们的抑郁分值相对较低。

由此，亲属结构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了以下几点特征：

在亲属网络结构中，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显示了较多的相关性，而数量、居住关系的影响不明显或只对一部分人有影响，例如与父母居住距离对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有影响。这些影响均表现为：交往频率越高，人们的抑郁得分越低。

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影响，除了“兄弟姐妹”外，其他亲属类别的交往频率只对一部分人产生显著影响：“与父母的交往频率”只对18-49岁的居民、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有显著影响；“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尽管在整体上对所有居民的抑郁得分有显著影响，但对18-49岁人群、女性、教育水平高的居民的作用更明显；“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只在那些没有配偶相伴的人影响显著。

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显示了更多地受亲属网络结构的影响。无论是与父母的居住关系、交往频率，还是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对教育水平高的人群的抑郁得分都具有显著影响。

2．解释与分析

交往频率相对于网络人数、居住关系更多地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其原因可能是，交往频率反映了相互联系的状况；并且当今社会现代交往的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即使居住相距遥远，依然可能联系频繁。而联系是提供或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即：联系才有可能得到支持。正如社会网络的“支持论观点”所言[10]
 ，由于人们自身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充足的，可能不足以满足所有的个人需求，因此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并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这一情况特别发现在特定时刻，例如亲人过世、孩子照顾、失业等。另外，人类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交往本身也给人们提供了心理支持，例如父母与远在外地的成年子女联系，可能每周仅电话联系互诉近况，就能给老年父母一定的精神安慰。

交往频率只对特定居民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以往的研究表明，网络结构对人们的影响是经常通过其他因素产生或受其他因素干扰，例如通过网络提供的支持产生有益影响，如果网络交往频繁则也有可能给人们带来负担，同时如果人们对自己的网络交往满意度较低，这些都可能不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例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与父母的交往，如果年轻人与父母交往时，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赡养和日常照顾的责任，因此负担相对较小，并且还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帮助；而老年人与父母交往则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负担较大，因此对于这两类群体，与父母交往对他们精神健康的影响就会有所差异。

亲属结构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影响较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面对更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工作的繁忙使他们在生活上更需要亲人的帮助和支持，例如与父母相距较近或交往频繁时，他们能够获得父母在日常生活上的帮助，例如日常家务，对于目前中国城市有第三代的家庭，父母更是重要的照顾孙代的帮手。这将大大减轻人们的压力，从而有利于精神健康。而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繁同样可能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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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亲属支持与精神健康

含混的研究对象可能产生含混的研究结论，因此在本章起笔之始，笔者想对研究对象先进行比较清晰的阐明。

正如前文所述，本书研究的社会支持是人们在某种压力下、会选择的首要支持源。此类问题的设计是依据以“社会交换理论”为背景的“互换法”[1]
 ，即关系中的交换或互动之所以是支持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回报，而且因为互惠性交换的时间延续性使得人们相信对方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会提供帮助[2]
 （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间的交换，亲属间的这种互惠性，可能是终其一生，并且可能是无法量化计算的，例如父母子女间的代际交换）。因此人们在日常压力情况下，首先选择谁来帮助，体现的是根据以往经验，人们预期这一关系人能够并愿意为自己提供帮助。

据此，本书研究的是人们根据客观生活经验、主观预期的支持网。此支持网：一方面往往真实地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谁能够提供何种支持；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主观感受的支持，即主观感觉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某类支持中。总体来说，本书研究的是主观支持。

压力理论指出，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种是压力存在下，社会支持缓冲压力，从而有利于健康的缓冲机制；另一种是压力不存在，社会支持对健康直接有利的主效机制。正如文献综述中所提及的，“互换法”调查中，由于被访者被询问的是某种压力下预期的支持源，这一压力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因此本研究检验的是“主效机制”--人们主观感觉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某类支持中，这种被支持感是否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

本研究讨论的支持种类，首先，细化为六类：家务支持、生活照顾、经济支持、感情帮助、意见帮助、外出陪伴。其次，将六类支持归纳为两类支持，前三项为工具性支持，后三项为情感性支持。本书将分别讨论对于细化的六类支持以及归纳后的两类支持，人们预期的支持网。

本章试图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北京市居民支持网中，各类亲属关系的比例分布情况，这里的支持网是人们主观预期的支持网；二是人们自我感觉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某类支持中，这种主观预期的被支持感与人们的精神健康是否相关；三是不同亲属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影响不同：六类支持由谁提供更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各类亲属提供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持与人们的抑郁得分相关与否；四是归纳北京城市居民亲属网的支持功能，及其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第一节　支持源之选择与精神健康的相关分析

一　预期支持源与精神健康

从资料结果来看，只有配偶对人们的感情支持与抑郁得分显著相关：那些将配偶作为第一感情求助对象的居民，抑郁得分显著低于选择其他支持源的居民（B＝-2．654，p＜0．001）。

从相关系数来看，表7-1显示，在家务压力下，抑郁得分最低的人群，第一是那些将子女用为第一支持资源的居民（B＝-1．326），第二是选择近亲属以外的支持者的人群，第三是将配偶作为支持资源的人群（B＝0．398）。在生病需要照顾时，抑郁得分最低的人群首先是将父母作为第一支持资源的居民（B＝-0．933），其次是选择配偶的人群（B＝-0．219）。在经济压力下，选择近亲属以外的人作为第一支持者的人群，抑郁得分最低，在选择近亲属的居民中，选择子女为支持对象的居民，抑郁得分相对较低（B＝0．370），随后为选择父母的人群（B＝0．696）。表7-2显示，在心情沮丧时，除获得配偶支持的人抑郁得分显著较低外，获得子女感情帮助的居民，抑郁得分也相对较低（B＝-1．730）。在需要意见帮助时，抑郁得分最低的人群是求助于子女的人（B＝-1．501），其次为求助于配偶的居民（B＝-1．078）。在需要外出陪伴时，抑郁得分最低的人群是与配偶结伴外出的居民（B＝-0．253），随之是选择近亲属以外的陪伴者的人群。


表7-1　三类工具性支持中，选择不同支持源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近亲属关系以外的人群”。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2　三类情感性支持中，选择不同支持源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b：参照组为“近亲属关系以外的人群”。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工具性支持与精神健康

1．近亲属关系提供支持与抑郁得分

在所有的近亲属关系类别中，只有兄弟姐妹作为工具性支持的提供者（见表7-6），显示了与抑郁得分显著正相关（B＝1．781，p＜0．05），即那些会向兄弟姐妹求助的居民，抑郁得分明显高于向其他人求助的居民。其他关系类别，尽管与抑郁得分没有显著相关，但是从资料中相关系数来看，无论居民们是向配偶求助（B＝-0．055）（见表7-3），还是向父母（B＝-0．371）（见表7-4）或子女（B＝-0．769）（见表7-5）求助，与抑郁得分之间都是负相关，即向配偶、父母、子女求助的居民，抑郁得分低于向兄弟姐妹求助的居民。


表7-3　是否向配偶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4　是否向父母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5　是否向子女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36-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6　是否向兄弟姐妹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7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配偶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8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父母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9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子女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2．年龄分组下，近亲属提供工具性支持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

年龄分组下，对于高年龄组居民，向子女（表7-9）求助工具性支持的人，抑郁得分明显低于不向子女求助的人（B＝-2．047，p＜0．1）；而向兄弟姐妹（表7-10）求助的人，抑郁得分明显高于向其他关系求助的居民（B＝2．803，p＜0．1）。不过，两者关系的显著度都较低。


表7-10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兄弟姐妹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相关系数也表达了一定的含义，较低年龄组的人们，如果向配偶（B＝-1．481）（见表7-7）或父母（B＝-0．462）（见表7-8）求助工具性支持，则抑郁得分低于向其他人求助的居民，但如果向成年子女求助工具性支持却抑郁得分相对较高；而较高年龄组的人们，如果向配偶（B＝1．643）（见表6-20）、父母（B＝3．899）（见表6-21）求助工具性支持，则抑郁得分相对高于向其他人求助的居民，但如果向成年子女求助则抑郁得分较低。可见，年龄较低的人们，如果求助于父母、配偶有较好的精神健康，而年龄较高的人们，求助于成年子女有较好的精神健康。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年龄低于50岁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求助于成年子女，可能会认为自己过早地成为子女的负担，从而心存压力，但求助于父母，特别是配偶则被认为是很正常的行为；对于5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在传统中将成年子女作为最重要的依赖和求助对象，因此求助于子女被视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对于家务、生病照顾、经济这样的工具性支持，在中国孝文化中都是以成年子女为主要的支持来源，但如果老年人还需要求助于年龄相仿的配偶甚至更加高龄的父母，则可能不利于他们的精神健康。

3．不同婚姻状态下，成年子女作为工具性支持来源与抑郁得分

本小节只对拥有成年子女的居民，是否将子女作为支持来源进行分析，数据表明，在本次调查中，只有36岁以上的居民才拥有成年子女，因此在选择了36岁以上居民的样本后，再对是否处于正常婚姻状态进行分组讨论。结果表明（见表7-11），对于那些离婚、分居或丧偶的人们来说，他们是否向成年子女求助，与他们的抑郁得分显著相关（B＝-8．084，p＜0．05）。因此，对于没有配偶相伴的人们来说，向成年子女求助的居民的抑郁得分显著低于不向成年子女求助的人。而对于有配偶相伴的人们来说，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但相关系数为负（B＝-0．224），也表明，向成年子女求助的人抑郁得分相对较低。可见，非正常婚姻状态下，成年子女的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更为重要。


表7-11　36岁以上处于不同婚姻状况人群，是否向成年子女求助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36-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情感性支持与精神健康

情感性支持与抑郁得分：向子女（见表7-14）求助情感性支持的居民，抑郁得分明显低于没有向子女求助的居民（B＝-1．595，p＜0．1）。向兄弟姐妹（见表7-15）求助情感性支持的居民，抑郁得分明显高于向其他人求助的居民（B＝1．761，p＜0．1）。两组关系的显著度也较低。

是否将配偶（见表7-12）视为情感性支持者，尽管与抑郁得分没有显著相关，但从相关系数为负来看（B＝-0．757），配偶能够成为情感性支持者的居民，抑郁得分相对较低。对于那些将父母（见表7-13）作为情感性支持源的居民来说，抑郁得分却相对较高（B＝0．935）。


表7-12　是否向配偶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3　是否向父母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4　是否向子女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36-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5　是否向兄弟姐妹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3．社会人口因素分组下，情感性支持与抑郁得分

年龄分组下，对于高年龄组居民，向子女（见表7-18）求助情感性支持的人，抑郁得分明显低于不向子女求助的人（B＝-2．510，p＜0．05）。

相关系数也表达了一定的含义，任何年龄组下的人们，如果向配偶（见表7-16）（相关系数均为负）求助情感性支持，抑郁得分均相对较低，但如果向父母（见表7-17）或兄弟姐妹（见表7-19）（相关系数均为正）求助情感性支持却均显示抑郁得分相对较高。因此，人们在情感上的困境，如果得到配偶的支持更加有利于精神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成年子女的情感性支持特别重要。而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感性帮助，可能是人们无法得到子女或配偶的支持时才去求助的，因此，这可能不利于精神健康。


表7-16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配偶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7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父母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8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子女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19　不同年龄组人群，是否向兄弟姐妹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4．不同婚姻状态下，成年子女作为情感性支持来源与抑郁得分

对于那些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的人们来说，将成年子女（见表7-20）作为情感支持要求对象的居民，抑郁得分明显较低（B＝-5．843，p＜0．1）；而对于处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是选择成年子女还是其他人作为支持对象，对人们的抑郁得分影响不显著，但相关系数为负（B＝-1．203），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成年子女能够成为依赖对象，人们的抑郁得分也会相对较低。


表7-20　36岁以上处于不同婚姻状况人群，是否向成年子女求助情感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续表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36-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　其他近亲属／扩展亲属支持与精神健康

结果表明，人们向其他近亲属（见表7-21）求助情感性支持的次数越多，抑郁得分越低；对于远亲属，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人们是否向远亲属（见表7-22）求助的情况与抑郁得分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


表7-21　人们求助近亲属的次数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22　人们求助远亲属的次数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二节　解释与讨论

一　分析结果概述

不同预期支持源对人们日常压力下精神健康的影响

人们选择不同亲属作为预期支持源，其相应的抑郁得分由低到相对较高的排序为：（1）家务压力下：子女（为支持源的人群，下同），近亲属以外的支持者，配偶。（2）生病照顾：父母、配偶。（3）经济帮助：近亲属以外的支持者，子女、父母。（4）感情帮助：配偶（显著相关，p＜0．001）、子女。（5）意见帮助：子女，配偶。（6）外出陪伴：近亲属以外的支持者，配偶。

区分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与精神健康

工具性支持：对于老年人（p＜0．1）、非正常婚姻人群（p＜0．05），将成年子女作为支持源的居民，展现了较好的精神健康水平，两者显著相关，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一显著度较低。将兄弟姐妹作为支持源的居民，精神健康水平较差，两者相关较为显著（p＜0．1）。尽管影响不显著，但数据结果中相关系数为负说明相对于其他人，将父母、配偶、成年子女作为预期支持源的人们，具有较好的精神健康。其中低年龄居民求助于父母、配偶比求助其他人的居民有较低的抑郁得分，高年龄组居民求助子女有较低的抑郁得分。是否选择近亲属或远亲属作为预期工具性支持源，对人们的抑郁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情感性支持：将成年子女作为支持源的居民，精神健康水平优于其他人，两者显著相关，显著度较低（p＜0．1）；对于老年人这一相关性特别显著（p＜0．05）、非正常婚姻人群中两者也显著相关，显著度较低（p＜0．1）。将兄弟姐妹作为支持源的居民，精神健康状况显著差于其他人（p＜0．1）。尽管与抑郁得分没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负说明，将配偶作为情感支持者的居民，有较好的精神健康水平。另外，相关系数为正说明，父母作为情感支持者的居民，精神健康水平相对较差。将近亲属作为支持源的人群，精神健康水平优于其他人，两者显著相关。远亲属作为支持源，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无显著影响。

从以上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居民的支持网与精神健康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人们的主观被支持感与精神健康的关系。两者有显著相关的是：在感情沮丧时，感觉能够获得配偶帮助的被支持感，显著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在工具性支持中，对于老年人及没有配偶相伴的人们，感觉能够获得子女帮助的被支持感，显著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在情感性支持（感情沮丧、意见帮助、外出陪伴）中，感觉能够获得子女帮助的被支持感，明显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感觉兄弟姐妹为首要支持源的被支持感，都较为显著地不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

情感方面的被支持感对精神健康更为重要。与精神健康显著相关的亲属支持中，配偶在感情沮丧时的帮助特别有益，子女在人们感情沮丧、意见帮助或外出陪伴时给予帮助，也能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尽管子女在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上的帮助都能使人们抑郁得分较低，但工具性支持的相关显著度只有0．1，而情感性支持上的显著度达到0．05。可见，相对于工具性支持方面，人们在情感方面被支持，更有利于精神健康。

北京城市居民亲属关系的支持功能，及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夫妻：配偶是人们除经济压力之外的所有需要支持时最重要的支持者。同时，相对于选择其他人作为支持源的居民来说，那些将配偶作为支持源的人们（除经济支持外），抑郁得分能够保持最低或相对较低。特别对于感情沮丧时，配偶的感情帮助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更是显著有益。

父母：父母对子女的帮助在两个方面特别有利于子女的精神健康，一个是作为生病照顾的支持者，一个是作为经济帮助的支持者。可见，父母作为孩子们的工具性支持源，有利于孩子们的精神健康，对于低年龄组居民来说更是如此。但作为孩子们的情感性支持源，却反映了孩子们较差的精神健康水平。

子女：成年子女是除配偶外，另一重要的支持者，同时，那些选择成年子女作为家务和意见帮助支持源的人们，抑郁得分最低；在经济帮助中，成年子女支持在近亲属中最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对于情感性支持，子女支持显著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特别是对于老年群体和没有配偶相伴人群的精神健康，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都显著有益。

兄弟姐妹：经济支持的重要支持源之一。但对于其他支持，兄弟姐妹都较少地被视为预期支持源，并且一旦作为预期支持源，这部分人群都表现出较差的精神健康状况。

近亲属：情感性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显著有益。

扩展亲属：在日常压力的求助上，扩展亲属较少被提及；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扩展亲属的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近亲属以外的支持者：在经济帮助中特别重要，在家务压力和外出陪伴中，也显示了对人们精神健康有利的一面；其中好友成为感情支持和外出陪伴支持者的可能性较大。

二　解释与讨论

1．支持的主效机制

本书研究的是社会支持的“主效机制”，这一机制认为其他人的帮助或本身处于社会组织之中，能够普遍增强人们的自信心、稳定感、对环境的控制感。这些心理学定位能够通过对神经内分泌或免疫体系的功能而影响人们的感病性；这种定位也能通过促进人们健康的行为，以及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回馈，避免可能造成心理疾病的压力事件。社会角色论的解释强调角色的定位能够给人们自信心和可控制感。[3]
 ，一定的社会规范下，特定的亲属关系被默认应该提供特定的支持，如果人们能够对这些支持保持可获得感，那么也表明了他们人际网络中、社会角色保持了正常的定位，例如，作为父母得到子女的支持，作为妻子得到丈夫的支持，这些支持的可获得感能够使人们感觉社会角色的胜任，增加自信心和控制感。

但可能并不是所有支持的可获得感都能产生明显的“主效机制”，在本研究中，只有子女和配偶的情感方面的支持具有“主效机制”，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显著有益。支持能否带来有益性，可能还有许多因素要考虑，例如支持的满意性。有研究表明，支持的满意感与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关，并非所有的支持都能令人满意，令人不满意的支持比缺乏支持更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4]
 。也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子代的网络属性（子女是否共同居住）还是功能性支持属性（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对老人精神状态评分的有利影响，都完全是通过老人对子女的满意程度来实现的。[5]


2．亲属支持的可获得感与精神健康

情感方面的被支持感对精神健康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情感性支持的情感性内容对精神健康更有针对性和直接性。从主效机制的作用原理来看，社会支持也是通过心理学途径发生作用的。主观情感支持与较好的精神健康的直接相关性，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6]
 。在缓冲机制中，社会支持，特别是主观精神支持是能够缓冲压力事件所产生的抑郁和抑郁症状的风险[7]
 。

3．家庭核心关系

配偶和子女在所有支持类别中的重要性，说明了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是以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为核心。中国一直崇尚家庭主义，但中国人最看重也是最亲密的“家庭”也多为核心家庭。过去，许多学者通常将中国人的家庭形容为以扩展式家庭体系为特征。但事实上，如果扩展家庭是指那种结婚后的兄弟和其父母一起居住的家庭模式，那这种模式只有那些富裕人家才可能实现。目前可以查阅的文献都表明，即使在过去，中国人的家庭倾向于以核心或主干家庭为主[8]
 。当孩子们结婚后，他们通常搬出去自立门户。通常只有一个孩子，即最年长的那一个，会留在父母身边，形成主干家庭。不过，即使没有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依然可以视为“扩展家庭”，因为家庭功能，父母和结婚子女，以及与其他亲密亲属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交流[9]
 。在今天的中国，家庭模式的总体趋势也是：核心家庭主导地位确定，联合家庭继续下降，主干家庭比例相对稳定。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已成趋势。伴随着家长制的削弱与瓦解，联合家庭已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而逐渐趋于消失[10]
 。由此，中国人的家庭是以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为主体的联合体，从而决定了人们最亲密的关系为配偶与子女。

4．孝文化的传承与渐变

子女是除配偶外，几乎承担所有支持的亲属关系，可见孝文化在中国人中依然得到传承和体现。孝文化在中国，不仅有传统道德标准的维护，还有合法性保障，对于中国人而言，更是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形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项道德标准。因此，成年子女，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支持关系。

另一方面，孝的内容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在经历着渐变，传统中，老有所养是指在生活上有人照料，经济上有所依靠，养儿防老也正是此意，可见，工具性支持应当是养老过程中比精神支持更为重要的内容。但本研究的资料结果表明，相对于工具性支持，子女的精神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相关更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年老父母对子女工具性支持的要求降低，在精神上的要求希望增加。其原因可能在于：（1）在本书作者对2000年中国城市养老的一项定性研究中发现，老年人对工具性支持的需求降低源于三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使得老人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减轻孩子的负担；父母对子女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大给予了理解；子女也因为父母的理解，以及父母可以得到除他们以外的生活保障而自然而然地在生活照护方面减轻了自己对父母的责任。（2）老年人基本生活有所保障，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子女工具性支持要求的减少，都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感情的交流和支持。可见，情感性支持正在成为中国“孝”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5．父母的支持

对于年龄较低的人来说，“父母”和“配偶”一起成为工具性支持的重要来源，其中原因在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的工作压力大，工作繁忙，另外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情感因素，父母都成为了工具性支持合适的支持源。但同时父母显然不是人们情感性支持的来源，这一现象可能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的代际文化：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等一系列理念，人类学家一般将中国人家庭描述为家长制和父系制（Hsu，1949）[11]
 ，“孝”也主张“顺”，子女顺从父母才是“孝”而非平等相待，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鼓励开放的情感表达，因此代际间可能存在更多的是威严与遵守，并且可能较少形成平等民主交流的代际文化，这也阻止了子女向父母之间寻求情感帮助。这一点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家庭”的描述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家庭是一个事业社群，纪律必须维持，纪律排斥了私情，无论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有说有笑、有情有义的是在同年龄的群体中，不同年龄组之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当然，对于所有人类社会的代际关系来说，低年龄人群都更倾向于向同龄人征求情感支持，例如配偶、朋友，因为他们之间更易于沟通和理解，更易于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如威尔曼[12]
 的研究发现，父母和成年子女是明显的支持关系，但经常不喜欢彼此陪伴。

6．兄弟姐妹关系

工具性支持求助兄弟姐妹的人们，精神健康都显著较差，其原因可能在于：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的家庭是以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为主体的关系，人们通常将配偶、父母、子女作为正常的支持来源，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交换和互惠关系，而这三者关系也应该是人们最亲密关系，因此，求助于他们可以加强人们的安全感，巩固人们与最亲密关系之间的互惠关系和亲情依恋，有利于精神健康；但对于兄弟姐妹，通常是类似于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人们选择兄弟姐妹作为求助对象时，可能是与配偶、父母、成年子女这些更为亲近的关系之间没有满意的交往经验，因此转而求助于兄弟姐妹。所以，求助于兄弟姐妹的居民，一定程度上可能说明了不太满意自己的家庭关系，这必然不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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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社会网络的支持论验证

社会网络对健康影响的分析法，更能够体现的是人们的社会整合程度，即人们如何广泛地和他人联系，因此更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而社会支持对健康影响的分析法，更多地是评估个人支持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更倾向于微观层面的分析。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个预设命题是：人们在越整合的网络中，以及资源更加丰富的网络中，则更可能得到较强的、较为实际的支持，而支持能够有效抵御压力，从而保护精神健康。也正是基于这一预设，许多关于人们健康或精神健康受益于网络的研究，最后的解释都大多归因于两点，一是“社会整合论”--网络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并且能够强化成员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二是“支持论”--网络能够提供支持，从而有益于健康[1]
 。那么网络的“支持论”在本书研究中是否发挥作用，或者说亲属网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是否以亲属支持为中介而产生的，这正是本章希望回答的问题。如果按照一些研究的分类，将社会支持分为两个部分：（1）结构性特征部分（structural property），这一部分是指社会关系的存在或可获得的潜在的资源，如婚姻、小区、社会网络，或存在的人际关系，而网络的规模、密度等也可以纳入其研究范围中；（2）功能性特征部分（functional property），如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2]
 。那么本章的目的是探索支持的“结构性特征”是否通过“功能性特征”为途径，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亦可视为“网络背景”下的社会支持研究。

一　亲属关系的网络特征与亲属支持的相关分析

父母网络特征与父母支持间的相关分析。数据结果表明（见表8-1），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与父母的网络结构性特征”与“父母支持”之间显著相关：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的居民，则越可能将父母作为工具性支持（净相关系数r＝-0．154，p＜0．005）和情感性支持（r＝-0．127，p＜0．1）的支持源；与父母交往越频繁的居民，同样也越可能将父母作为工具性支持（净相关系数r＝-0．126，p＜0．1）和情感性支持（r＝-0．164，p＜0．005）的支持源。由此可以看出，与父母交往的紧密程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父母支持的状况。


表8-1　“父母支持”状况与“父母网络特征”的净相关分析（控制变项：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image: img]
注：＊＊＊
 p＜0．001；＊＊
 p＜0．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中为N。



兄弟姐妹网络特征与父母支持间的相关分析。数据结果表明（见表8-2），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兄弟姐妹的网络结构性特征”与“兄弟姐妹是否作为支持源”之间显著相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的居民，越可能将最亲近之兄弟姐妹作为工具性支持的来源（r＝0．134，p＜0 ．001）；与最亲近之兄弟姐妹居住距离越近的居民，则越可能将其作为工具性支持（净相关系数r＝-0．145，p＜0．001）和情感性支持（r＝-0．073，p＜0．05）的支持源；与最亲近之兄弟姐妹交往越频繁的居民，同样也越可能将其作为工具性支持（r＝-0．121，p＜0．01）的支持源。值得注意的是，“兄弟姐妹的情感性支持”状况仅与“最亲近兄弟姐妹之居住距离”之间显著相关，而“工具性支持”状况却与三种结构性特征均呈现显著相关。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情感支持，与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网络特征，更多地说明了“工具性支持”状况。


表8-2　“兄弟姐妹支持”状况与“兄弟姐妹网络结构特征”的净相关分析（控制变项：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中为N。



成年子女网络特征与父母支持间的相关分析。数据结果表明（见表8-3），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成年子女的网络结构性特征”与“成年子女是否作为支持源”之间的显著相关主要体现在“工具性支持”方面：成年子女数量越多的居民，越可能将最亲近之成年子女作为工具性支持的来源（r＝0．293，p＜0．001）；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居住距离越近（r＝-0．279，p＜0．001），及交往越频繁（r＝-0．228，p＜0．01）的居民，则越可能将其作为工具性支持源。但是，与最亲近之成年子女关系的网络结构性特征，却与是否将子女视为情感支持源之间相关不显著。因此，子女的网络特征，更多地说明了对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状况。


表8-3　“成年子女支持”状况与“成年子女网络结构”的净相关分析（控制变项：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括号中为N。



二　亲属网络与精神健康：亲属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一）父母

第六章的资料分析表明，“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只与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精神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父母距离越近，抑郁得分越低，而相距越远，越不利于精神健康；“与父母的交往频率”只与18-49岁的居民、教育水平高的居民精神健康状况显著相关，均表现为与父母交往越多，抑郁得分越低。因此本节将以这几类居民为研究对象，探索其父母网络特征、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以及情感性支持对其抑郁得分的影响。

1．“与父母居住距离-父母支持-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这一分析只针对教育水平较高人群。表8-4中模型1显示了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模型2引入“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这一变项。结果表明，在引入“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后，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几乎没有减少（从0．637至0．633），相关系数的显著度没有变化（p＜0．1），依然为显著相关。可见“与父母居住距离”状况对教育水平较高人群抑郁得分的影响，基本没有通过“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状况产生。


表8-4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父母网络特征（居住距离）、父母工具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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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表8-5中模型2引入的是“父母是否提供情感性支持”这一变项，但结果与“工具性支持”状况有所不同，在引入“父母提供情感性支持”后，父母居住距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回归系数未减反增（从0．623增至0．673），且显著度也达到p＜0．05，因此“父母是否提供情感性支持”的状况并没有在“与父母居住距离”状况与抑郁得分之间产生中介作用，但可能是压抑变项（suppressor variable），即父母作为情感支持源与未将父母作为情感支持源的居民，他们“与父母的距离”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差异。其结果可能是，将父母作为情感性支持源的人们与父母住得越近，其抑郁得分越低；而未将父母作为情感性支持源的人们与父母住得近与否可能对其抑郁得分没有影响，或者甚至会更高。


表8-5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父母网络特征（居住距离）、父母情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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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2．“与父母交往频率-父母支持-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如上文所述，此分析只针对18-49岁的居民、教育水平高的居民。

“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表8-6中模型1显示了“与父母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模型2引入“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这一变项。结果表明，在引入“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后，“与父母交往频率”状况与抑郁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年龄较低人群，回归系数从0．931减少至0．919；对于教育水平较高人群，回归系数从1．250减少至1．229；但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变化，均在p＜ 0．1水平。可见对于这两类人群，“父母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既有直接影响又存在间接影响，其中间接影响的中介变项是“父母工具性支持”。


表8-6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父母网络特征（交往频率）、父母工具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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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父母提供情感性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表8-7中模型2引入“父母是否提供情感性支持”这一变项。结果表明，无论这三类人群的任何一类，在引入“父母提供工具性支持”后，“与父母交往频率”状况对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均没有下降，可见“与父母的交往频率”状况对人们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父母情感性支持”并非其中的中介变项。


表8-7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父母网络特征（交往频率）、父母情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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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二）兄弟姐妹

第五章的资料结果表明，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与三类人群的精神健康水平显著相关：18-49岁以下、女性、教育水平高的居民。对于他们而言，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越高，则抑郁得分越低。因此本节将分析，对于这三类居民而言，其兄弟姐妹的交往情况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是否是通过兄弟姐妹的支持为中介变项而产生的。

表8-8与表8-9中，模型1为“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模型2为引入“兄弟姐妹是否提供支持”（表8-8为工具性支持，表8-9为情感性支持）后，兄弟姐妹网络和支持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均表明，仅就表8-9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来说，模型2与模型1的相关系数有微弱的增加，但可视为没有变化（从1．140至1．137）。而其余各组分析中，无论是对于哪类居民，兄弟姐妹提供的何种支持种类，与兄弟姐妹的交往情况与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从模型1到模型2，均没有下降。因此可以说，人们与兄弟姐妹的交往对人们抑郁得分的影响，或者说两者的相关，并非以“兄弟姐妹的支持”为中介变项产生的。


表8-8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兄弟姐妹网络特征（交往频率）、兄弟姐妹工具性支持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表8-9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兄弟姐妹网络特征（交往频率）、兄弟姐妹情感性支持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兄弟姐妹交往越多的人，精神健康状态越好”，其原因并非源于兄弟姐妹提供了支持，因此没有验证社会网的“支持论”。

（三）成年子女

在第六章的分析中，成年子女网络对处于非正常婚姻中的人们抑郁得分显著相关，即处于从未结婚、或分居离婚、或丧偶情况下的人群，他们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越低，则抑郁得分越高；而对于与子女交往频繁的人们，他们的抑郁分值相对较低。因此本节将针对这部分人群，探讨其子女提供的支持是否在“子女网络”与“抑郁得分”过程中作为中介因素产生影响。

1．成年子女工具性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表8-10中，模型1为“与子女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模型2为引入“子女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后，子女网络特征和支持与抑郁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模型2对居民抑郁得分状况的解释力为49．1％（R2
 ＝0．491，p＜0．05），比模型1（R2
 ＝0．318）解释力增长了约54．4％［（0．491-0．318）／0．318＝54．4］。并且“与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直接影响在模型1为3．791，而模型2中下降为2．638，并且影响显著度也从模型1的p＜0．05到模型2中不再显著。


表8-10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成年子女网络特征（交往频率）、子女工具性支持

[image: img]
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同时模型2数据还表明“子女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影响显著（B＝-11．905，p＜0．05），可见，即使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子女交往的网络因素，子女支持与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子女提供工具性支持的居民，抑郁得分低于没有获得子女工具性支持的居民。

由此结果可以说明：（1）验证了“支持论”。“与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影响，是通过“子女提供工具性支持”这一变项产生的，即与子女交往频繁的居民，抑郁得分较低，其原因之一是子女在与父母的交往中还提供了工具性支持，这些支持可以有效地帮助父母，从而有利于父母的精神健康，这一发现有效地验证了“支持论”。因此，对于处于非正常婚姻中的居民，子女网络特征对抑郁得分有间接影响，其中是由子女提供工具性支持为中介因素。（2）模型2“子女工具性支持”与抑郁得分的显著相关，而“与子女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性不再显著，说明“与子女交往”对抑郁得分的影响是主要通过“子女支持”变项来传递，对抑郁得分的直接影响比较微弱。

2．子女情感性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表8-11中，模型2为引入的变项是“子女是否提供情感性支持”。变项增加后，数据结果表明，“与子女交往频率”与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在模型1为3．791，而模型2中下降为3．369，并且相关显著度也从模型1的p＜0．05到模型2的p＜0．1，但还具有一定显著度说明“与子女交往”对抑郁得分的直接影响依然存在，没有完全消失。另外模型2对居民抑郁得分状况的解释力为43．3％（R2
 ＝0．433，p＜0．1），比模型1解释力（R2
 ＝0．318）增长了36．2％［（0．433-0．318）／0．318＝0．362］。


表8-11　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项：社会人口特征）：成年子女网络特征（交往频率）、子女情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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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01；＊＊
 p＜0．01；＊
 p＜0．05；＋
 p＜0．1（两端检验）。

a：参照组为“18-49岁年龄组”。

系数为非标准系数，括号内为标准系数。



同时模型2的数据结果还表明“子女情感性支持”与抑郁得分有一定相关（B＝-9．091，p＜0．1），可见，即使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与子女交往的网络因素后，子女提供情感性支持的居民，抑郁得分低于没有获得子女工具性支持的居民。

此结果说明：（1）部分验证了“支持论”。“与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子女提供情感性支持”这一变项产生的，即与子女交往频繁的居民，抑郁得分较低，其原因之一是子女在与父母的交往中还提供了情感性支持，这些支持可以有效地帮助父母，从而有利于父母的精神健康。因此，对于处于非正常婚姻中的居民，子女网络特征对抑郁得分有间接影响，其中是由子女提供情感性支持为中介因素。（2）与模型1相比较，模型2“与子女交往频率”对抑郁得分的影响显著度虽有所下降但依然有一定相关性，说明“与子女交往”对抑郁得分的影响一部分通过“子女支持”变项来传递，同时对抑郁得分的直接影响依然存在。（3）模型2“子女情感性支持”与抑郁得分具有一定相关性，却不及“子女工具性支持”对抑郁得分的显著度明显，可见对于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而言，成年子女的工具性支持比情感性支持对其精神健康影响更为显著。

三　解释与讨论

（一）结果分析概述

根据以上的数据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亲属网络结构与亲属支持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父母网络特征（父母的居住距离、与父母的交往频率）与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均显著相关，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交往越频繁，则越可能将父母作为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即越可能获得父母的支持。

兄弟姐妹网络特征（与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与兄弟姐妹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显著相关，与兄弟姐妹居住越近、交往越频繁，则越可能将兄弟姐妹作为工具性支持的提供者；而只有那些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近的人，更可能将兄弟姐妹作为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交往频率与是否将兄弟姐妹情感性支持提供者没有显著相关性。

成年子女网络特征（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与子女的交往频率）与子女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显著相关，与子女居住越近、交往越频繁，则越可能将其作为工具性支持的提供者；而成年子女的网络特征与人们是否将成年子女作为情感性支持者没有显著相关性。

2．亲属网络结构、亲属支持与人们抑郁得分的阐明分析结果

与父母居住距离对人们（教育水平较高人群）抑郁得分：（1）有直接影响，呈现正相关，即居住距离越远，人们抑郁得分越高；（2）没有间接影响，“父母支持”并非中介变项，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都没有在“与父母居住”情况和“抑郁得分”两者关系之间作为中介因素而产生作用。

与父母交往频率对人们（18-49岁年龄组、教育水平较高人群）抑郁得分：（1）有直接影响，呈现正相关，即交往频率越紧密，人们抑郁得分越低；（2）有间接影响，中介因素为工具性支持，即与父母的交往频率对人们抑郁得分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工具性支持产生的，与父母交往较多则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工具性支持，从而有益于精神健康；（3）父母的情感性支持并不是中介因素。

与兄弟姐妹交往频率对人们（18-49岁年龄组、女性、教育水平较高人群）抑郁得分：（1）有直接影响，呈现正相关，即交往频率越紧密，人们抑郁得分越低；（2）“兄弟姐妹支持”没有中介作用，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都没有在“兄弟姐妹交往频率”与人们“抑郁得分”产生中介作用。

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对人们（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人群）抑郁得分：（1）有直接影响，在引入中介变项（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后，直接相关依然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因此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即与成年子女交往频率越低，人们抑郁得分越高；（2）有间接影响，中介因素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即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对人们抑郁得分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子女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产生的，与成年子女交往越多越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从而有益于精神健康；（3）从相关显著度比较而言，对于处于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们，成年子女的工具性支持比情感性支持对其精神健康影响更为显著。

（二）解释与讨论

以上结果可以表明，北京市居民的亲属网络对其抑郁得分的影响，其中，在特定人群中，父母网络特征与成年子女网络特征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都有部分是通过父母支持或子女支持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网的“支持论”，即网络能够提供支持，从而有益于健康[3]
 。

另外，有几点发现值得关注：

1．对于“支持论”的验证，证明了在第五章所推测的“交往频率”比其他网络特征（如网络人数、居住关系等）更多地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的原因，即交往频率能够更多地反映相互联系的状况，只有相互联系才可能提供支持，而“支持”是网络能够有利于人们精神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

2．对于教育水平较高人群的研究发现，同样也验证了第五章结论中的推测。第五章研究发现，亲属结构对于“教育水平较高居民”的影响较大，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他们更需要亲人的帮助和支持，例如与父母相距较近的人抑郁得分越低，其可能在于他们能够得到父母在家务的帮助，特别是照顾第三代的重要支持者。这一推测在本章的研究中得到了检验，证明了对于教育水平较高人群，之所以与父母交往越频繁则抑郁得分越低，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从老人那里得到工具性支持，从而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利于精神健康。

3．并非所有的亲属网络都通过两种“支持”类别（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例如父母网络仅通过父母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对子女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兄弟姐妹网络对人们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没有以任何支持类型为中介因素，而成年子女网络通过向父母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支持对父母精神健康产生影响。这三点也与第六章中对支持网的讨论相吻合：

不同的亲属关系以提供不同支持的形式，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父母和子女是重要的提供工具性支持的亲属关系；父母是为子女提供生活性帮助的重要支持者，但父母通常较少成为人们情感上的帮助者，而对于那些将父母作为首要情感支持者的人而言，他们的抑郁得分显示更高；对于父母而言，成年子女既是重要的工具性支持的提供者，又是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与子女的交往通过这些支持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

兄弟姐妹关系比父母与子女关系显示了较为特殊的特征：与兄弟姐妹交往越多的人，精神健康状态越好；但将兄弟姐妹视为首要支持源（无论是工具性还是情感性）的人群，其抑郁得分却越高。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原因可能性之一是：兄弟姐妹关系通常被视为朋友关系，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使人们更多地获得较高的社会整合感，即“社会整合论”--网络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并且能够强化成员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从而有益于健康[4]
 ，而非源于“支持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精神健康较好的人群更可能选择和兄弟姐妹保持较好的关系和频繁的交往，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即，那些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状况不好的人们在教育获得、工作地位，甚至是否实现正常的婚姻状态的实现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因此更易于进入社会经济地位的低层，或较少可能结婚[5]
 。同样，这一原理也可能推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中，特别是兄弟姐妹往往是更类似于朋友的关系，而非亲属关系的交往，那些精神健康较好的人更可能拥有更多的朋友关系、保持较为频繁的交往，而他们也可能与兄弟姐妹保持了较多的交往，但却并没有将兄弟姐妹作为支持的有效提供者。正如第六章所推测的，相对于兄弟姐妹，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是更为重要的支持者，而只有这些核心亲属关系之间没有满意的交往经验时，人们才会转而求助于兄弟姐妹，所以求助于兄弟姐妹本身可能说明了不太满意的家庭关系，这将不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




[1]
 Lin and Peek，“Social Network and Mental Health．”


[2]
 Cohen et al．，“Measuring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s of Social Support．”


[3]
 Lin，and Peek，“Social Network and Mental Htealth．”


[4]
 Lin and Peek，“Social Network and Mental Health．”


[5]
 Avision，William．R．“Family Structure and Processes．”In A Handbook for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Social Contexts，Theories，and Systems，edited by A．V．Horwitz and T．L．Scheid．228-2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Eaton and Muntaner，“Socioeconomic Stratific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Kessler and Essex，“Mari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The Importance of Coping Resources．”


第九章　结语、反思及讨论

一　资料分析下的基本研究结果

本书将关注点聚焦于北京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切入点为亲属关系（特别是近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是否具有影响，亲属关系主要分为近亲属网络特征和近亲属支持状况，这是本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数据分析呈现三个直接的结果：

（一）北京市居民的近亲属网络结构特征：与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关系紧密，与兄弟姐妹关系相对松散。

配偶：83．4％的居民均处于正常婚姻之下，即与配偶共同居住，有正常的婚姻。父母：在至少有父母一方在世的居民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为16．4％，与父母居住距离大多在15分钟以内，达到70％以上；有超过70％的人每周都与父母有交往。成年子女：在有成年子女的居民中，与最亲近子女共同居住的占68．5％，其余有1／3为相距15分钟以内；近一半为每天都有交往，86．4％为每周都有交往。兄弟姐妹：与最亲近兄弟姐妹平均居住距离多在1-2小时之内，交往频率显示52％至少每周都有一次交往，77％每月有至少一次交往。

（二）北京市居民支持网的分布特征：近亲属在人们支持网居首要地位。

配偶：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配偶都是人们首选的支持者。子女：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是情感性支持，子女都是人们仅次于配偶的求助对象，其中对于年龄较高、女性及没有配偶相伴的人群来说，他们更可能向子女求助。父母：低年龄群体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将父母作为预期支持资源之一，既包括工具性的也涉及情感性求助。兄弟姐妹：只在经济压力时求助兄弟姐妹的比例较高，而对于其他压力，都较少地被视为求助对象。近亲属网是人们的首要预期支持网，除感情沮丧压力时为接近50％的人口比例外，其他压力情况下的求助均有超过50％的人口会将近亲属作为首要支持源，其中生病照顾和意见征求压力下，求助近亲属均在80％左右；扩展亲属作为预期支持源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当低。

（三）无论是亲属网络特征、还是亲属的支持，其研究结果均表明：“特定人群中，特定的近亲属关系的某些网络特征或某些支持对其精神健康具有影响”，所有这些结果都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具体如下：

配偶关系。（1）配偶存在与否（婚姻状况）与配偶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均显著相关，有配偶者，越可能将配偶作为重要的支持提供者。（2）结婚状况与人们的抑郁得分无显著相关。（3）配偶是否作为情感沮丧（情感性支持的一种）时的首要支持者与人们的抑郁得分显著相关，将配偶作为支持源的居民，抑郁得分显著较低。

父母关系。（1）父母网络特征（父母的居住距离、与父母的交往频率）与父母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均显著相关，即人们与父母相距越近、交往越多，越可能将父母作为支持来源。（2）与父母“交往频率”（对较高教育水平人群、18-49岁人群）对其抑郁得分有直接影响，即与父母交往越频繁的人群，抑郁得分越低；同时也有间接影响，父母的工具性支持是其中介因素，即人们与父母居住距离越近、交往频率越高，越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工具性支持，从而有益于精神健康。（3）无论是工具性支持还情感性支持对人们的抑郁得分均无显著有益的影响。（4）工具性支持对于部分人群可作为网络特征与抑郁得分相关的中介因素（如第二点所述），情感性支持则没有呈现中介作用。

兄弟姐妹关系。（1）兄弟姐妹网络特征（与兄弟姐妹的居住距离、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与兄弟姐妹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显著相关；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与兄弟姐妹是否作为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显著相关；交往频率与情感性支持没有显著相关性。（2）与兄弟姐妹的“交往频率”（对18-49岁人群、女性及教育水平较高人群）与其抑郁得分显著相关，即与最亲近之兄弟姐妹交往越多的人，抑郁得分显示越低。（3）将兄弟姐妹作为工具性支持源或情感性支持源的居民，抑郁得分均显著较高。（4）兄弟姐妹的支持（无论工具性支持或情感性支持）均未成为兄弟姐妹关系网络特征与人们抑郁得分之间的中介因素。

成年子女关系。（1）成年子女网络特征（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与子女的交往频率）与子女是否提供工具性支持显著相关；而成年子女的网络特征与人们是否将成年子女作为情感性支持者没有显著相关性。（2）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对处于从未结婚、分居离婚、丧偶人群，即非正常婚姻状态人群）对其抑郁得分有直接影响，即与成年子女交往越频繁的父母，抑郁得分越低；同时也有间接影响，成年子女的交往频率对父母抑郁得分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子女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产生的，与成年子女交往越多越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从而有益于精神健康。（3）成年子女作为工具性支持的居民（老年人群体、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人群），抑郁得分明显较低；所有人群中，成年子女作为情感性支持源的居民，抑郁得分显著较低，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一相关性更为显著。（4）成年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对于部分人群均可作为网络特征与抑郁得分相关的中介因素（如第二点所述）；从相关显著度比较而言，成年子女的工具性支持比情感性支持对其精神健康影响更为显著。

二　理论的验证与思考

迪尔凯姆建构关于自杀的社会起源模式，同时也开启了对其他行为社会起源的分析，例如社会失衡带来的暴力、犯罪，甚至于各类疾病[1]
 。本书的理论之源亦可追溯于此，即，表面看似仅仅关乎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也有其社会根源。本书寻找的，正是这些个人的特征，背后是否具有共同的社会原因，正如《自杀论》在“序”中所言：“支配个人的，是超越个人的道德的现实，即集体的现实。”

对于本书，最根本也是直接指向的理论，便是“社会关系对精神健康具有影响”，而“亲属网络结构、亲属支持是否影响精神健康”以及“影响路径”是本书验证并探索的基本理论框架。亲属关系正是本书所探究的可能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起源和社会结构。

（一）社会支持“主效模式”的讨论。

在对社会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压力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解释，而“压力理论”有两个模式，即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乔治[2]
 认为，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主要是以通过孕育自信心或自控力而对抑郁症状产生作用，而缓冲模式则是社会支持在高压力下产生缓冲作用，从而减少抑郁症状。本研究分析的是“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main or additive effects model），即人们在未遭遇压力时，社会支持也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在讨论本书所验证的“主效模式”前，这里必须首先对“何为社会支持”加以说明。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社会支持的定义多种多样，也使得在验证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社会支持所指范围各不相同。在凯斯勒和麦克劳德[3]
 对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关系的回顾性研究中，“关系网成员身份”可被视为社会支持的一类测量指标，包括被访者网络的数量、参与组织的数量、与网络或组织成员交往的频率等；“情感支持”以及“支持的主观可获得性”亦被视为社会支持的测量指标。米勒[4]
 关于主效模式的文献综述中也发现有大量研究证明，归属于某一网络组织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包括朋友的数量、和朋友外出的频率、教堂活动的参与、俱乐部身份的数量等。而林南[5]
 将“社会支持”界定为：主观的或实际的、功能性和（或）情感性支持，它由小区、社会网络和信任伴侣组成。这一定义也并没有明确地将网络结构与功能性支持加以区分，而是都涵盖进“社会支持”的定义之中。由此可见，本书所区分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主观社会支持”在以往的研究中，均可被视为社会支持，它们也都可产生“主效机制”或“缓冲机制”。因此，本书根据不同界定范畴对“主效机制”进行分析。

亲属网络结构的主效机制。第六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亲属网络存在一定的主效机制。特别是与所有近亲属交往均能够在特定人群中产生主效机制，例如在非正常婚姻人群与成年子女的交往、年龄较低及教育水平较高人群与父母的交往、年龄较低人群、女性、教育水平较高人群与兄弟姐妹的交往，均表明为交往越多精神状况越好。

亲属支持的主效机制。第七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亲属支持的主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别是来自配偶的情感交流时的支持、成年子女的情感性支持、老年人及处于非正常婚姻下人群其子女的工具性支持。由于本书对“社会支持”的操作化定义（见第三章），即仅包括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故本书将亲属的工具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视为最为关键的对“主效模式”论证。

以上结果说明三点：（1）证明了主效机制存在，即当人们不处于压力之下时，某些社会支持（包括网络结构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获得越

Social Environment to Psychiatric Disorder．”多人们的精神健康呈现越好。（2）主效模式并不存在于所有亲属支持，即并非所有亲属的所有类别的支持都存在主效机制，例如来自配偶的情感倾诉支持对所有人群、来自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对处非正常婚姻状态人群产生了有利的影响。（3）某些亲属支持出现比较复杂的状况，例如与兄弟姐妹的交往越多，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但获得兄弟姐妹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的人，抑郁得分却相对较高。

本书关于支持的主效机制的研究表明，在没有生活压力或紧张事件的情况下，亲属支持的主效模式存在，但需要区分特定的人群、亲属关系，以及支持特征（包括结构性的和功能性的），并且一些亲属关系的支持可能并不能带来有益的影响。

（二）“社会网络结构-社会支持-精神健康”三者关系的因果脉络探索及对于社会网络“支持论”的验证。

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是重要的理论解释之一[6]
 。而对于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许多研究又将其置于社会结构性背景的深刻影响之中来加以分析。无论是验证“支持论”是否成立的社会网络研究，还是置于“网络结构背景”下的社会支持研究，所建构的理论模型都是一致的，即“社会网络”是否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因素，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而验证这一理论模型是否成立的过程，也是本书最为基本的理论关注。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与社会支持状况均显著相关，即与某类关系的居住状况及交往频率，可能影响此类关系是否为人们提供支持、或提供支持的数量。同时，在特定人群中，父母网络特征与成年子女网络特征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都有部分是通过父母支持或子女支持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网的“支持论”，即网络能够提供支持，从而有益于健康。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在第六章中发现“交往频率”比其他网络特征（如网络人数、居住关系等）更多地与人们的精神健康相关，而第八章发现“支持”是“交往频率”与人们精神健康相关的中介因素之一。由此可以说明，交往频率之所以更多地与精神健康相关，在于这一变项能够更多地反映相互联系的状况，只有相互联系才可能提供支持，而“支持”正是交往频率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与兄弟姐妹交往多的居民抑郁得分低，但获得兄弟姐妹支持的人，抑郁得分高，这说明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与抑郁得分相关，并不是通过“支持”这一因素产生，因此兄弟姐妹关系没有验证“支持论”。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不同关系提供不同支持”。

（三）不同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

无论是“主效模式”局部而非全部得到验证，还是只有某些亲属网络通过某“支持”类别对人们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不同的网络提供不同的支持”，并且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有不同的作用，即并非所有的亲属关系所提供的所有支持均能够对精神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

亲属在支持性功能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社会规范所决定（既包括传统既定的，又可能是社会变迁新近产生的），并且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吻合、在人们预期之中的，如果现实与预期以及正常的社会规范相一致，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例如传统上认为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支持者，因此能够获得子女支持的父母比没有获得子女支持的，精神健康状态更好，故子女支持能够成为子女网络特征与人们精神健康的中介变项；而人们往往较少求助于父母情感上的帮助但需要工具性的帮助，故父母网络能通过父母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对子女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兄弟姐妹是类似于朋友的关系、支持性功能相对较弱，而获得兄弟姐妹支持可能并不是人们真正预期的，因此获得兄弟姐妹支持的人群精神健康反而较差，而且兄弟姐妹网络对人们精神健康产生影响没有以任何支持类型为中介因素。

通常来说，人们对“支持”都抱以正面的评价，获得支持“理所当然”应该对人们产生有益的影响或帮助。但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支持也并非都能有利于健康，例如令人不满意的支持比缺乏支持更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7]
 ，或者过分的支持也可能使人们感觉控制力下降、自我恢复能力弱化而产生预料外的消极结果[8]
 。而本书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关系提供所有类型的支持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即使是对于亲属这类被视为人们最重要的关系，也只有特定的关系提供特定的支持，才能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因此，社会网络及其支持是否能够有利人们的精神健康，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支持的满意度、支持的负荷程度，还包括支持关系是否提供了相应的支持种类，这些成为了社会支持网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对于哪些亲属关系提供哪类支持的具体分析，本书将在后面具体阐明。

三　基于现实的思考

（一）中国亲属关系的网络结构性特征和支持网分布

对于北京市居民而言，配偶、父母、子女与他们之间均保持了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居住距离和交往频率方面均有体现，这三类关系也是人们支持网的首要构成部分；相对而言，兄弟姐妹关系松散，在提供支持上也占据较少的比例，但却可以提供经济帮助。总体而言，近亲属为北京市居民支持网中最重要且比例高于其他关系的部分：在6种慢性压力下（家务困难、生病照顾、经济帮助、情感倾诉、意见征求，以及外出陪伴）求助近亲属的比例分别为58．3％，84％，54．2％，47．1％，78．6％，51．9％。远亲关系较少提及，另外朋友在人们的支持网中的重要性次于近亲属，但高于远亲属，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这一结果与西方研究者[9]
 的发现相近，即最强的亲密关系通常是至亲：成年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而这类关系比其他人更多地进入到可以提供人际支持和陪伴积极关系和亲密关系之中；扩展亲属通常为积极关系而非亲密关系，或是弱关系；而在亲密关系中，亲属和朋友比例相等。

尽管总体而言，近亲属关系在人们的支持网中比例明显，但在近亲属内部，不同关系提供的支持也不尽相同。

（二）不同亲属提供不同的支持

配偶：相对于选择其他人作为支持源的居民来说，那些将配偶作为支持源的人们（除经济支持外），抑郁得分能够保持最低或相对较低。特别对于感情沮丧时，配偶的感情帮助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更是显著有益。

父母：将父母作为工具性支持源的人群，抑郁得分相对较低；特别对于年龄较低（18-49岁）及教育水平较高人群，无论是仅仅与父母的交往或在交往中获得父母的工具性支持的人，均显示精神健康状况明显较好。但父母在作为孩子们的情感性支持源方面，却显示并不利于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水平或没有明显的作用。

子女：成年子女是除配偶外，另一重要的支持者，同时，那些选择成年子女作为家务和意见帮助支持源的人们，抑郁得分最低；在经济帮助中，成年子女支持在近亲属中最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对于情感性支持，子女支持显著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特别是对于老年群体和没有配偶相伴人群的精神健康，子女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都显著有益。尤其在没有配偶相伴的人群中，无论是仅仅与子女交往的居民还是在交往中获得子女支持的居民，都明显呈现出较好的精神健康状况。

兄弟姐妹：经济支持的重要支持源之一；但对于其他支持，兄弟姐妹都较少地被视为预期支持源，并且一旦作为预期支持源，这部分人群都表现出较差的精神健康状况。但对于一些人群（对18-49岁人群、女性及教育水平较高人群），与最亲近之兄弟姐妹交往越多的人，抑郁得分显示越低。可见尽管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的人，显示精神健康状况较好，但兄弟姐妹的支持并不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

以上是四类至亲所提供的支持及对人们精神健康影响的情况，结果表明，只有特定的亲属提供特定的支持，才能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总体而言，配偶和子女是为人们提供所有支持的重要来源，但两类关系的情感类支持显然比工具类支持更有利于人们的精神健康：配偶在情感倾诉时的支持，对精神健康的有益性更为明显，而子女在所有情感性支持方面（情感倾诉、意见征求、外出陪伴）均显示对精神健康有益性明显；对于没有配偶的人而言，与成年子女的交往中，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都是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父母显然是工具性支持的重要来源，但却可能并非理想的情感性支持的提供者。兄弟姐妹似乎是交往的好对象，但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支持的提供者。

（三）中国城市家庭关系的特征

从北京市居民家庭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中国家庭关系的一些初步特征。

1．中国家庭核心关系

配偶和子女在所有支持类别中的重要性，说明了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是以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为核心。这既与中国传统相吻合[10]
 ，又与西方家庭模式相一致[11]
 ，即中国人的家庭是以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为主体的联合体，从而决定了人们最亲密的关系为配偶与子女。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家庭中最重要的支持性亲密性关系，都是配偶和子女。这一点，在时刻处于变迁之中的中国城市，亦未改变。

2．孝文化的传承与渐变

子女是除配偶外，几乎承担所有支持的亲属关系，可见孝文化在中国人中依然得到传承和体现。在传统中，老有所养首先强调的就是“养亲”，即是指的生活上有人照料，经济上有所依靠，保障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使其安度晚年，“养儿防老”也正是此意。可见，在传统孝文化中，工具性支持被置于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位置，是养老过程中比精神支持更为重要的内容。但本书研究表明，对父母精神健康有影响的支持类别仅为情感性支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城市，子女的情感性支持已上升至比工具性支持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笔者对2000年中国城市养老的一项定性研究中已有发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两个原因：

（1）精神支持本身会更多地与精神健康相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研究通常都发现，情感支持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12]
 。而工具性支持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则比较矛盾，有研究发现实质性帮助能够减轻抑郁症状[13]
 ，而一些研究则发现这一影响并不显著[14]
 。工具性支持的作用不明显的原因较多[15]
 ：一种是“支持动员”机制（support mobilization mechanism），认为工具性支持是作为对健康状况的反应，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工具性支持的作用变得模糊不清；另一种可能是接受帮助可能使一个人感觉自我的控制能力下降，从而增加了抑郁心理；还有可能则是[16]
 ，在特定压力的情况下，老年人在获得一些支持的同时又会失去一些支持，例如在经济压力下，老年人在获得别人经济帮助的时候，在精神帮助上的获得就会减少，这一点在中国、美国及日本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

（2）我国的孝文化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即在现实条件下，人们开始更多地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现实条件涉及两个层面：

一是人们可获得的资源的增长使得人们对子女工具性需求得以转移。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政府对于保证老年人的经济安全有重要的作用[17]
 。对于中国城市老年人，中国政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例如公共退休基金，它涵盖了在城市中所有现代化工业体系、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国家所属的文化和教育单位下的退休从业人员（50岁或60岁以上，退休年龄取决了职业类别和年龄的不同）。一项对中国12个省市的调查表明，在城市中73％的老年人领取退休金，有83％的老年人获得政府经济帮助（例如低收入保障等），而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为60％。这些经济上和医疗方面的国家保障，为人们在年老时提供了经济安全[18]
 。由此，城市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似乎也使得他们在家务帮忙、生病照顾上，可以更多地转向其他社会化资源，例如在本书作者对中国城市临终老人的调查中就发现，这些住院老人的日常照顾均是由“护工”这一市场化资源来完成，而没有一例是由子女来完成的。

二是子女通常由于自身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并且父母可以得到除他们以外的生活保障，自然而然地在生活照护等工具性支持方面减轻了自己对父母的责任。父母通常给予了子女较大的宽容和理解，但更多地寄希望于子女能够给予精神上的关怀，这既体现了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使人们能够并愿意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关怀，也体现了孝文化在当今中国城市中，有了新的要求和表现。

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在这里谨慎地采用了孝文化“渐变”而非“变弱”这一词，正如威尔曼[19]
 在反驳“城市失落论”时认为，这一时代的小区已“由个人为中心的个人社会网络代替了地域意义上的小区，从而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力”；本书主张，这一时代在中国城市的孝文化，已由“传统地侧重实用性和工具性的支持，转向了或者说更加突出了精神层面的要求”。这种转向可能仅仅说明的是孝文化出现了变化，但不能证明孝文化的弱化。事实上，在工具性支持中，依然有较大比例由子女来提供，说明了孝文化依然在传承之中。

3．父母是重要的工具性支持源

尽管关于中国家庭文化的研究大多承认家庭是解决各类问题的基本支持来源，从而影响精神健康[20]
 。但对于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大多侧重于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而较少地关注父母如何帮助成年子女，除了在财产上和经济上的交接与传递。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例如父母-子女也互为彼此非正式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如买房、旅游或生活照顾[21]
 ，有研究发现[22]
 ，成年子女和他们父母经常居住得比较近，并且相互之间有规律地探望，彼此帮助，例如照顾孩子、家务、维修、或相互赠送礼物，在非裔美国人中，祖父母经常担负起照顾和教育孙辈的责任[23]
 ，第三代的到来使母女间的矛盾很好地转向的家务的合作上[24]
 。威尔曼[25]
 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和成年子女是明显的支持关系，但经常不喜欢彼此陪伴。本书的研究发现与以上研究发现一致：

一方面父母是成年子女工具性支持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对于教育水平较高和年龄较低（18-49岁）的人群尤其明显。他们与父母的交往越多，抑郁得分越低，而父母的工具性支持是其中的中介因素。由此可见，父母对这部分人群在生活日常事实上的实质性帮助，能够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利于精神健康。

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并不倾向于将父母作为情感性支持的来源。那些获得父母情感性支持的人，抑郁得分显示较高。这说明尽管父母被人们视为日常事务的重要支持者，但人们却不希望将父母作为情感上的帮助者。这在西方有一致的发现，事实上中国代际间的情感交换一直较少被提倡，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家庭”的描述：中国的家庭是一个事业社群，纪律必须维持，纪律排斥了私情，无论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有说有笑、有情有义的是在同年龄的群体中，不同年龄组之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当然，对于所有人类社会的代际关系来说，低年龄人群都更倾向于向同龄人征求情感支持，例如配偶、朋友，因为他们之间更易于沟通和理解，更易于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四　本研究的贡献、局限及未来的方向

本书对精神健康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书获得了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的社会人口分布特征，其次，验证了一个重要的可能影响人们精神健康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亲属关系。中国精神健康研究多见于卫生或心理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的开展尚不多见，因此关于精神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本书采用西方较为普遍的测量精神健康的量表CES-D（经本土化后），一方面测定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加客观，另一方面有利于与西方研究做出比较。“亲属”，在人类社会中普遍视之为至亲，如果说社会关系是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那么“亲属”特别是“近亲属”也必然如此。这一设想在本书中得以验证。

本书对于中国亲属关系研究的贡献在于，尝试性地总结了中国亲属关系的特征。通过检验亲属关系对人们精神健康的影响，一方面佐证了亲属在人们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分析了在当代中国城市，不同亲属关系提供何种支持有益于人们的精神健康。据此本书获得了中国亲属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和人们支持网的功能性分工。

本书在分析方法上的贡献在于，将社会网络法引入中国精神健康研究，并且在中国城市人口及其亲属关系的范围内的研究中验证了“网络结构-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精神健康”、“网络结构-支持-精神健康”一系列社会关系影响精神健康的理论模式；同时以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再次检验了西方早已成熟的一系列社会网络影响精神健康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社会网络的“支持论”、“不同的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等。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局限。包括：

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从目前的文献和本书的研究结果来看，社会网络与支持的确与精神健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相关的方向也是随着社会网络特征或支持越强，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但这种联系是否是因果关系，也即，究竟是社会关系具有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抑或是精神健康较差的个体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会较其他人更少？尽管目前许多研究都将原因归于前者，但显然这种因果的论证尚不充分。

社会网络、支持与精神健康因果关系的确立也是“社会成因论”或“社会选择论”的验证，社会成因论认为，已婚人群或经济地位较高人群比其他人群更少地受到压力事件的侵害，而生活压力事件往往是增加精神健康问题的诱因；而社会选择论则认为那些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状况不好的人们在教育获得、工作地位、甚至是否实现正常的婚姻状态的实现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因此更易于进入社会经济地位的低层、或较少可能结婚[26]
 。显然，社会成因论，将社会背景地位、社会网络结构等一系列社会因素作为了影响精神健康的原因，而社会选择论反之，将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作为了精神健康的结果。

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社会成因论和社会选择论均成立，但存在于不同关系之中。在本书研究中，关于“兄弟姐妹”关系的发现呈现出矛盾的结果，即与兄弟姐妹交往越多的人，精神健康状态越好；但将兄弟姐妹视为首要支持源（无论是工具性还是情感性）的人群，其抑郁得分却越高。第八章的分析认为，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归为兄弟姐妹关系通常被视为朋友关系，与兄弟姐妹的交往使人们更多地获得较高的社会整合感，即“社会整合论”--网络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并且能够强化成员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从而有益于健康[27]
 ，而非源于“支持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精神健康较好的人群更可能选择和兄弟姐妹保持较好的关系和频繁的交往，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但这部分人仅将兄弟姐妹作为交往的对象，并不视为支持的来源。在人们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是否存在有的关系能够给予人们支持、明显有益于精神健康，而有的关系是人们在精神状况较好的情况下才去维系，而不会将其作为有明显实质性支持的关系？这一点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因果关系的确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但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纳[28]
 甚至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做出肯定回答的，造成因果区分上的困难之一是调查时间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在方法上均为回顾性的，即被调查者在受调查时已处于目前这一精神状态之下，而具有较差精神健康的人，他们本身既可能获得更多的亲属帮助和关心，但也可能失去一些社会支持。预测性研究也许能发现一些因果关系的线索，布雷泽（Blazers）[29]
 在一项研究中报告，3年前的社会支持情况可以预测3年后的健康水平，这样的研究似乎对社会关系与健康水平的因果关系的角色具有较大的意义。因此，在未来开展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从而解决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只能分析一个时点现状的困境，将能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一因果问题。这也应该是此类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另外，本书力求探索的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但是由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多因线性回归分析后所获得的R2
 值都相对较小[30]
 ，这说明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变项后，亲属关系对人们抑郁得分的解释力不强。其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其中包括：（1）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调查误差，使数据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误差。（2）本书所采用的依变项是抑郁症状得分，但就资料统计结果来看（见表4-2），其分布存在正偏态，偏度（Skewness）＝0．626，因此可能减弱了回归模型对其的解释力。（3）本书研究的是亲属关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事实上，本书开展分析的一个预设是亲属对于人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预设源自于许多研究均表明，亲属是人们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根据这一预设，本书认为亲属关系对于个人具有重要的影响，包括人们的精神健康。但研究结果可能说明的是，亲属关系尽管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存在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我们所预想得那样显著；同时这可能说明，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健康被多种因素所影响，其中社会因素不仅包括家庭关系，还可能涉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日常压力、生命事件等各个层面。因此在未来关于社会宏观背景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中，我们还应关注更多的社会因素，才有可能获得能够对人们精神健康状况进行充分解释的模型。

关于中国亲属关系的变迁。本书力求寻找当今中国亲属关系的特征，但这些特征最有意义的地方应该是与中国传统或过去亲属关系的比较。本书尝试性与西方，以及有限的中国文献作了一些对比，但这些对比还是较为初步的。若想进一步说明在当今变迁的中国，亲属关系是否具有变化，以及变化的具体情况，甚至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是否产生影响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也有待于历时研究来完成。

关于婚姻与配偶关系，在本书研究中存在一些遗憾。结婚的人有相对较低的精神健康问题，这是流行病学调查中最为一致的发现[31]
 。但在本研究对北京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婚姻状况对他们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明显。本书在第六章中提出了几个原因：（1）处于非正常婚姻的样本量较小，而无法获得有效的数据。主要体现在30岁以上未结婚的有效样本量仅为15人（18-29岁年龄的人群刚刚进入成年阶段，因而尚未结婚属于正常社会现象，对他们来说，还没有进入婚姻不应该成为影响他们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2）婚姻历史对精神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离婚或丧偶的时间长短、再婚情况等，但本次调查中没有涉及此类资料，因此无法对这些情况加以分析，从而可能影响研究的结果。（3）婚姻满意度未进入研究之中。对于中国老年人，他们更可能在婚姻质量不高的情况下还维持婚姻，而对于年轻人，他们可能并不因为在婚姻之中更加快乐[32]
 。因此婚姻状况影响精神健康的可能不是“是否结婚”本身，而在于婚姻质量。由此，如果想真正对婚姻状况与精神健康做出严谨的研究，首先应获得较多的离婚人群的样本数；其次研究还应当将婚姻历史、婚姻满意度等变项纳入研究之中。

本项研究采用了二手资料进行分析。一手资料（primary data）[33]
 是由研究者自己直接通过访谈、问卷、访谈小组、观察、或实验法等方法收集数据。一手资料研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假设设计调查方案并实施收集方法；但其成本和操作化难度都较高。

二手资料（secondary data）是指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以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34]
 。二手资料的优势在于，成本较低，时间花费较少，通常此类数据都保有较高的调查质量，二手资料也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比较分析之用。二手资料最重要的几个不足在于：

第一，二手数据需“因地制宜”，不可“随心所欲”。由于二手资料并非分析者自行定制，因此无论在问题设计、样本的选取，还是测量指标制定上，分析者无法控制，在分析过程中，只能根据现有数据情况限定研究问题的范畴。第二，分析者没有参与具体调查过程，因此通常不能了解调查出现的偏倚情况，例如回答率或回答偏误等。这有时会给分析者带来困扰和误解。第三，采用二手资料往往会面临时效性较差的问题，因为从二手资料获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最终分析结果可能会与现实存在一定时间差，因此在时效性有所欠缺。

本书采用了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同时也存在上述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不足就在于，此数据是2000年左右调查完成，时至今日，历时较久，此间社会情境与人们生活可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因此本书对相应议题当前情况的把握上可能存在偏差。不过，在文献综述中，本书也已提及，即使到十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的研究，在学术领域依然不多见，系统研究更是空白。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此为发端，并在未来继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现实与走向，以期能在未来研究中弥补本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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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年，我常常行走于中国农村的田间地头，去实地观察与关注在乡土生存的老年人们，看看他们正处于何种精神状态和生活境况之中。我所到之处，浓墨重彩地刻画着农村老年人正处于被关怀的茫茫沙漠，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完全被忽视、被搁置、被忘却的部分。老人和周围的人，或因知识匮乏，将精神问题“躯体化”而无法对症入医；或因经济水平有限而无力关注。对于广大的农村老人而言，生活的重心依然停留在吃饱穿暖、重病有人照顾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此时的重病常指躯体疾病，而非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在人们看来，是更加奢侈的考量。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老人，有相当一部分正在面临经济上的紧张拮据、代际亲情上的疏离冷漠、躯体上的多病缠身、自我照顾的力不从心，这些都会直接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产生，而他们是无所适从、压抑却无以为助的人群。

十年前，我开始了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十年来，我不停地将研究触角伸向中国的广袤大地，不停地聚焦于中国城市抑或农村的各类人群，将每次定格的图片连帧起来，展现的是中国精神健康现状的全景图，而图中让目睹者无法忽略的，是那条若隐若现、含蓄但且强劲的线索--亲人关系。在今天，我看见的是家庭关系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力之深重，是对于农村老年人甚至所有人群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关注的方兴未艾。此时，我更加确认了十年前我将亲属关系与精神健康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议题的研究价值，更体会到了这一议题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深远意义。

当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自杀的本质性原因大部分地归结为群体的社会整合程度；当精神病学家鲍比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阐明了人们从出生之始就不断地将至亲视为自己的安全港湾，自此出发，终此一生；当心理学家卡恩和安托露丝的“护航理论（convoy model）”将个人的一生视为永远由他人环绕、共享经历与历史，并能在彼此的一生中获得互惠……经典的理论不断启示着人们，人与他人、人与亲人、人与社会的密不可分。在心理学家弗洛姆看来，人存在的起点是孤独，而终点是且应该是爱。人将在社会关系中寻找与定位自我，最终在爱的互动中获得精神上的安全与幸福。本书立足于医学社会学理论框架，以社会关系（特别关注城市亲属关系）为切入点，探索精神健康差异的社会结构之源，关注个人苦痛与幸福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本书之初衷与最终意义。

本书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在这里，首先要最为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李沛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教授是我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指引者。在香港求学的几年里，每当我遇到问题茫然无措时，李教授总是耐心地和我讨论、给我建议、引导阅读。尽管说学海无涯，没有捷径，但李教授指我以方向、教我以方法、示我以思路，这对一名所知尚浅之学生而言，是最有力也最为珍贵的帮助。在生活上，李教授常常以长者的智慧和经验，给予我无限的关怀和鼓励，让身处异乡的我倍感温暖。再次感谢李沛良教授，允许我使用“香港和北京社会网络与精神健康比较研究”大型调查项目北京地区的资料，该项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编号CUHK4135／99 H。感谢丁国辉教授，他指导的“家庭社会学”学习，为我日后以“亲属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精神健康问题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陈膺强教授，当我对样本资料有所疑惑和不解的时候，他总能给我相应的帮助；阮丹青教授，为我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宏观理论研究的线索。我还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陈海文、张德胜、张越华、陈建民、赵永佳、蔡玉萍、金蕾以及其他各位教授对我的支持与帮助。另外，我还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李诚教授，作为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和学者，与他的交流激发了我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而他经常给我以专业性的提示和建议，对于一名初探精神健康问题的晚辈而言，实为宝贵。

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作为我的硕士导师，正是他为我开启了医学社会学学习之门。作为中国大陆研究精神健康问题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学者之一，他将其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和成果提供给我作为参考，并时常与我探讨中国精神健康问题，助我学术视野之开阔和深入。而今天，景教授又持续给予我在精神健康研究的项目资助与合作，使我的研究志趣得以持续，在此我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我也不会忘记，读博士期间那些美丽的同窗，蒋怡、曹飞廉，寒窗苦读，有苦有甜，我们一起分享，共同渡过，这段美好的经历是我求学香港的宝贵财富。

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杰教授一直给予我支持与鼓励，并从社会学心理学层面给我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指引，使我受益匪浅。杨敏、辛志强等各位教授与同仁也给予了我持续的帮助，使我能够在和睦积极的氛围中继续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执着，我心存无限感激。

收笔之前，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舐犊之情深，身为女儿恐以毕生都无以回报，只能感念于心；我的先生，当初我求学他乡，如今我又常常埋头研究无暇顾家，他总是给我包容与理解，让我安心向学，这些都是我完成本项研究最为坚强的后盾；我的儿子，时年尚幼，每当握住他的小手，心中柔软深切的亲情便在阳光下蔓延。亲人之力量，予我幸福，助我前行。最后想说，家人、亲情，正是我致力于亲属关系研究之最初动力和最终追求。

孙薇薇

2013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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